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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数字媒介给人们带来的新鲜感激发了学界对新闻认识论（journalistic epistem-

ology）的反思。学者们关注的焦点是：作为身负知识主张（knowledge claims）生

成之责的“认知工作者”[1]，新闻从业者如何面对可用的新兴数字工具、多种多

样的数字新闻初创公司，以及不断变化的受众习惯。然而，本质上，新闻工作者

生产知识的方式，亦即新闻工作的核心认知实践，却和以往并没有太多不同。具

有影响力的大型新闻机构，甚至后起之秀们，在生产新闻报道时往往沿用过去的

新闻采集实践、证实策略和叙事形式。真正意义上的变化其实发生在新闻流通

（circulation）之中———“一对多”渠道的大众传播技术如今分散为更复杂的传播

流、多元化的平台和新闻内容交互的新工具，这便导致了 Ekstr m和Westlund所

谓的“新闻学的转位（dislocation）”[2]。

本文从 Ekstr m对认识论的定义———“在某种社会环境中操作，并决定知识

生产方式和表达（或蕴含）知识主张的规则、常规和制度化流程”[3]———出发，

深入探讨数字新闻流通模式的演变对新闻认识论产生的影响。本文亦采纳 B dker

将“新闻流通”从“文本传输”的简单定义延展为包含“（正在进行的）潜在的

意义和文化生产过程”的广义理解。[4]将数字新闻流通应用于对新闻认识论的探

讨，有助于我们在研究中不断反思数字新闻学理论建设的一个核心议题：在各色

行动者通过众多数字媒体平台进行实践的情况下，新闻作为一种知识形式如何被

分享、转化、争论和驳斥。

本文认为，深入考察数字新闻流通的过程，有助于我们准确理解数字媒体环

数字新闻流通与数字新闻认识论 1）

马特窑卡尔森 李思雪

1冤 基金项目院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野数字新闻学理论尧方法与实践研究冶渊20&ZD318冤遥

摘要 数字媒体环境令 野新闻作为一种知识生产实践冶 的问题变得更具开放性遥 本文尝试从数字新闻的流
通方式切入袁 探讨数字新闻认识论问题遥 本文认为袁 新闻作为一种知识生产的社会实践袁 其流通既是一
种信息传输的形式袁 又是一个对共享意义的生产过程遥 本文进而深入探究数字新闻流通的三个要素院 基
础设施尧 流通实践和认知竞争遥 这些要素关涉到数字媒体的物质性尧 新闻经验的多样性袁 以及公众对于
野新闻作为一种知识形式应呈现何种样貌冶 和 野谁有资格生产新闻冶 等问题的争论遥 本文进而提出数字新
闻学应当重视新闻流通研究袁 以及数字化的新闻流通和新闻生产之间的关系遥
关键词 新闻流通曰 数字新闻学曰 认识论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 马特窑卡尔森袁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哈伯德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曰 李思雪袁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
院博士研究生袁 北京 100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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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下的新闻认识论。从社会学的视角看，知识以

一种“认知系统”的方式存在于信息提供者与其

受众的关系之中。有能力提供这些知识并且让其

他人接受上述形式的知识，决定了认知的权威性。

在数字信息环境下，媒介渠道、信息和知识范式

的增殖将这种关系复杂化。通过对数字新闻流通

的动态机制的细致检视，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人

们发现、生产和应对数字信息的实践是如何对共

享意义进行生产的。

具体来说，本文尝试将“数字新闻流通”所

包含的行动者、媒介、实践和形式等要素，放入

一个从新闻认识论视角出发、适用于数字媒介环

境的解释框架之中。在这一框架里，新闻被界定

为一种知识的形式，这意味着新闻工作者往往运

用惯常的技巧来系统性地汇集信息，将其转化为

有意义的文本形式，并与广大受众分享。显然，

数字技术支配下的新闻流通模式对传统的新闻认

识论的权威性构成了挑战，我们需要重新讨论

“新闻工作者在多大程度上能证明其输出的内容是

关于外部世界的有效知识”。本文进而将数字新闻

流通“拆分”为三个具体的要素———基础设施、

流通实践，以及认知竞争；并论证它们的发展是

如何通过让数字新闻成为一种新的知识，从而影

响大众认知的。

二、什么是新闻认识论

对新闻认识论的探讨是新闻学研究的应有之

义。主流的新闻学研究普遍关注新闻信息的形式

及其对受众的影响，却很少反思“新闻作为对事

件真实性的解释”这类认识论层面的问题。一个

值得注意的例外是 Ekstr m对电视新闻认识论的研

究。他的分析避开了对于“真相”的思辨，而是

通过规范、实践和文本之间的一致性，对认识论

做出了社会学意义上的定义。Ekstr m认为，新闻

认识论包括三个组成部分：知识生产、知识的形

式和公众对知识主张的接受。其中，前两者对应

新闻室的实践和新闻文本，已经通过以下几个方

面得到检视：创造新闻的知识结构、主观性和专

业主义在获得认知权威性中扮演的角色、新闻工

作者使用新闻源来建立知识主张的做法、对数据

的使用，以及对视觉新闻证据的有效利用，等等。[5]

以实践为基础或者以文本为基础的新闻学经验研

究，在方法论层面确立了一种新闻研究的学术传

统，那就是对新闻的“机构性”或“体制性”的

研究。而对新闻流通的研究往往更为复杂，其原

因在于新闻受众的分散性、内容流的复杂性和新

闻使用实践的多样性。然而，为了理解新闻认识

论，需要处理“基础设施”和流通实践的问题，

盖因两者共同形塑了受众与新闻的互动和受众对

新闻的理解。

（一）新闻的认知权威

Ekstr m借用布尔迪厄的说法，指出新闻机构

必须拥有一定的“信心资本”（confidence capital），

这样受众才能将其对新闻事件的解释当作有效的

知识主张。但是，新闻知识及其合法性之间的关

系，在新闻学和新闻认识论研究领域均处于理论

化不充分的状态。新闻工作者无法强制或决定受

众对其产出内容的接受程度。这一前提需要关注

新闻工作者的认知实践（即新闻采集的策略和生

产出来的文本）与他们的社会地位（作为共享知

识的提供者）之间的关系。从这一角度来看，有

关新闻认识论的问题变成了有关认知权威性的问

题———Gieryn将其定义为“定义、描述和解释有界

域现实的合法性权力” [6]。制度化的知识生产者，

包括本文所考察的新闻工作者，其地位的建立都

是通过制造和维护权威知识生产者和这些知识的

使用者之间的界限而实现。上述界限，以及对其

加以强化的实践，是流动且充满竞争的，而非固

定不变的。如此一来，环境的转变———比如，数

字新闻业的兴起———就造成了针对“知识应该呈

现何种样貌”以及“谁有资格生产知识”的争论。

新闻工作者的认知权威性首先将新闻视为一

种知识的形式。尤其是，新闻是一种日常知识，

其消费者对这种知识的获取并非来源于直接经验，

而是来自于其被媒介化的形式———新闻工作者运

用成熟且为大众所熟悉的技巧将信息结构化为有

意义的形式。这种建构的基础已先天假定了：在

某一特定时刻，新闻文本的真实性理应尽最大可

能提供准确的表述。专业的新闻工作者因遵循新

闻惯例而拥有知识权威，新闻惯例的静止性则导

数字新闻学·数字新闻认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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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了新闻作为一种知识形式的重复。[7]

不过，将新闻视为知识的观点并不符合我们

对知识一词的通常用法，即“专业化的知识”；新

闻学也并不完全满足一般性的科学话语的标准。

Park将新闻知识定义为“宽泛”而“公共”的知

识，让人“了解”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而非

只能被有限的专家群体所理解的专业话语。[8]这种

知识很适合于由教育水平和社会地位各异的芸芸

众生所构成的社会形态。但是新闻却作为一种

“未绝缘的专业” [9]形态存在，经常招致批评。新

闻学对其专业知识的捍卫十分有限。新闻工作者

时常面临强大的阻力，难以维护其作为知识生产

者的认知权威。

“新闻作为知识”的论述基础在于：认可“任

何一则新闻都能提供合法性解释”的依据，是一

组结合了多种不同的新闻与非新闻行动者的社会

关系。Goldman将这种关系融入了认识论的术语之

中：“为了实现知识获取，仅凭发布或者播报相关

真相的自由媒体是不够的，公众成员对这些真相

的接收和相信过程也同等重要。” [10]新闻工作者通

过工作内容提出知识主张，同时也诉诸非新闻工

作者的注意力和接受程度完成对知识权威性的确

认。新闻工作者支持“新闻作为知识”的主要方

式，是重复地进行某种特定的实践，这些实践最

终成为了新闻权威的标志。这些实践形式不仅满

足新闻工作者不断快速生产内容的需求，而且也帮

助他们与受众之间建立稳定的传受关系。Broersma

认为新闻合法性是话语表演的产物，即新闻工作

者通过仪式化的方式向受众呈现信息，从而建立

了两者之间的授权关系[11]。新闻惯例（比如新闻导

语）不仅是传递信息的模式，也是认知权威性历

久弥新的标记。记者依据特定的模式产出新闻，

通过日复一日的表演不断对权威性进行再生产。

除专业新闻实践之外，新闻工作者也通过新

闻学理论话语的路径生产作为知识的新闻，进而

培养起认知权威性。尤其是，经典新闻学理论中

的规范性的论述将新闻的角色和民主生活联系在

一起，进而将新闻的知识主张合法化。新闻工作

者如何主动推广他们的工作内容，在元新闻

（metajournalistic）话语、阐释性社群、专业主义和

新闻场域的研究中日渐增多。这项突出的阐释性

工作，目标在于提升新闻作为知识的合法性，以

及公众对新闻的真实性主张的接受度。

（二）新闻流通与认识论

新闻流通既意味着新闻信息在多种媒介渠道

中的传递，同时也暗指新闻作为一种共享话语为

事件赋予意义。换言之，流通既包含物质要素

（如发行和交互的技术），也包含话语要素 （如共

享的意义和阐释），两者不可分割。流通不能被简

化为信息在空间中的简单传播。按照詹姆斯·凯瑞

（James Carey）的说法，它也包括附着在消息流通

之上的意义。[12]最终，强调流通的意义会将注意力

引向外部力量，它们影响着体制性生产出来的知

识主张的传播，这也就回归了 Ekstr m提出的新闻

认识论的第三个组成部分。

对新闻流通的关注，有助于我们全面理解新

闻认识论和新闻工作者的认知权威。首先，它强

调了语境，拒绝孤立地看待新闻文本。任何一则

新闻的知识主张———即断言其能够忠实地再现世

界———都是在由现存力量所构成的语境中流通的，

这些力量影响着新闻的接受和理解。其次，语境

之外的文本无法被完全理解———哪怕辨认一则新

闻报道是一则新闻报道，都需要成熟、正式和规

范的先入之见，而这种先见往往需要对新闻的终

身熟悉[13]。在媒介理论看来，信息文本的含义并非

来自于字面，解读者应将文本置于更广泛的语境

中解读。流通的过程包括接受，同时进一步包含

塑造媒介接受的制度化信息流，以及由此产生的

消息再流通或评论行为。

此外，将新闻认识论研究延展到流通的层面，

也关系到新闻作为制度化知识实践的现状。在新

闻规范理论看来，新闻的政治角色和文化角色是

充当共享事实的仲裁者和共享文化的提供者。但

是认知的不确定性是广泛存在的，覆盖了诸多的

知识领域———从科学、医疗、公共政策到新闻。

对于共享认知事实的不安全感与政治、文化的变

化有关，也同样与新技术以及变化中的流通实践

有关。新闻流通提供了一个视角，可以帮助我们

厘清造成这种局面的多重线索。

为了更好地对新闻认识论进行概念化，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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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关注数字新闻流通。强调这一点并不意味着

将数字新闻和传统新闻的流通模式完全割裂开来，

但众所周知，新闻业对数字流程的采纳，让新旧

之间的界限变得复杂，即便最终的产品仍然以印

刷或电波的方式呈现，其生产和流通的过程也已

经高度渗入数字化的逻辑。本文的立足点在于：

数字化的新闻流通所引入的、关于新闻如何流向

和流过其受众的动态过程，有待更为透彻的概念

化，以帮助我们更新对于新闻作为一种知识生产

实践的理解。与此同时，数字流通也预示着技术

和制度的转变———媒介融合程度加深；以及文化

的转变———要么被视作媒介生产过程的民主化，

要么被视作线上平台带来的新型监控体制。为了

将这些趋势和新闻认识论联系在一起，我们需要

对数字新闻流通的构成要素保持敏感。

三、数字新闻流通的三个要素

新兴的数字新闻学倾向于在制度、技术、实

践和行动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中理解新闻实践，这

种总体性的视角不可避免会忽视如“新闻流通”

这样的具体问题。Lewis和Westlund因此提出，数

字新闻学仍然要重视对特定类型的新闻实践的研

究。[14]在此基础上，本文将数字新闻流通“划分”

为三个基本要素，分别是：基础设施、流通实践

和认知竞争。基础设施指涉新闻流通的物质性层

面，强调技术如何支持或限制了新闻流。从认知

论角度来看，“基础设施”影响着新闻能够采取的

知识形式和流通方式。但是，体制本身并不能决

定其使用情况，因此就不可避免要引出第二个要

素———流通实践，指的是新闻流动过程中诸多行

动者的做法。辨别这些实践的认知结果，提供了

一种“新闻作为知识”的社会性视角，同时也使

我们更加细致地理解新闻文本如何在流通过程中

产生特定的含义。而认知竞争既指涉数字媒体生

态下不同的新闻流通方式所造成的多元认知方式，

也指涉数字媒介渠道内部关于知识形式的冲突。

（一）基础设施

数字化的特点在于数字对象可以被轻易地创

造、变形和分享。就流通领域而言，“数字的传播

对象可以被联结、转化和重启，随着时间的推移，

在不同行动者之间建立传播的次序”[15]。数字新闻

的流通同时通过原有形式的数字化———比如，将

报纸、杂志和电视新闻的发布至网站和手机

端———和数字原生平台完成，新闻的扩散和重组变

得格外便利。然而，数字新闻的流通需要依赖大

量的技术“基础设施”才能成为可能。例如，出

现在某人 Facebook新闻提要中的新闻报道，依赖

于新闻生产者产出这则可供分享的新闻、Facebook

用户生成这则报道的外观、平台设计允许这则新

闻可见且可供互动、算法将这则报道推至顶部、

通过服务器供应商获取这则报道，以及让上述一

切得以正常运转的硬件和软件。这些都嵌在一个

由新闻工作者、程序员、政策制定者、技术和文

化协议、广告商和用户组成的网络之中。行动者

的决议（某些是人为的，某些不是）影响着什么

内容能或不能被看见，以及用户可以或不可以如

何处理消息。对于用户而言，大部分数字流通的

“基础设施”是无法观察到的。新闻流通依赖的基

础设施无疑是物质性的，这意味着我们既要将媒

介信息放置在生产和传播它们的技术手段中考察，

也要把媒介技术当作力量博弈的产物———这些力

量允许和限制了新闻生产者和用户所能接触到的

传播形式。“基础设施”事关这些技术体制能够允

许什么，以及禁止什么。

数字新闻流通的“基础设施”如何影响新闻

作为知识形式的呈现呢？传统渠道自有强有力的

“基础设施”，通过传统渠道流通的新闻文本和数

字新闻之间存在差异，这种差异所带来的多重转

变衍生了认知结果。第一重转变有关新闻内容的

包装。在前数字时代的新闻业中，新闻报道被聚

合在更大型的新闻产品 （比如报纸和广播） 中，

因此每则报道的顺序和位置都表明了它的相关重

要性，并赋予其他报道意义。这个模式也延续到

了数字媒体中，比如桌面和移动新闻网站依然会

为它们的新闻报道排序。但是数字新闻报道也可

被轻易地剥离它们的原始位置，独立流通，和其

他新闻归为一类，或者被剪碎成自由漂浮的小片

段，其分享的方式也脱离了整个报道（比如通过

Twitter）。人们也可以通过搜索引擎发现报道，或

者通过社交媒体、短信或电子邮件分享报道，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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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就把它们从原始语境所内嵌的意义中剥离了出

来。

第二重转变是新闻容量的变化。报纸和广播

电视经常面临有限时空的束缚，限制被印刷、播

报出来的内容。这种筛选促成了制度化的“把关”

行为，“把关人”能够迅速而熟练地决定什么应该

成为新闻。而数字新闻流通则不受产品的空间和

时间限制，因此可以蔓延和扩展。新闻生产自动

化的支持者鼓吹软件能够比真人创造更多的报道，

由此拓展了可用新闻的范围。时间也发生了改变，

因为新闻的时间性（temporality）从固定的生产时

间表（比如晨报、晚间播报、周刊）变成了一种

随时可以连续更新和发布的新闻模式。新闻不再

是人们在每天特定时刻共同消费的“常识”。当

然，相应而来的是新闻报道如今可以轻松地跨越

地理边界，这一转变极为有利地重塑了全球新闻

业的样态，并且为新闻研究者如何理解“新闻空

间”提出了新议题。

第三，新闻流通还经历了从真人编辑到算法

分发的转变。从新闻网站的推荐引擎、社交媒体

的推送到 YouTube的视频流，算法的筛选行为逐

渐宰制了受众的接收内容。算法具有一种特定的

知识逻辑，以机械中立性的假设为标志，这模糊

了其根深蒂固的认知属性。[16]如今，由算法判断新

闻的重要性和相关性，而过去这属于专业人士的

权威范畴。日渐“定制化”的内容导致了新闻食

谱的个人化以及受众知识的变化。这一切都带来

了一种由技术体制组合而成的新闻流通模式，其

“筛选逻辑”或“忽视逻辑”通常不为人知或者不

透明。我们通过新闻所知晓的内容变成了一种

“输出物”；至于我们为什么会看到它们，却是不

清楚的。如果说新闻提供了经验之外的意识，那

么这种意识通过数字流通技术以新的方式受到了

限制。

新闻流通的数字化，产生了一种相应的后果，

那就是：新闻机构，尤其是由广告商赞助的新闻

机构，通常都会追踪受众的行为，但是受众分析

和评估却提供了一种实时的细粒度数据流。[17]将新

闻视为知识生产的一个顾虑就是，这种反馈要么

成为了新闻决策的主要标准，要么促进了个性化

的定制内容，而非集体性的新闻供给。[18]以监督为

基础的程序化定制广告也驱使了后者的担心。这

种广告会蔓延到合法的新闻机构之外，制造毫无

事实根据的“假新闻”，快速提升页面浏览量，从

而获得广告收入；反过来则会污染公共传播空间，

导致任何一则新闻的真实性都将受到质疑。这样

做的后果是播下了失信的种子，侵蚀了新闻认知

的权威性。

数字新闻的流通不仅带来更加公开的可用来

源和可获取途径，由此产生的互动也影响了新闻

知识主张的流动。即便新闻工作者因循前数字时

代的惯例来生产新闻报道，数字技术仍然会改变

报道被放置的位置、它们如何经由不同的渠道和

平台流动、如何被获取以及如何被消费。理解数

字新闻流通的“基础设施”，强调的是流通的社会

技术性维度，论证了特定的行为如何可行或不可

行。但是，最终的认知结果却只能通过转而讨论

实践和新闻形式的竞争来呈现。

（二）流通实践

新闻流通实践有关新闻行动者在基础设施设

定的“体制”中的种种行为。当然，这不仅包括

新闻受众的做法，也包括新闻工作者如何适应并

借助数字流通渠道让信息抵达受众，以及非新闻

的中介（如社交媒体平台）、搜索引擎和人际传播

渠道（如短信和电子邮件）如何影响新闻活动以

及由此产生的意义。我们需要关注的是：“新闻

作为知识”这个概念是如何同样依赖于流通实践

来提供意义，并如何指向“权威性”的。

上述基于数字“基础设施”的讨论，为检视

变化中的流通实践所产生的认知结果提供了出发

点。最引人注意的是，数字内容在平台上的流通

便利使得可用内容的数量有所增殖。曾经凭借独

特媒介形式运作的新闻机构，比如报纸或者电视，

如今却要在数字设备上，在彼此之间直接争夺注

意力。尽管使用鸿沟（usages gap）持续存在———

无论是结构性不平等的结果，还是个人偏好的结

果[19]———任何时候，受众都拥有海量的新闻可供获

取。数字媒介并颠覆了新闻消费的即时性。表面

上，轻易获取更多的新闻增加了新闻知识，也更

好地确保了新闻工作者的认知权威性。但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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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却呈现了一幅更为复杂的图景。为了阐明数字流

通实践的动态基础，我们接下来将检视两个变化的

领域：驯化新闻流的集展体系（curation systems），

和将新闻消费从静态地点中解放出来的移动媒体。

两者都说明了伴随数字流通技术和实践而产生的

认知结果。

集展为我们理解复杂的数字新闻流通实践提

供了一个有用的概念。由于新闻内容呈未分类的

状态，它们会通过多种多样的平台流向受众，包

括桌面和移动新闻网站、电子邮箱剪报、推送提

示、搜索引擎获取、新闻聚合器以及社交媒体流。

多层面的集展实践所营造出的环境被 Thorson 和

Wells总结为：“其中任何一个模式都不能主导内容

‘流’；不同的模式之间依据个人兴趣、社交网络

和数字传播的‘基础设施’相互竞争。”[20]集展强

调了筛选和传递新闻的实践和意图。随着新闻在

新兴中介的传播中越来越曲折迂回，集展揭露了

关于传递什么以及如何呈现它们的模式和决策。

集展还强调了行动者如何制造、回应或散播消息，

或者通过数字平台给出其自己的解释。数字新闻

的流通实践不仅包含媒介接受，也包含数字追踪，

其范围从公开行为（如制造信息）到改造实践（如用

户追踪）。

集展通过具体事例证明了数字流通的认知后

果。来自大型新闻产品、未经分类的新闻报道，

可以被单独拿出来或者重新组合，以配发或不配

发评论的方式传递给他人。由于新闻报道的扩散

经由算法、聚合器或者利益相关的受众成员，脱

离了新闻生产者的直接控制，集展的行为也超越

了传输本身，进而为报道增添了一层意义。这也

进一步将公共信息的“看门”控制从新闻工作者

手中转移到其他中介手中。这样的结果就是进一

步弱化了新闻工作者阐释意义和定位新闻的职能。

持有不同利益和动机的其他多方行动者都参与到

新闻集展中来，他们的行为改变了新闻知识的语

境。

关于数字集展实践如何形塑新闻知识的流动，

一个有用的例子就是对数字新闻报道的分享。尽

管新闻一直是一种公共信息产品，但是数字平台

却改变了新闻的分享方式———通过电子邮件、短

信和社交媒体，新闻的分享实际上就是简易的

“再发行”。大多数新闻网站在它们的网页设计中

都直接设置了分享工具，以便操作。分享新闻报

道时，通过添加评论可以创造明确的意义，或者

仅仅通过分享行为本身，就标志了该新闻的重要

性。[21]从用户端来看，分享是一种包含不同“分享

侧写”的异构实践。[22]作为一组实践行为，受众成

员对数字新闻的分享表明了个人的评判如何同新

闻工作者的制度化评判共同决定了新闻的价值。

分享意味着强调某一则特定新闻文本的重要性，

这样的做法将一则报道从大范围的新闻流当中抽

离了出来。对于接受者来说，无论是通过更私人

的互动方式（如熟人通过电子邮件发来的报道），

还是通过非私人的形式（如社交媒体的发布），被

分享的新闻内容都源自分享过程中的筛选行为。

这种分享在分享的语境中重述了新闻报道，影响

了它的意义和作为知识的状态。

移动媒体则是另一个场景，帮助我们检视变

化的流通实践如何改变空间与新闻交互方式。移

动新闻平台的快速崛起和智能手机的增殖要求我

们重新思考媒介消费和空间之间的关系。基于地

点的服务会让新闻内容取决于人们身在的位置。[23]

这一点补充的维度在于，进一步在地理层面上加

深了个性化定制，即一个人身在何处决定了其所

接收到的内容。移动媒体让新闻（尤其是突发新

闻）优先于其他信息。新闻消费融入了任何得以

接收移动信号的空间。至于新闻的形式，通过移

动设备实现的、无所不在的访问将新闻消费变为

了更短的、见缝插针式的瞬间，注意力可能被分

散或打断。移动媒体的受众利用技术来“查看”

新闻，“随便看看”和“浏览”新闻都变得更加容

易。新闻工作者也适应了更短的文本形式和更适

用于技术手段的视觉排版，并开始追求新的发行

技术，包括移动端友好的格式、推送提醒和社交

媒体平台。另外，由于受众和广告收入也转移到

了移动媒体空间，新闻生产者亦将持续追随移动

内容。

移动新闻平台出现得很晚，以至于它们的认

知结果仍处于发展之中，但是初步的研究已经发

现它们带来了注意力的碎片化。移动新闻提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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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和频繁的更新，但也会阻碍深度的投入。由

于移动新闻的使用超过了桌面使用，移动新闻的

受众遂划分为了两部分：较少数人成为了重度的

新闻应用软件使用者，较多数人成为了偶发的浏

览器使用者。[24]从新闻作为一种知识形式的角度来

思考，这种模式引起了有关移动媒体使用经验的

担忧。Dunaway等人发现，尽管移动媒体可能会增

加新闻曝光量，但是使用移动新闻的经验会降低

注意力的持续。 [25]新闻，尤其是篇幅较长的报道，

需要更多的注意力。为了让新闻变成知识，需要

时间来观看、阅读或聆听。但是先前的研究指出，

移动平台的运行方式恰好阻碍了这种投入，从而

导致移动优先的形式更适合小屏幕的快速消费。

总结而言，数字集展实践和日益增加的移动

新闻消费反映了新闻受众不断变化的认知实践。

说明这一变化的事例之一，就是日渐显著的、关

于在各种设备和平台上突遇新闻（incidental news

exposure）的研究。在日常生活中，新闻的碎片以

一种较以往更分散或更不仪式化的方式找到我

们———或者说，我们找到它们。过量的渠道导致

突遇性的曝光（尽管其方式并不均衡），造成了一

种“新闻找到我”的认知。理想情况下，突遇性

曝光会把新闻安插在其他内容中间，帮助非常规

的新闻消费者获知这些内容。将新闻散布在其他

内容中间，使新闻报道受病毒性内容的动态影响，

从而能够让公众快速知晓。然而 Gil de Zu俨niga和

Diehl发现，“新闻找到我”这一认知与政治知识的

下降有关。[26]这种担心在于，流通技术的转变与人

们使用技术的方式一道，会对“新闻作为共享公

共知识的体系”产生负面影响。新闻被扫入更大

的内容流之中，对新闻的持续关注有所消减；同

时鼓励新闻工作者在拥挤的媒介环境中，将新闻

内容包装为更具竞争力的形式。

（三）认知竞争

上面两部分解决了数字新闻流通的物质性和

数字媒介如何改变流通实践的问题。这一部分讨

论数字新闻流通引发的认知竞争，即不同的行动者

如何公开质疑什么应该 /不该是新闻知识。“认知

竞争”这个术语来源自 Gieryn所谓的“信任竞争”

（credibility contest），以此来表明对认知权威性的争

夺。对认知竞争的强调，需要回到 B dker提出的

新闻流通概念———不仅作为信息的传输，还包括

流通模式所传达的知识性意义。知识的形式从来

都不是中立或天然的，相反，它们都产生于竞争

和协商。

公共传播领域的扩大动摇了新闻工作者对新

闻作为知识的把控，曾经的大众传播渠道限制了

知识的获取。[27]媒体生产者不再稀缺，这一转变为

生成和合法化知识主张的不同模式创造了空间，

同时也对基本的新闻证实策略提出了质疑。不同

知识逻辑的新闻形式之间既相互竞争又相互补充。

它们的共存使得生产新闻知识主张的认知方式变

得多样化。因此，理解数字新闻流通的认知结果，

需要超越文本层面的差异，去研究不同的行动者

在面对其他行动者制造的不同类型主张的情况下，

如何制造与合法化自己的知识主张。这样所形成

的媒介环境，其特点是精英力量（如传统的新闻

生产者和政治人物）的延续、其他声音的扩大和

介于两者之间的中间立场。[28]我们的讨论围绕“什

么样的新闻知识形式是适当的”这一认知争议展

开。

一直以来，新闻工作者的表述赖以存在的一

种合法化的证实策略，就是将具体的信息或主张

归因于具体的来源。这种模式把文化和政治精英

置于新闻生产的“授权知晓者的规范秩序”顶端，

赋予精英们资源权力，让他们通过新闻来定义社

会现实。数字媒介提供的直接渠道可以不受限制

地与公众沟通，这在民粹主义的政治修辞中尤为

明显。 [29]一个突出的案例就是唐纳德·特朗普

（Donald Trump）在任时对 Twitter的使用。他通过

Twitter生产的消息经常成为新闻报道的内容，其传

播效果与传统新闻发布会相比不遑多让。特朗普

的推文挑战了新闻或政治修辞的传统风格，避开美

学层面不谈，它导致了合法性知识生产的竞争。[30]

除了撰写推文之外，特朗普还不断攻击新闻工作

者的合法性，从而抹黑那些批评其政权的报道。

媒介批评正是认知竞争的明显形式，即公开

审视新闻实践。新闻文本和生产它们的新闻工作

者及新闻机构，经常面临有关其报道内容真实性

的质疑，以及偏见和报道不当的批评。不同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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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者力图塑造新闻的内容，从而推广或忽视特定

的报道、话题或说法。其方式可能是直接挑战新

闻报道的真实性，也可能是间接通过大众传播形

式的发展，与传统的新闻模式比拼。在理想状态

下，新闻应当服从于批评，以实现促进新闻功能

服务于社会的目标。然而在实践过程中，批评却

通常是一种元传播策略，用来散播怀疑。例如，

美国的保守派媒体经常指责新闻工作者怀有自由

主义政治态度的偏见。在一种政治极化的环境下，

这种做法让受众们对新闻抱有怀疑态度。[31]政治驱

动的媒介批评在数字媒介中传播，与此同时，报

道的内容也招致批判，因而在现实当中，“新闻

作为知识”经常遭遇争议。一个显而易见的效果

就是，在民意测验中，对于新闻工作者的好感度

正在在全球范围内下降。在美国，针对新闻表现

的态度正在持续地趋于政治极化，并且毫无减弱

的迹象。最终，人们出于政治目的质疑新闻知识

的质量，同时导致了对新闻主张合法性的质疑。

数字媒体为非精英群体提供了制造内容的空

间，通过各种各样的大众传播形式。例如，移动

技术有助于非新闻工作者通过 Allan所谓的“公民

见证”方式[32]，自发地加入新闻的生产过程。非新

闻工作者生成媒介信息的能力，与传统新闻发布

一道，催生了混合型的新闻空间[33]。混合型的说法

避免了专业陈述 /业余陈述二分法的问题，反而聚

焦于不同声音汇集（无论相互补充还是相互矛盾）

的场所。这类空间的显著代表就是评论区。新闻

舆论向来是强势的，但是传统方式极少促进非精

英意见的公开表达。附加在新闻报道上的评论区，

成为了挑战新闻边界的争论空间或延伸空间。不

守规矩或负载情绪的评论内容的出现，提出了有

关礼貌和话语适宜形式的问题，同时也为挑战新

闻工作者的报道工作提供了语料。[34]评论区作为介

于新闻发布和受众之间的汇集点，是用来观察新

闻知识的日常性认知竞争的关键场所。评论区的

认知结果在于允许受众发声，去挑战、确认或扩

大新闻工作者的知识主张。

简而言之，上述观点解释了数字新闻流通针

对公共知识的接受形式提出的问题和分歧。它证

明了认知权威性是一个动态的概念，不同的行动

者在其中拥护或挑战具体的新闻报道内容，以及

更普遍意义上的、新闻 /信息呈现的不同模式。数

字媒体环境使这个问题复杂化，既包括新闻工作

者提升业务水平、克服认知缺陷的种种努力；也

包括破坏新闻工作者的认知权威以传递某种政治

立场的种种做法。数字新闻流通的空间中充斥着

认知竞争，围绕什么应该 /不该是新闻展开了斗

争。

四、结论

本文在对新闻认识论的讨论中，将新闻流通

提升到与新闻生产和新闻文本平齐的高度，实则

承认了新闻固有的社会属性。新闻的认知权威性

依赖于围绕新闻的多种“行为”和“流动”如何

在社会技术的语境中变化。若不讨论流通问题，

新闻便无法被完全理解为知识。新闻生产者可用

渠道的拓展、中介（诸如社交媒体平台、搜索引

擎和新闻分享等）的兴起、用户与新闻报道之间

交互性工具的发展，这一切都迫使人们重新思索

新闻是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流动的。通过审视数字

新闻流通，新闻的认知权威性理应被理解为一场

鏖战，而非“理所当然”或“不言自明”。即便新

闻报道的生产方式依然依据传统实践，它们仍然

历经了多重代理人的传输和转变。新闻报道同其

评论和质疑一起流通，被新闻聚合器重新包装，

在社交媒体上收获“赞”和“转发”。尽管这些现

象一直是研究的主题，但是将它们放置在更旷阔

的新闻认识论语境中，在面对时下以信息为基础、

围攻新闻的争议之时，进一步强调了流通的重要

性。

流通将新闻知识的合法化延伸到了该术语所

包含的技术、实践和代理人层面。这一做法开启

了光明的学术研究前景。首先，我们需要从经验研

究的角度，系统性地追踪流通实践及其结果。例如，

把更广泛的数字流通认识论视角应用于新闻接受的

研究，厘清其复杂的实现条件———经由这些条件，

新闻报道才能变成知识，或者被拒绝当成知识。研

究流通模型能够发掘新闻的政治性，是它散布了不

实信息 （misinformation）和谣言 （disinformation）。

其次，我们可以从数字流通出发，倒推其与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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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之间的互惠关系。这个视角鼓励研究者分析

包含在新闻生产和流通中的行动者，减少使用新

闻工作者 /受众的二元对立术语。 [35]流通并不是

“新闻作为知识生产”的延伸，而是检视“新闻作

为认知体系”的核心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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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快速迭代的移动互联网、社交媒体、人工智能等技术正重构着新闻实践和理

念，催生出数字新闻业的“崭新地理格局”：数字化改变着新闻生产、流通和接

受的方式，培育出新的新闻理念与实践，并重塑着新闻业的运行机制和文化生

态。[1]这些变化不仅给新闻从业者带来了实务操作上的不确定性担忧，[2]也给研究

者如何从经验上描述、从理论上认识这些实践、理念和文化带来挑战。其中，如

何理解对新闻业产生颠覆性影响的数字技术是最亟需被回应的问题，这是因为，

数字技术不仅“工具性”地给新闻业带来新的现象和变化，更是“生态性”地对

整个行业的认知基础、情感结构和互动方式进行持续改造。[3]

卡尔森等在论及数字新闻学的研究方法时提到，“伴随变化中的本体论而来

的应当是变化中的认识论”。[4]以往将媒介技术视作工具、以传播效果为焦点的、

功能主义的新闻学研究范式已然无法有效检视当前的数字新闻业，“可供性”

（affordances）概念则为理解数字新闻业及其中技术的生态性角色提供了重要的认

识论视角，使研究者得以摆脱技术决定论和社会建构论的二元对立。可供性产生

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知觉心理学，于本世纪初进入新闻传播学者的视野，特别是

在近年来对社交媒体的研究中催生出丰硕成果。然而，在其理论旅行和转义中也

出现了削足适履、范式混淆的误用。

鉴于上述挑战和契机，本文将通过以下方面论证可供性概念为数字新闻学提

可供性与认识论：数字新闻学的
研究路径创新 1)

黄雅兰 罗雅琴

摘要 本文探讨了可供性概念为数字新闻学提供的创新性认识论视角和研究路径遥 首先袁 本文简要回顾了
可供性概念进入新闻传播学的理论旅行轨迹袁 特别是在数字新闻研究中的应用和误用曰 接着袁 本文提出袁
当前数字新闻业作为生态系统的属性以及可供性本身的生态学视角袁 使得可供性概念具备了理解和分析
数字新闻业的认识论潜能袁 应将可供性作为生态性的认知概念袁 而非工具性的技术特征曰 基于以上论证袁
本文认为袁 可供性概念为理解和检视数字新闻业提供了关系的尧 过程的和网络的分析视角遥
关键词 可供性曰 认识论曰 数字新闻学曰 新闻生态系统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志码 A
作者 黄雅兰袁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袁 广东广州 510632曰 罗雅琴袁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
士研究生袁 广东广州 510632

1冤基金项目院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野数字新闻学理论尧方法与实践研究冶渊20&ZD318冤曰广东
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野数字媒体时代的新闻学理论创新路径研究冶渊GD20CXW001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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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的创新研究路径：首先，梳理可供性概念在数

字新闻学研究中的理论旅行，特别是总结和反思

其在当前数字新闻研究中的应用情况；其次，基

于当前数字新闻业的生态系统属性和可供性概念

的生态学进路，发掘可供性用于分析数字新闻业

的认识论潜能；最后，结合近年来的相关研究，

提出可供性概念框架下、分析数字新闻业的关系

视角、过程视角和网络视角。

二、“可供性”概念在数字新闻研究中的应用

（一）“可供性”进入新闻传播研究的理论旅行

在 1979年出版的《视知觉的生态学进路》一

书中，詹姆斯·吉布森（James Jibson）在论及动物

与环境的关系时提出了“可供性”（affordance）：

“一个具体环境的可供性（affordances），就是它为

动物提供（offer）的东西，它准备（provide）或供

应（furnish）了什么，无论是好是坏……它在某种

程度上涉及环境与动物两方面……意味着动物与

环境之间存在着互补性（complementarity）。”[5]该概

念反对传统心理学中的刺激 -反应模式，强调主

客体间的关系属性，符合整本书的生态学进路

（the ecological approach）。

随着互联网技术在新闻传播领域的渗透，可

供性开始被用于解释数字技术在媒体实践和人类

日常交往中的应用。伊恩·哈奇比 （Ian Hutchby）

将可供性定义为技术物的“功能的和关系的方面，

架构（framing）而非决定（determining）与客体相

关的能动行动的可能性”，并提出“不同的技术拥

有不同的可供性，这些可供性限制了它们被书写

或阅读的方式”。 [6]巴里·维尔曼 （Barry Wellman）

将“社交可供性”（social affordance）引入传播学，

将其界定为“一系列当前的和即将发生的变化创

造了互联网如何影响日常生活的诸种可能性”，论

证互联网如何催生了“网络化个人主义”的新文

化，但他仍强调互联网被动的“工具性角色”以

及人的能动性对技术物的主导地位，[7]未能跳出将

人与技术物视作“主体 -效用关系”的窠臼，影

响了后续研究的基本倾向。

随着社交媒体、算法等技术对新闻传播业的

影响不断深化，技术的角色愈益凸显，研究者对

人与技术间关系的想象更趋于平等。例如，罗纳

德·莱斯 （Ronald Rice） 等将媒介可供性界定为，

“在媒介潜在的特性 /功能 /局限之下，与行动者

的需求或目标有关，并且在某一特定语境之中行

动者感知到的、他们可以使用一种（或多种）媒

介展开行动的潜能之间的关系”[8]。基于以可供性

概念检视传播技术的实证研究，伊文思等强调可

供性的“关系”面向，将其定义为“对象 /技术及

其用户之间的多面向关系结构，这种关系结构在特

定语境中催生和限制着某种潜在的行为结果”。[9]与

伊文思等的研究类似，纳吉和奈夫指出，以往将

可供性同特质（qualities）、特征（features）等概念

混同导致了技术的物质性与社会建构和人类主体性

的分离，忽视了人的认知属性（cognitive attributes），

他们提出了“想象的可供性”（imagined affordance）

概念，认为对技术可供性的理解应当纳入用户和

设计者的期待、恐惧和使用。[10]

在中文世界的传播研究中，可供性概念的引

入也与数字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2006年，台湾

学者钟蔚文等将 affordance翻译为“机缘”，总结

了文字、图像、互联网等不同传播工具的机缘，

将这一概念作为“数位时代”传播学工具转向、

具身转向和互动转向的契机。[11]2017年，潘忠党等

将“可供性”概念引入大陆传播学界，将之作为

“衡量和比较不同新媒体的整合概念”，并提出，

新媒体的可供性包括信息生产可供性、社交可供

性与移动可供性三个维度，“在三种可供性上水平

越高的媒体，往往就是越‘新’的媒体。”[12]

（二）当前数字新闻研究中“可供性”概念的

应用

诞生于知觉心理学的可供性概念为理解技术

与人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认知视角，强调动物 /人

和环境 /技术之间的关系属性，特别是互补性。近

年来，可供性概念被应用于多项有关数字新闻的

实证研究，以探索数字技术如何影响和改变新闻

的生产、呈现、流通和接受。

从语词的层面看，当前对“可供性”一词的

使用主要有以下两种情况。第一种用法从媒介技

术出发，将宽泛的或特定的技术作为“可供性”

的定语，包括高阶可供性（high-level afforda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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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低阶可供性 （low-level affordances） [13]：前者指

技术设备、平台和媒体所提供的动力机制与条件，

如技术可供性（technological affordances） [14]、数字

可供性（digital affordances）、[15]平台可供性（platform

affordances） [16]；后者指某个具体平台或设备的技术

特征与界面设计，如脸书的可供性 （Facebook's

affordances） [17]或博客的可供性 （affordances of blog

ging） [18]。第二种用法以技术物发挥效用、产生影

响所涉及的具体领域为定语，如传播可供性

（communicative affordances） [19]、社交可供性（social

affordances） [20]、时间可供性（temporalaffordances） [21]、

民主可供性（democratic affordances） [22]等，凸显技

术的特定功能。

从研究对象看，社交媒体是近年来数字新闻

业发展的关键词，界定社交媒体的可供性及探索

其对新闻生产的影响是重要的研究议题。不少学

者对新媒体 /社交媒体 /移动媒体等的可供性进行

了具体辨识和阐释（代表性定义见表 1）。其中，

可固续、可编辑、可复制、可搜索等条目反复出

现，涉及社交媒体在信息生产、社会交往等方面

的不同功能及其在时间、空间上的特征。这类研

究对社交媒体的可供性进行了探索性界定和阐释，

有助于理解社交媒体在当前新闻传播中的角色，

及其对新闻业和人际交往造成的影响和革新，为

未来的理论建构和实证研究奠定了基础；但其问

题在于，研究者对可供性的内容缺少共识及清晰

定义，以及提及某种可供性时未能与其他学者就

同一种可供性的论述进行对话。[23]

从研究主题看，研究者着重审视了数字技术

的可供性对新闻业的具体影响。首先，对传统的

新闻机构和生产者而言，社交媒体可供性如何影

响新闻边界工作、如何影响把关人效应[24]，如何影

响记者的自我品牌塑造 （self-branding） [25]；从内

容呈现的角度来看，媒体如何利用技术可供性改

善网页端新闻信息的呈现方式、提高报道水平，[26]

社交媒体的可供性如何影响新闻报道的时间特征、

与基于纸媒的新闻报道有何差异[27]；从信息扩散的

角度看，社交媒体的可供性如何影响新闻的分享

和分发[28]、在线媒体的可供性如何影响公民的讨论

和行动参与[29]、数据新闻在可视化上的可供性如何

影响用户的阅读体验[30]等。

相比于传统的新闻学研究，上述以可供性概

念为框架的研究不再将媒介技术视作承载内容的

隐形容器，而关注技术自身的属性及其对新闻的

生产、文本内容和形态以及流通等造成的影响。

然而，当前对可供性的界定大多单方面强调技术

的某种“能力”（-ability），部分研究将可供性与

“特征”“特质”“功能”等概念混同，将其本质化

和静态化，而未能将技术充分置于同人类使用者

的关系和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加以审视，这导

致对数字技术的考察仍是工具性的而非生态性的，

使研究重新陷入了对媒介技术功能和传播效果的

追踪。而要真正理解数字技术对新闻业的改造与

革新，则需要挖掘可供性的认识论潜能，由此重

新理解数字化的媒介环境和媒介逻辑。

命名 内容

社交网络平台
的可供性[31][32]

可固续 渊persistence冤
可复制 渊replicability冤
可延伸 渊scalability冤
可检索 渊searchability冤
可分享 渊sharability冤

社交媒体的
可供性[33]

可见性 渊visibility冤
可固续 渊persistence冤
可编辑 渊editability冤
可关联 渊association冤

移动媒体的传
播可供性[34]

可便携 渊portability冤
可获得 渊availability冤
可定位 渊locatability冤
共时性 渊multimediatlity冤

脸书的政治
可供性[35]

可识别 渊identifiability冤
网络化的信息获取 渊networked information access冤

数字技术的
可供性[36]

超链接 渊hyperlink冤
多媒体 渊multimedia冤
连接性 渊connectivity冤

网际网路的
机缘[37]

改变信息组织之方式袁 由于其超文本之功能袁
使得详细程度不同之信息袁 可以在同一文件中
共存曰
用户可自行决定所需信息之深浅曰
突破时空限制袁 使用者可在多维空间中轻易移动曰

新媒体的
可供性[38]

生产可供性 渊可编辑尧 可审阅尧 可复制尧 可伸
缩尧 可关联冤
社交可供性 渊可致意尧 可传情尧 可协调尧 可连接冤

社交媒体引
发在线知识
分享的四种
可供性[39]

元发声 渊metavoicing冤
被触发的参与 渊triggered attending冤
基于网络的联合 渊networked-informed associating冤
生产性的角色采纳 渊generative role-taking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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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态学进路：数字新闻研究中可供性的认

识论潜能

作为认知概念的“可供性”重新界定了环境

与主体、技术与人的关系，具备检视数字技术与

新闻生产及社会文化之间互动关系的认识论潜能。

这一认识论潜能，一方面与当前数字新闻业呈现

出的“生态系统”属性相关，另一方面则基于可

供性概念本身的生态学进路。

（一）数字新闻生态系统：认知对象的要求

认识论和本体论互为条件，可供性对于数字

新闻研究的认识论潜能与数字新闻业本体的“生

态性”特征相辅相成。不同于此前以媒体为中心

的传播模式，当前的新闻业逐渐去媒体化，除专

业新闻机构外，普通公民、政府机构、非政府组

织、科技公司等主体也加入信息生产的队伍，数

字技术将这些要素整合进一张相互关联的网络中，

多元主体的参与和互动使新闻生产成为一个循环

往复的、不断“再生产”的过程；这一传播格局

也使得以往建立于“媒体 -受众”二元结构基础

上的客观性原则不再适用于新闻生产，受众卷入

新闻内容的程度比以往大大加深，新闻文本以及

整个文化结构都出现了全面情感化的趋势，情感

性成为数字新闻生产的显著特征。[40]

近年来，不少学者以“行动者网络理论”

（ANT）对这样节点状、网络式分布的数字新闻业

进行分析，提出了“行动者网络化的新闻”（ac-

tor-networking the news） [41]、“网络化的新闻业”

（networked journalism） [42]、“新闻网络”（news net-

work） [43]等概念。克里斯·安德森认为，当前的数

字新闻工作“可被想象和描述为新闻被网络化的

连续过程，这个过程将大大小小的、社会的和技

术的、人类的和非人类的对象汇集在一起”，[44]具

备多主体、去中心的有机特征[45]；也有学者以“聚

合”（assemblage）这一囊括人类与非人类、物质与

非物质的概念来指称数字新闻网络，[46]聚合指由异

质性元素通过其间的因果关系共振而构成的相对

稳定的多元复合体，安德森指出，这种“聚合”

状的可被总结为“新闻生态”。在这一“新闻生态

系统”（news ecosystem）中，新闻机构和从业者与

传播技术之间并非“使用与被使用”的关系，技

术不仅提高了传播效率、扩大了传播范围，更能

够涵化新的观念、态度和行为，塑造新的内容标

准和传播逻辑，从而带来新闻业的结构革新而非

线性的效能升级。 [47]这里的“网络”“聚合”和

“生态”均指向一种由对等的元素 /行动者间相互

关联、相互依存而形成的关系网络，而可供性正

是构成这种网络的基本要素，如朱利安·霍普金斯

所言，在“聚合”这一概念框架下，可供性提供

了一种“图示功能”（diagrammatic function），有效

地描述了非必要相关的元素之间的潜在关系。[48]

面对这样的新闻生态系统，以往功能主义的、

线性的新闻研究路径不再适用：传统的新闻学研

究在 5W线性传播模式的基础上，将研究对象区分

为彼此相对独立的生产者、文本、媒介技术、受

众等，缺少对新闻生态系统的多元构成要素及其

之间的互动关系的关注，更无法对对数字技术影

响下信息的意义、情感结构和文化指向进行阐释。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生态性认知概念的可供性提

供了有效的分析框架和工具。

（二）生态学进路：可供性的认识论潜能

产生于知觉心理学的“可供性”本质上是个

认知概念，后者“给知觉规定出普遍性，使知觉

成为普遍知觉。知觉一旦成为普遍知觉……就不

再是一个单一的主观表象，而成了化身为知觉的

判断”，成为人人同意的经验判断。 [49]认知概念这

一属性使得“可供性”具备了认识论潜能，即回

答能否认识世界，如果可以、通过什么方式才能

认识世界等问题。[50]

就数字新闻研究而言，可供性提供了将研究

者对数字新闻业的直接观察和感受转化为对信息

环境变迁中的“人 -技术”之间关系的认知和判

断，将知觉上升为判断，发现曾被其他视角（如

刺激 - 反应模式、功能主义）遮蔽的技术属性、

媒介逻辑和文化生态。从知觉心理学到新闻传播

学，可供性概念经历了研究领域和研究范式的转

换，但其强调“人 -技术”互补关系的概念内核

依然保留，这一概念内核“打破了主观 /客观的二

元对立关系，使我们体会到这种二元对立观的漏

洞”[51]。在吉布森最初的表述中，可供性作为自然

环境和动物之间的关系被提出：环境为动物某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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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的发生提供可能性，动物也在自然环境中发

展出身体技术（technique of body），对环境做出基

于身体的和知觉的反应。[52]在媒介与传播现象中，

技术构成了传播行为的基础物质环境，人们对数

字技术的固有属性加以运用和调试以生产、呈现

和传播信息，他们的行为实践不仅来自社会的涵化

和理性思考，也来自技术的引导、塑造和调教；[53]

特别是传播技术能为人类提供中介化的体验，作

为感官的延伸而建构知觉， [54]甚至增加知觉的维

度，人类不再是“使用”而是“迎接”技术。从

可供性的概念框架出发，数字技术不仅给新闻样

态带来具体影响，其所具有的文化偏向也可能诱

发或激励出新的文化形态，因而其角色不仅是工

具性的，更是生态性的。

在“技术 -文化”分析框架下，首先需要对

特定技术的自身属性进行清晰描述，在此基础上

重点对这些属性与人、机构等其他行动者的互动

关系及其最终的文化指向进行深入阐释。上文提

到的以往有关数字技术可供性的研究大多聚焦前

者，而缺少对后者的关注。作为认知概念的可供

性能使研究者摒弃对技术的工具论、简化论的理

解，确认技术作为环境的生态性角色，对新闻业

的考察焦点由影响转移到形成过程上，对当前数

字新闻生态中种种元素和条件被塑造的过程进行

全方位描述。

四、关系、过程与网络：可供性对数字新闻研

究路径的启发

“可供性”重新界定了环境与主体、技术与人

的关系，提供了检视数字技术与新闻生产及社会

文化之间关系的生态进路；然而，目前的部分研

究将其混同于“特征”“功能”等，强调技术的工

具性，这不仅改变了该概念的聚焦对象，也限制

了可供性的认识论潜能。在可供性的分析框架下，

对数字新闻业中技术的文化指向进行分析和阐释

是研究的重点，基于以往的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

本文认为，可供性概念为数字新闻研究提供了三

种重要的研究视角：1.关系视角，从主客体平衡的

角度重新界定数字新闻研究的对象；2.过程视角，

强调在多元主体共同型构的“杂糅新闻体系”的

动态性；3.网络视角，对新闻网络中异质性的行动

者及其转义行动进行分析。

（一）关系视角

在吉布森的描述中，“可供性既非客观的属

性，也非主观的特性，或者你也可以说，两者皆

是。……可供性是环境，也是行为，它是物质的、

也是心理的现象，可供性同时指向两个方向，指向

环境，也指向观察者”[55]。可供性并非技术物“本

质化的技术属性”（essential technical properties），

而是某种“主客体间性”，强调动物 /人与环境 /

技术物之间互补的强耦合关系。[56]因此，对技术物

的考察应将其置于与人的多样化关系以及特定社

会文化语境中进行。

例如，有学者提出，人的知觉、对技术物掌握

的熟练程度以及文化和机构语境等都影响着技术

物与人的关系，从而引发“要求”“鼓励”“拒绝”

“允许”等不同的可供性运作机制。[57]伊文思提出

了判断可供性的三种标准，以便将可供性与“特征”

“结果”等区分开来，特别是，可供性不能与“特

征”混同，不同于后者的内在性和稳定性，技术

物的可供性是动态的和语境化的。[58]此外，科斯塔

提出“实践中的可供性”（affordance-in-practice）

概念，以区别于大部分研究中本质化的、静态的

可供性，她认为，以往对社交媒体可供性的研究

多基于欧美社会，却将这样的研究发现和结论看

作普世的，忽略了其他社会对技术的独特使用方

式及其催生的文化意涵。例如，社交媒体在西方

引发的“情境崩塌”（context collapse）在土耳其并

未出现，因为用户大多使用多个社交媒体账号对

不同“观众”加以区分，从而对自己的公共形象

进行有效操纵。[59]就数字新闻业而言，新闻文本的

内容和意义是在人与人、人与技术以及技术与技

术的互动中不断生成的，网络化和社交化的特征

不断强化，因此，聚焦主客体间性的可供性概念

有助于对数字新闻生态中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进

行审视。

（二）过程视角

与关系视角相伴随的是可供性概念包含的过

程视角。伊文思等学者指出，可供性是一个“过

程概念”（process concept），用以描述事物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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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方式；他们对可供性与特征（feature）和结果

（outcome）的区分也强调着其过程视角：特征是静

态的、内在于技术物本身的，可供性则是动态的、

情景化的；结果与行动者的目标紧密相关，而可

供性仅仅“招致”（invite）某种行为或结果，而并

不必然“导致”某种结果。[60]相比于传统新闻学研

究对于静态文本以及传播效果或结果的关注，可

供性将关注点引向了新闻信息传播的动态发展过

程、该过程中的不同主体的行动实践及其共同造

就的文化生态。

这一研究视角暗合了 21世纪初以来媒介研究

的人类学路径，[61]该路径倾向于将媒体视作“与媒

体相关或者围绕媒体而进行的一系列开放的实

践”[62]。社交媒体时代，完整的新闻生产包括新闻

从业者、用户与传播技术的互动过程，也包括从

业者与用户、用户与用户之间通过人际网络对新

闻内容和意义的共同生成，更具动态性和过程性。

可供性概念下的过程视角与上述“将媒介理论化

为实践”的研究路径不谋而合，后者要求研究者

摒弃以文本和媒体机构为中心的研究进路，将行

动者、行动以及行动者所处的社会语境纳入研究

对象：一方面，放弃功能主义范式，避免认为媒

体或用户的行为具有服务于“整体”社会的属性，

避免将媒体作为新闻生产的中心，关注包括公民、

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数字技术、技术公司等

行动者的参与；另一方面，研究者要开放地接受

和分析新闻实践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如避免将新

闻生产主体简单地归类为“传统媒体”或“自媒

体”，避免草率地以“消费”或“作为受众”等观

点解读用户行为，而要看到数字技术及其导致的

文化后果的的变化性与层级性，例如，有研究者

以人类学方法审视全球不同社区的用户使用社交

媒体传播和讨论政治、性别、教育和贸易等议题

的特殊方式。[63]

（三）网络视角

在数字新闻生态系统中，多元参与主体通过

数字技术相互连接与互动，要理解数字技术与多

元主体之间的关系，对多元主体及其之间的网络

结构进行分析不可或缺。由拉图尔和卡隆于 1970

年代提出的行动者网络理论为理解和分析技术与

人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框架，其中，行

动者指任何通过制造差别而改变了事物状态的东

西，包括人类以及技术、观念等非人力量，在这

里，技术不是被动的客体，而是能向人提供某种

潜能的非人行动者，这与可供性打破主客体二元对

立的尝试类似；行动者之间通过转义（translation）

———行动者把其他行动者的问题和兴趣用自己的

语言转换出来———而联结形成“异质性网络”，该

网络中存在一系列行动，因而处于变动之中。[64]

由于技术在数字新闻生产中的扮演着重要角

色以及当前新闻实践的“液态”特征，近年来，

不少研究者也以行动者网络理论对数字新闻业加

以审视。[65]一方面，研究者关注数字新闻网络中的

行动者，例如：刘鹏关注新闻网络中的用户，提

出“网络 -节点”格局之下的“用户新闻学”；[66]

帕帕克里斯提出“情感公众”概念，由此审视社

交媒体可供性影响下普通新闻用户参与网络化新

闻框架生产的过程；[67]常江关注到，不少新闻机构

从业者通过与想象中的新闻用户建立共同的情感

网络来完成数字化转型；[68]罗宾逊则关注了，在一

起关于教育公平的新闻事件中，记者、社区领袖、

教师、博客博主以及普通网民如何参与到一千余

篇新闻报道、博客、网站文章以及社交媒体帖子

的生产，以及他们所构成的作者网络和内容网络

的具体形态和交互动态。[69]除了关注网络中的行动

者，可供性的研究路径还强调新闻网络的文化指

向，行动者网络理论对“转义”的关注与这一研

究焦点不谋而合，例如，徐笛曾深入“算法田

野”，对国内两家新闻推荐平台的算法工程师、内

容主管、内容生产与运营人员、工作人员以及平

台用户等进行了访谈，发现算法“富含阐释弹性”，

被不同行动者转义为技术流程、工具、打分系统

等，[70]算法本身也由此展现出多样化的文化指向。

总体而言，行动者网络理论有助于发现数字

新闻业中多元、异质的行动者，整合传统上被定

义为新闻编辑室内部和外部的事实，解构记者与

受众、生产与消费等二分法，关注不同行动

者———包括目击者、社交媒体平台、社会活动者、

政治家、记者、内容管理系统、新闻观念与价值

等———的多样化贡献及其间的关联；特别是“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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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这一概念，有助于检视不同行动者之间的互

动情况，探究“边界消融”和“边界重构”中的

“杂糅新闻实践”（hybrid news practices），[71]将深度

融合中的技术 /物、新闻的产消者、媒介机构等作

为异质性网络的多类、多层级的节点来对待，对

数字技术影响下信息的意义、情感结构和文化指

向进行阐释。

五、结语

可供性概念在技术决定论和社会建构论间开

辟了中间地带，打破了技术与人 /社会的二元对

立；具体至新闻传播领域，可供性在强调传播技

术主体性的同时，并未忽视用户和社会这些重要

前提，看到技术与文化的动态关系，以生态视角

考察数字技术对媒体逻辑和社会文化的影响。然

而，当前的一些在可供性视角下开展的数字新闻

研究仍将可供性视作技术的内在属性，这种静态

视角限制了其作为认识论的分析潜能。本文认为，

当前数字新闻业作为生态系统的属性以及可供性

本身的生态学视角，都使得后者成为理解和分析

数字新闻业的认识论工具，为数字新闻研究提供

了关系视角、过程视角和网络视角，开放地接受

和分析新闻生态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在理论的跨国旅行中，affordance 在建筑学、

设计学等领域也被翻译为“示能”，相比于“可供

性”所隐含的技术物“供人所用”的意涵，“示能”

更强调人与技术物之间的互动和对等关系，强调

技术物可以“展示其所能”，因而有学者认为该译

名更能释放 affordance的理论和分析潜能[72]。如今，

尽管“可供性”已被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基本接受，

但在概念理解和使用上，仍要坚持“示能”所倡

导的技术主体性以及技术与人之间的对等关系，

将其置于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网络关系中看待，

这样，在面对着愈益被数字技术渗透的数字新闻

业时，可供性才能真正成为桥接人与技术、平台、

算法、数据和媒体的有效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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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莱坞经典影片《楚门的世界》（The Truman Show）的意义在于，作为意识

形态隐喻，它提供了一种基于个人主义文化的隐私神话。然而，在经验层面上，

较为悖谬的是，当今互联网时代的媒介化生存，媒介经济又特别鼓励隐私的生产

与暴露，人们似乎主动选择自我囚禁与自我监视：西方政治家在公共领域中暴露

个人私生活，企图增加选票；在媒介使用的民众转向下，短视频、网络直播等新

媒体平台上的个人私生活成为绝佳看点；而明星们则与综艺节目制作者们合谋，

将明星们的幕后工作、日常生活而非职业才能作为增加曝光度与追逐商业利润的

不二手段（本文将这类综艺节目称为生活类综艺节目）。

从表象来看，所谓的隐私的主动暴露不过是一种“前台表演”，毕竟它事先

征得了参与者的同意，然而这种法理层面上的否定忽视了一些可能的学理发现与

理论拓展空间，因为此番现象挑战了梅罗维茨（Joshua Meyrowitz）的中区理论：

在上述媒介实践中，既不见“自发的和‘自然’的讯息”[1]的流露，也不见情景

塌陷的风险。实际上，梅罗维茨意义上的“中区”是一种被动意义上的“中区”

———在“演员”不知情的情况下，经由电视媒介，其“后台”被无意识地暴露在

“前台”之中。而当今生活类综艺节目所建构的媒介情景虽然在“前台”“后台”

混合的意义上符合梅罗维茨的分析，但是其特性在于，更准确地讲，它是一种主

动意义上的“中区”，因为“演员”在积极主动地暴露其“后台”。由此，本文将

其概念化为“主动型中区”，而其动态实践过程则是“中区展演”。

在以“本真”替代“后台”，承认明星具有神性的前提下，延续梅罗维茨的

“中区展演”：生活类综艺节目中明星主动暴
露“本真”的实践
骆正林 宋玉生

摘要 梅罗维茨意义上的 野中区冶 实质上是一种被动性的 野中区冶院 野后台冶 在 野演员冶 不知情尧 无意识
的情况下被暴露在 野前台冶 中遥 本文在以 野本真冶 统合 野后台冶 与 野流露冶尧 承认明星具有神性的前提下袁
结合明星在生活类综艺节目中主动暴露世俗 野本真冶 的实践袁 试图开掘中区理论的主动性维度袁 即 野主动
性中区冶袁 其动态实践过程则是 野中区展演冶院 明星通过自然记录尧 游戏竞赛尧 野越位展演冶 三种模式主动
暴露人尧 物尧 情等世俗 野本真冶遥 明星 野中区展演冶 内含一种情感童话院 通过情感手段袁 一切日常生活难
题及其伴生的负面情绪均会被妥善消解袁 并走向圆满结局遥 由此袁 在理论预期上袁 在较为松散的情感共同
体中袁 人们在明星的引领下进行道德立法遥
关键词 中区曰 综艺节目曰 明星曰 情感
中图分类号 G210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简介 骆正林袁 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袁 博士生导师袁 江苏南京 210000曰 宋玉生袁 南京师
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袁 江苏南京 2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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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本文以生活类综艺节目作为研究对象，对

“中区展演”进行结构性分析：明星的哪些“本

真”被主动暴露？暴露又是如何进行的？在该基

础上简要探讨其内在逻辑与潜在的社会影响。这

指向了对“中区理论”的概念、命题、命题组合

的再理解。

一、文献综述：“前台”“后台”及其组合

对于“前台”“后台”的相互关系，学界已经

有所探讨。在戈夫曼（Erving Goffman）那里，二

者截然分割，梅罗维茨的“中区”则指向二者的

被动混合。作为第三种关系，“后台”积极、主

动地进入“前台”的经验现象并不鲜见，它已经

被诸多研究注意到，然而，它缺少明确的概念表

达与理论分析。

（一）既有研究成果

揆诸相关文献，“前台”与“后台”的关系型

构大约分为三种。

首先，在开创者戈夫曼那里，以“墙”为界

限，作为“与表演相关但与表演促成的印象不相

一致的行为发生的地方”[2]的“后台”与“前台”

截然分割，互不可见。换句话说，在拟剧理论中，

信息流动以建筑物或以其分割的空间为边界，人

们在“墙”的内外进行着“前台”表演或者“后

台”暴露。斯科特（JamesScott）的“潜文本”概

念则揭示了其日常政治经济意涵。[3]在互联网社交

媒体时代，由于技术特性与交往模式，“给予”的

强化与“流露”的遮蔽能够在极大程度上为表演

者所控制。换句话说，“前台”被精心粉饰，而

“后台”被深深隐瞒：通过文本表演 [4]，人们可以

借由标记听过的音乐、读过的书目来向他人展示

品味。在社交媒体兴趣一栏里填写有关身份的描

述，人们把自身身份兴趣化，以此来塑造自我形

象。[5]当然，这种互联网社交媒体上的精心自我展

览也有其负面影响：人们满足了自己被重视、被

认可、被崇拜的需要，甚至还会渐渐对自己产生

了一种自带光环的幻觉，迷恋上这种“自我中心

主义社交”[6]。

第二，“后台”与“前台”被动混合。这一关

系形构以梅罗维茨的中区理论为代表，他注意到，

随着电视媒介的广泛应用，“后台”被暴露在“前

台”表演中，这直接影响了“前台”的印象管理

工作，导致交流情景发生变化，进而，这也影响

了人们的认知以及行为方式。梅罗维茨将这种

“后台”被暴露在“前台”中的媒介情景称为“中

区”[7]。由此，梅罗维茨考察了电视媒介时代相较

于前电子媒介时代的社会变化———美国社会女权

运动的出现、儿童成人化、政治家权威下降，从

而表明“电子媒介的社会影响”，即权威的陨落，

“去神圣化”时代的来临。同样，何志武观察到，

由于新媒体的影响，在新的信息场景内，家庭内

部的互动行为发生了巨大变化，即家庭内群体感

的重塑、儿童社会进程阶段化的缩短以及家庭权

威的更替。[8]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后台”的暴露

是在“演员”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也正是在

该意义上，本文将这种关系型构称为“前台”与

“后台”的被动性混合。

第三，“后台”在“前台”中主动暴露，即

“演员”积极主动地暴露“后台”。例如，记者将

新闻生产幕后工作主动发布在新媒体平台，这带

来了一系列影响：它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基本规范

构成挑战，并对新闻专业权威产生“祛魅”效应，

但同时它也构成新闻专业主义和新闻业权威发展

的契机。它重构新闻业与受众之间的关系，为公

众批判性的媒介知识积累与媒介参与提供了平台。[9]

其他研究则探讨了这种新闻业工作场景重构中传

受关系的权力问题，即“什么被推到中台而强调

了”“什么被置于深后台而隐藏了”“传者强调与

隐藏这些信息的目的与意义何在”等议题，并认

为这“可能进一步强化受众的被动性”[10]；而网络

视频、vlog则无私密化地展现了更多“深后台”和

“前前台”的环境和心理，表达了自我不同的层次

需求，形成个性化的直播场景 [11]。但是，“后台”

的主动暴露也会导致公共领域的缩减[12]、对“虚拟

信息神经系统的入侵”“深后台空间被不断压缩”

以及丧失实际的生活所指[13]。

（二）相关研究的不足

综上所述，学者们的研究总体上围绕戈夫曼

拟剧理论对“前台”“后台”的二元划分而展开。

相关研究为进一步的分析提供了助益。然而，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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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也显而易见：首先，在戈夫曼的拟剧理论与互

联网社交媒体研究那里，人际互动、个体“表演”

成为研究重点，它们存在碎片化、琐碎化的不足。

相关互联网社交媒体研究并没有在梅罗维茨中区

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相反，而是回到了戈

夫曼的日常生活人际互动层面；其次，大多数研

究聚焦于人际传播与个体表演，而没有考虑到

“剧班”的存在。在 《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

中，戈夫曼曾着重强调，拟剧理论所针对的个体

表演是在“剧班”的范畴内进行的，个体作为

“剧班”的成员与其他成员密切配合，共同进行表

演；最后，在“前台”“后台”相互关系的理论探

讨中，这些研究没有触及“后台”暴露的主动性

问题。换句话说，该如何思考“后台”主动暴露

所建构的媒介情景？又该如何将它概念化并对其

进行理论思考？它能否在既有的理论框架尤其是

梅罗维茨的中区理论内得到解释？

（三）进一步的拓展空间

在“前台”“后台”相互混合的角度而言，主

动暴露“后台”所建构的媒介情景仍然是梅罗维

茨意义上的“中区”。然而，他的论述并没有为

“后台”暴露的主动性预留位置：成年人、政治

家、男人的“后台”暴露均是在他们不知情的情

况下进行的，后续的社会影响在某种意义上也是

他们始料未及并且坚决反对的。所以，在该角度

而言，不应该将“中区理论”范式盲目地运用于

“后台”主动暴露的社会实践。在当今时代，这一

社会实践包括西方政客将个人私生活的暴露作为

工具、手段获得政治选票，也包括上述研究所涉

及的社会草根利用网络直播、vlog等新媒体展示个

人私生活、新闻记者通过微博等公共媒体平台暴

露幕后工作、明星在生活类综艺节目中主动展示

隐私生活。在其中，既不见“自发的和‘自然’

的讯息”的流露，也不见情景塌陷的风险；同时，

在一种基于经济理性的现实主义思考中，“后台”

主动暴露的初衷与社会影响，在梅罗维茨的“中

区理论”那里无法得到妥帖地解释。因此，有必

要拓展其理论范式。

出于学术概念区分与论证便捷的需要，或许，

将梅罗维茨意义上的“中区”称为“被动性中区”

更为恰当，而本文所探讨的“中区”是一种“主

动性中区”，本文将其概念化为“展演型中区”，

其动态实践过程则是“中区展演”。进而，在以

“本真”统合“后台”与“流露”、承认明星具有神

性的前提下，本文的研究问题在于，在“中区展演”

中，明星的哪些“本真”被暴露？主动暴露又是如

何进行的？在该基础上，简要探讨“中区展演”

的内在逻辑与潜在社会影响。本文选择明星在生

活类综艺节目中主动暴露“本真”的实践作为研

究对象，尝试回答上述研究问题。之所以如此选

择，是因为明星在社会层面上具有广泛的影响力；

其次，也是因为明星在生活类综艺节目中的“本真”

主动暴露在相当程度上与“剧班”概念相契合。

二、概念的重新理解

本文主要围绕“中区”这一概念展开，它是

“前台”“后台”的衍生物，梅罗维茨在其中注入

了媒介变量。但是，问题在于，中区理论不仅仅

局限于“后台”的暴露，“流露”———交流情景

中演员的不经意的细微表情与动作———同样具有

情景塌陷的后果。此外，如果认为“前台”“后

台”概念本身内含潜在的道德预判———“前台”是

虚假的，“后台”才是真实的，那么，明星的

“后台”与普通社会个体的“后台”是不同的，因

为在某些学者看来，明星在后宗教时代扮演着世

俗之神的角色。 [14]然而，明星的具有神性的“前

台”形象相较于传统宗教之神又十分脆弱———没

有宗教伦理与社会压力的约束。在被崇拜与被审

视的情况下，明星的“前台”形象可以被包括

“后台”在内的诸多因素破坏，只要后者表现出明

星的世俗性。所以在本文中，明星的“前台”形

象—“后台”真实被理解为“神圣性”—“凡俗

性”。综上所述，“后台”在此显现出其概念应用

的局限，这需要一个具体指涉更为多元的概念来

替代“后台”。“本真”概念或许是不错的选择。

这指向了对“后台”以及明星“后台”的重新理

解与具体分析。

（一） 概念的替换：从“后台”“流露”到

“本真”

什么是“后台”？戈夫曼给出的定义是“与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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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相关但与表演促成的印象不相一致的行为发生

的地方”[15]，在此，“后台”的属概念是一种物质

性场所。梅罗维茨基本上沿用了这一概念区分作

为“中区理论”的基础。然而，在他的论述中，

“中区”并不仅仅局限于电视媒介所导致的“后

台”的被动暴露，政治家在电视公共演讲中的细

微表情与动作变化同样具有情景塌陷的效果，梅罗

维茨将其归纳为“自发的和‘自然’的讯息” [16]。

由于“演员”的印象管理工作的失误并不囿于特

定的物质性场所，它几乎在任何交流情景中都有

可能出现，因此，在该角度而言，这种自发和

“自然”的讯息更接近戈夫曼的另一经典概念———

“流露”。

“后台”“流露”虽然概念定义不同，然而二

者均具有关乎“真实”的指向性。“后台”与“前

台”相对，它表明人们在摆脱社会角色规范约束

之后、在“表演”结束后的日常实质状态。“好

像区域化的前台部分总是不具有本真性，而隐藏

在后的不论是什么，总是更真切、更实在的东

西。” [17]这与人们的类似于窥私癖的心理相联系。

而“流露”发生于人的一瞬间的不经意，然而它

同样指向了“演员”的真实自我与自然状态。在

这些梳理中，“真实”是二者的共通之处，由此，

本文选择“真实”泛指“后台”与“流露”。出于

学术化表达的需要，将其归纳为“本真”是较为

恰当的。它与社会角色规范相对，表明的是“演

员”在表演过程中、表演结束后的真实的自然存在。

当然在上述概念确定的过程中，反复出现的“真

实”“实质”“自我”“本真”并不是毫无问题的①。

但是，“本真”及其概念渊薮并不是毫无根据，它

仍然表明了个体的存在差异以及自我意识在一段

时间内的确定性、稳定性。由此，本文采用“本

真”统摄“后台”与“流露”，并尝试探讨明星

“本真”在生活类综艺节目中的主动暴露。但是，

结合明星的特性，他们的真实自我并不局限于

“后台”与“流露”。因为，他们是具备神性的明

星。

（二）神圣形象与世俗“本真”：明星印象管

理的特殊性

显而易见的是，明星的“前台”表演足够如

梦似幻，它们引起大众的狂热崇拜，产生广泛的

社会影响，此类事例不胜枚举。正是因为如此，

明星崇拜现象被一些学者严肃对待：PeterBrooks认

为在后宗教时代，明星文化充当了宗教崇拜的角

色。明星赋予人类生活以道德规范与存在意义，

后神圣世界的伦理律令已经被情感化，被等同为

情感和心灵状态，以致于情感和道德难以区分。[18]

在此，明星即世俗之神。在承认明星具有“神性”

的前提下，涂尔干（ mile Durkheim）对宗教的探

讨为明星现象提供了启发，他认为宗教得以成立

的前提之一是神圣与凡俗的绝对区分[19]，并保证二

者足够的距离，僭越者会被惩罚。由此，将神

圣—凡俗这一经典划分与明星的“前台”表演—

“本真”暴露并列对应是较为恰当的。进而，值得

着重强调的是，本文的论述重点并不是个体明星

的“前台”形象与“本真”，而是享有一种类宗教

崇拜的明星的神圣形象与世俗“本真”。在此，明

星的“前台”形象被理解为一种抽象的神性，而

不是个体明星的形象，即所谓的“人设”。

在拟剧理论与中区理论的视野下，如果认为

“本真”暴露具有情景塌陷的风险，即“自然、自

发的一面的暴露”导致去权威化———“前台”印象

管理工作的失败，那么明星的“本真”因素则更

为多元。因为明星的神圣“前台”形象极度脆弱：

宗教的神圣—凡俗区分由宗教教义与社会压力确

保实施，违禁者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惩罚，而明星

的神圣形象与世俗“本真”的划分却是较为脆弱

的，毕竟它缺少宗教伦理般的约束机制。所以，

除了“后台”“流露”之外的相关因素同样能够

冲击甚至摧毁明星的神圣光环。由此来看，“前

台”形象与“本真”的二元对立具有足够的弹性

与张力，在不同的分析对象那里，它们的概念边

淤在结构主义观点看来袁上述概念无疑是无稽之谈院人只是受外在因素影响并被其决定的没有自主意识的对象曰而在休
谟渊DavidHume冤的怀疑主义哲学那里袁人的自我意识只不过是在印象尧观念双重关系作用下的知觉的集合袁见大卫窑休谟.
人性论[M].关文运,译.北京院商务印书馆,1997:282-283.而人也无法摆脱必然逻辑要要要因果关系尧相似关系尧接近关系要要要
的支配曰而在精神分析学派那里袁人只不过是潜意识推动的意识混杂的矛盾体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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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与具体内容是不同的。因此，本文将能够影响

明星神圣“前台”形象的因素———一切凸显明星

世俗性的因素———归纳入“本真”概念之下，并

尝试归纳“中区展演”暴露了明星的哪些世俗

“本真”。

三、生活类综艺节目中明星“本真”的类型

正如上文所述，明星在后宗教时代扮演着世

俗之神的角色，借由涂尔干对宗教构成要素———

神圣与凡俗的二元划分，可以将明星的“前台”

形象与“本真”分别理解神性、凡俗性，即人性。

再次重申的是，本研究是在宗教类比的基础上，

对明星的“前台”形象与“本真”做出理解与分

析。因此，明星的“前台”形象在本研究中是一

种抽象的神性，不是作为个体的明星的具体而实

在的形象，即所谓的“人设”。进而，在神性—人

性二元对立的前提下，可以将生活类综艺节目中

明星的所有世俗因素———“后台”“流露”以及其

他因素———理解为明星的“本真”。也正是在神圣

的明星主动暴露自己的世俗“本真”的层面上，

戈夫曼意义上的“前台”“后台”开始混合，造就

中区，但是因为它是主动性的，所以它是区别于

戈夫曼原初意义上的中区———一种被动性中区。

本研究将其称为一种“主动型中区”，其过程则是

“中区展演”。在这样的逻辑推导链条中，明星的

世俗“本真”是立论基础，因此有必要描述其内

容，并做出类型划分。

具体而言，生活类综艺节目中明星“本真”

包括夫妻相处、亲子关系、婆媳关系、朋友相处、

工作幕后、娱乐休闲、情感流露。它们在相当程

度上将明星锚定在世俗生活中，消解了明星神圣

的“前台”形象建构、维系所需要的审美距离。

（一）明星周边的亲近个体

涂尔干认为，人们对原始图腾的崇拜实质上

源于对永恒力量的崇拜，在其中，人们感到自己

被武装起来，从而具有足够勇气与信念去面对复

杂的世界。[20]从而作为这种永恒力量的代表的宗教

之神具备神圣性与恒定性，它不生不灭，没有具

体相貌，它独处于至高无上的宇宙中心。它是力

量之源，没有任何其他力量可以钳制、约束它。

宗教之神具有无暇的纯洁性。在这样的认知中，

无法想象宗教之神具有家人与亲属，否则，宗教

之神便不是永恒的，因为它会被其他力量制约，

甚至它也不再具有纯洁性。

在生活类综艺节目中，明星周边的亲近个体

集中涌现。在理论预期上，这是对明星的“前台”

形象———神性———的褫夺。首先，极端而言，明

星的亲属的存在本身就是对明星神圣“前台”形

象的背离。例如，相貌一般、着装普通、谈吐平

凡的父母对明星的神圣形象造成一定负面影响；

当然，更为重要的是，在与周边亲近个体的互动

中，明星的性格缺点以及能力局限表露无遗。这

冲击了明星的“神性”。

聚焦于夫妻相处的生活类综艺节目却暴露出

明星的“软弱无力”与常人面向。换句话说，明

星夫妻同常人一样，其日常生活摩擦不断，在争

执与争吵中，明星本身的性格缺点与世俗面向暴

露无遗。例如，在《幸福三重奏》中，陈建斌的

不务实、其作为孕妇的妻子蒋勤勤的敏感与琐碎；

徐熙媛的娇弱、汪小菲的木讷与粗糙；在《婆婆

和妈妈》中，秦昊的传统与老派、伊能静的敏感

与支配欲。在夫妻的日常相处中，明星作为实然

存在的社会个体而行动，大众媒介赋权的神圣光

环与环境架构消失不见，在“反中心、反精英、

反确定、反理性，强调个人体验和折衷主义，拥

抱世俗化”[21]的过程中，明星的个人魅力在家庭生

活的固定领域与周期重复中消失殆尽。

在《爸爸去哪儿》等亲子类综艺节目中，明

星在照顾年幼儿女时因为经验不足，经常陷入窘

迫的境况中；同时，后者的任性与调皮不能为明

星所控制，这会造成意外；而明星对待青少年儿

女时，由于后者处于叛逆期，明星时常与后者发

生争吵与冷战，这也是相关生活类综艺节目的内

容重点。明星的父母与明星的儿女不同，他们形

成了对明星的支配，即明星对其父母的服从。例

如，在《婆婆和妈妈》中，当秦昊与伊能静的屡

次发生争吵时，秦昊的母亲开始居间调和，扮演

起仲裁者的角色，并最终一锤定音，为争端盖棺

定论；而明星姜潮对母亲总体上言听计从，在育

儿经验与为人处世方面，听从着母亲的教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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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明星的夫妻、儿女、父母不同，明星的朋

友们以及明星与其朋友们的人际互动并不会直接

而即时地呈现明星们在日常生活中的窘态。但是

通过集体交谈的方式回顾共享记忆，明星们还是

以一种间接的方式回归到前明星的庸常生活中。

作为不可见的隐私经验，被分享的明星个体成长

史揭示出明星在时间维度上的世俗面向。通过个

体历史回顾，在前明星状态中，他们同样是庸常

大众中的一员，性格或坚强或软弱，也具有世俗

的欲望。而明星们的工作伙伴———老板、经纪人、

下属———的存在本身以及他们与明星在生活类综

艺节目中的紧密互动与工作日常，无疑表明了明

星的神圣“前台”形象是建构性的产物。《我和

我的经纪人》仔细地展现了经纪公司的主要工作

日常：为了明星的形象而运转。总体而言，通过

采用一种具有大众性、日常性、通俗性、娱乐性

和包容性的平民主义文化范式[22]，表现明星的周边

亲近个体的生活类综艺节目是对明星神圣“前台”

形象的背离。

（二）明星的空间“后台”

除了明星周边的亲近个体，明星“本真”还

包括明星幕后工作与日常生活的物质空间。在某

种意义上，它们更接近于戈夫曼用于大量比拟的

与剧院中的观众席、舞台相对的后台，它是一种

可知不可见的物质空间，以幕布作为固有的界限。

演员们在后台化妆、换装、交流演出经验或者闲

聊。在生活类综艺节目中，作为物质性空间的明

星“后台”完全开放，借用戈夫曼的比喻：剧院

中的幕布消失不见，观众完全透视后台，甚至，

观众席就坐落在后台之中。而演员对此是知情的，

并且欣然同意，同时他们的演出就在后台进行。

《我和我的经纪人》《老总来了》的独特之处

在于，二者对明星“后台”的暴露、拓展至明星

的工作场域，在相当程度上，明星工作场域的现

实主义呈现，即生活类综艺节目在场地选择方面

保持原生态、还原生活面貌[23]，消解了明星在其媒

介产品上建构、维系的纯洁的个人主义神圣光环。

《我和我的经纪人》《老总来了》对此有所揭

示。演员作为经纪公司的客户，其工作日常与经

济公司密切相关。经纪公司的领导与明星的经纪

人在会议室内召开特定会议，商讨明星的形象设

计与工作计划。而在周期性忙碌中，明星们的化

妆室是不固定的：它既可能在酒店、宾馆的卫生

间，也可能在紧张而忙碌的拍摄现场，其中，相

关物品凌乱地散乱在周围，明星们素颜出镜，或

紧张或疲惫地接受化妆师的服务。化妆间也可能

就是餐厅，就餐期间，明星与其他工作人员拥挤

而坐吃着外形并不精美的食物。在充满机器设备、

线路、工作人员的拍摄现场，聚光灯打在明星身

上，大批工作人员围绕明星而紧张运作，经纪人

在一旁提醒明星的在体态、眼神等方面的细节。

在赶往下一个拍摄场所的路途中，明星们与经纪

人在商务车内商讨后续的演艺计划。在此类综艺

节目中，明星的工作“后台”被事无巨细地呈现。

明星“中区展演”的空间“后台”还包括明

星的居家场所与休闲场所。在最为直观的层面而

言，可以认为明星及其周边亲近个体暂时脱离劳

动、生产场域，服膺于弥散景观的空幻，即生活

类综艺节目以明星私人家庭生活为卖点，强化对

消费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的追求、渲染。[24]

因为明星的居所难言狭窄，较为典型的是《我家

那小两口》中若风夫妇的豪华别墅，在房价高企

的中国社会，这无疑是对明星收入能力的炫示；

而对作为明星们休闲娱乐的主要去处的西餐厅、

咖啡馆、商场、景区的展示，也符合大众对明星

的社会精英想象。然而，这些“后台”中的物品、

器具、设备以及持续性的社会活动依然将明星锚

定在世俗网络中，因为明星们在客厅、卧室、卫

生间、厨房内进行日常活动，这些“后台”满足

着明星们的作为人的生物本能与社会需要，简单

而言，它们是吃喝拉撒、柴米油盐、衣食住行。

同时，较为直观的是，其中的物品摆放难言整齐

有序，如此的日常生活空间无法支撑起明星的超

脱于世俗的纯一“神性”。这一点同样可见于明星

的休闲场所：西餐厅、咖啡馆、商场、景区。这

些“后台”对明星的另一社会需要———休闲娱

乐———的满足，首先是对其人性与世俗性的肯定，

其次，更为关键的是，这些场所向大众开放，大

众与明星们栖身于同一物理空间，在同一时刻进

行同样的活动。由此，当神圣与凡俗的界限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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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星的神性自然无从谈起。

（三）明星的情感“流露”

“后上帝”时代的明星是组织世俗社会中的承

认、归属的顶梁柱之一[25]，就此而言，明星是社会

道德与生活意义体系的赋予者、定义者。在惯常

的经验认知中，明星始终是脱离世俗情感而超脱

于普通大众的供人仰望的神秘群体，这源于媒介

产品对明星形象的塑造。在被建构的意义空间中，

明星成为予取予求的的卡里斯玛，尽情散发着自

身超凡魅力。在该角度而言，明星群体本身并不

具备世俗情感。这大抵是出于维护神的权威的需

要，毕竟“保持社会距离，能使观众产生敬畏”[26]。

同时这种单向度的呈现有有利于神的相关信仰与

仪式的扩散①。然而在生活类综艺节目中，明星的

世俗情感时常凸显，这一“本真”的主要展示使

得作为“神”的明星“回归人间”。

在《幸福三重奏》中，蒋勤勤对家庭生活十

分仔细，事必躬亲，追求细节上的完美，而她的

丈夫陈建斌并不顺从总是顺从其要求，通常以风

花雪月的诗词、空洞的大道理搪塞过去，或者以

不耐烦的态度反唇相讥，二者时常争吵。面对陈

建斌的言行，蒋勤勤开始委屈地哭泣，并且指责、

抱怨。汪小菲用自行车载其妻子徐熙媛出门游玩，

路过一段狭窄而且崎岖的十字路，自行车行驶开

始不稳定并且十分颠簸。徐熙媛立即要求停车，

而汪小菲则固执前行，认为“走过这段路就好

了”，在徐熙媛惊恐的叫喊声中，汪小菲最终停下

了车。愤怒而惶恐的徐熙媛一边哭泣，一边捶打

着汪小菲的后背。在 《婆婆和妈妈》中，伊能静

认为丈夫秦昊不够浪漫，而秦昊则认为行动大于

言语，双方各执己见，言辞激烈，互不体谅。

在大量的亲子类综艺节目中，明星的情感

“流露”体现得更为明显。在《爸爸去哪儿》中，

明星爸爸独自照料年幼的孩子。因为自身经验欠

缺，妻子不在身边，明星爸爸时常不知所措。费

曼在节目进行过程中意外跌入水池，擦伤皮肤，

父亲吴镇宇事后暗自落泪，责怪自己照顾不周。

而邹市明在照顾儿子的过程中更是坦言：“我是一

个运动员，没什么文化知识，能教给我儿子的东

西不多。”而在《一路成长》中，明星父亲与青少

年儿女之间的互动体现了典型的青春期亲子关

系———代际隔阂、无话可说。歌手苏见信与女儿

的互动几近于无，双方回避交流，而梁家辉与一

双女儿围绕出行细节、生活事务时常发生争吵，

不欢而散。

《我和我的经纪人》《老总来了》等聚焦于明

星工作“后台”的生活类综艺节目则表现了明星

们的职业焦虑与职业压力。作为新生代影视演员

的乔欣处于演艺事业的上升期，由于知名度不高、

自身形象不够鲜明、代表性作品较少，经纪公司

并没有给予其过多资源与关注，此外，乔欣也不

适应公司的运营模式，由此，她萌生与经纪公司

解约、自己组建工作室的想法，可是，自身经验

又十分欠缺。乔欣在左右为难中不知所措，经纪

人浩浩成为了她的倾诉对象与职业依靠；朱亚文

已经从事演艺事业多年，却苦于自身形象定位不

够独特、鲜明，一直没有走红。围绕经纪公司设

计的年轻化的青少年形象定位，他一直选择拒绝，

与公司几经商讨，却依旧没有清晰的答案，为此

苦恼不已；同时，这些明星在节目中最为常见的

感叹是“累”，在“全年 7天假”的工作模式下高

压工作，例如，感冒、咳嗽的白宇依然要完成计

划中的演艺工作。

总体而言，作为社会人的明星在生活中并不

从事德·塞托 （MichelDeCerteau）、约翰·费斯克

（JohnFiske）所期待的日常政治反抗 [27]、费瑟斯通

（MikeFeatherstone）所支持的后现代主义式的日常

生活审美化[28]、抑或在消费主义的娱乐热潮中遁入

虚无主义式的快感沉溺。相反，明星们只是在有

限的场域内存在、活动：尽管偶尔发生激烈争吵

与生活纠葛，但他们具有伴侣、家人、朋友的人

际支持与情感陪伴；尽管明星个体自身存在种种

性格缺点，但其依然想要在夫妻相处、子女抚养、

父母赡养、朋友相处等生活事务中尽到自己的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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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与义务；他们也要辛苦劳动，试图在职业生涯

中有所成就、自我实现，并且在该过程中，不乏

焦虑与苦恼。如此的“本真”互文网络，似乎只

能以常规意义上的“生活”来理解。换句话说，

仅从文本编码的角度来看，明星与大众并没有本

质上的不同。明星“本真”的暴露，即明星常人

面向以及世俗面向的展示，在相当程度上，冲击

了作为世俗之神的明星的“前台”形象———神性。

四、“中区展演”的三种模式

在对原始宗教的诸多图腾、制度化流程、固

定组成要素、参与者的礼仪动作做出阐释的基础

上，涂尔干致力于宗教生活的社会根源揭露，在

他看来，人们的情感需要是其内在动因，即“一

个事物之所以神圣，是因为它以这种或那种方式

激发出了尊崇的集体情感，这情感使之从凡俗的

感触中超脱出去”[29]。而这种集体情感能够实现共

同体的凝聚。但是也可以从另外的角度来理解涂尔

干的论述：宗教仪式内含神的权威，服务于神的统

治。在此，程序即意志，它内含一种恒定的逻辑设

计 （designoflogic）。汉德尔曼(public events)反对传

统人类学仪式研究的功能主义传统，他在以“公共

事件”(public events)取代仪式（ritual）的基础上，在

韦伯(Max Weber)与福柯(Michel Foucault)的指引下致

力于揭示“公共事件”的逻辑设计：模型事件

(model events)、呈现事件(events that presents)、再现

事件(events that represents) [30]。下文按照该理路进

行，在对生活类综艺节目中明星世俗“本真”的

内容与类型进行描述的基础上，本文接下来尝试

分析“中区展演”的模式设计。简要而言，“中区

展演”包括三种模式：自然记录、游戏竞赛、“越

位展演”（当然，这三种模式并非总是截然分割

的，亦会混合互文）。

（一）自然记录：基于线性时间的并列组合

部分生活类综艺节目并不“预设框架”（之所

以加双引号标注，是因为仅从文本呈现来看，确

实如此），而是以日常生活为记录对象 [31]，以日常

生活体验与情感交流为迎合点[32]，明星的生活轨迹

成为节目推进的线索，明星与其周边个体的自然

状态下的原初人际互动成为节目的主要内容。

《幸福三重奏》《我家那小两口》《我和我经纪

人》是该模式的典型。《幸福三重奏》将三对明

星夫妇邀请至乡村景区集中生活，每对夫妻的居

所比肩相邻，在相对真空而活动范围有限的空间

内，他们成为邻居。由此，《幸福三重奏》记录明

星夫妇的日常起居、一日三餐、娱乐休闲、人际

互动。节目将平行时间段内的各对明星夫妻活动

并列剪辑、拼凑，总体上按照线性时间排布。以

时间流逝为线索， 《幸福三重奏》 展演了没有

“外在人为干预”的自然状态下的明星夫妇日常生

活。

《我家那小两口》采取了相似的模式，不过与

前者不同的是明星夫妇的生活不在节目组预先设

置的空间，而是在明星夫妇的现实居所内进行。

在某种意义上，它更为接近真正的明星夫妇的家

庭生活，因为在此生活空间内，除了明星夫妇二

人，还有他们的儿女、父母、保姆、朋友。《我家

那小两口》对明星夫妇的复杂人际网络以及其中

的人际互动予以原生态展演。

《我和我的经纪人》的特殊之处在于，它对明

星“本真”的呈现具有更强的叙事导向：相较于

《幸福三重奏》《我家那小两口》对日常家庭生活

的展演，《我和我经纪人》侧重于自然性的记录某

一时间段内的明星幕后工作的难题、挑战及其解

决，它以多场景的展示、切换为基础。朱亚文的

“中区展演”可以被概括为“在公司设计的形象定

位与自身初衷之间犹豫不决，最终坚持自己”；乔

欣则是“尽管自身经验不足、左右为难，但是还

是决定于经纪公司解约，创办自己的工作室”。由

此，生活类综艺节目中的明星“中区展演”关联

和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心理状态与情感

结构。[33]

（二）游戏竞赛：固定的流程与外在干预

相较于自然记录模式，《爸爸去哪儿》《一路

成长》等生活类综艺节目中的明星“中区展演”

在节目组设定的流程下进行。具体而言，此番生

活类综艺节目主要以游戏竞赛的模式为组织架构，

串联起明星亲子在一段时间内的互动。《爸爸去

哪儿》以两期节目作为一个周期，在该周期内，

五对明星父子在节目组的安排下集中于某一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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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基本上是中国境内的民俗景区）。明星父子

们的衣食住行以及游戏竞赛在该地点内进行。

周期伊始，明星父子甫一赶赴指定地点，便

要以游戏竞赛的方式决定住房的分配。这种竞赛

往往就地取材，利用在地条件设置游戏模式，游

戏模式较为多样。例如，父子合作装土豆，以土

豆的总重量为依据决定五对明星父子的住房；明

星父亲以头击气球的方式，将气球黏在特定住房

的照片上；明星的子女抢答相关问题，获得住房

的优先选择权；明星的子女投票选出“最受欢迎

爸爸”，由后者决定每对明星父子的住房分配。接

下来，明星父子们进入自己的住房，在收拾打扫、

短暂休息、相互问候之后，便开始午餐的准备。

午餐结束，明星父子们在短暂午休之后会迎来另

一游戏竞赛，该游戏竞赛同样较为多样：明星父

亲利用儿女选择好的工具下海捕鱼，取得晚餐的

食材；明星的儿女们分成两队，进入地道“寻

宝”；明星亲子们举行运动会。接下来的环节是晚

餐的准备以及享用。晚餐过后，可能会出现两种

情况：明星父子们投入到新的游戏竞赛环节，或

者相互之间问候、拜访。最后，明星父子各自回

到家中，准备上床睡觉。

总体而言，游戏竞赛是《爸爸去哪儿》等亲

子类综艺节目明星“中区展演”的主要模式。在

该模式中，个体、情感、代际等母题均与当前社

会紧密勾连[34]，而明星亲子尤其是他们之间的多元

互动所流露出的“本真”成为节目重点，也正是

在这个意义上，游戏竞赛是明星“中区展演”的

重要类型。例如，由于节目组的规则———不能携

带玩具，杜江的儿子嗯哼十分生气，大哭不已，

杜江理性劝导；刘畊宏的女儿小泡芙想念妈妈，

刘畊宏耐心安慰；陈小春的儿子陈胤捷行动缓慢，

陈小春大声斥责。明星父亲们在节目过程中也暴

露出自身的局限：陈小春的教育方式较为粗鲁，

同时他不擅于烹饪；杜江时常在面对其儿子嗯哼

的惊人言论时哑口无言；刘畊宏虽然由于身体健

壮被众人称为“刘教练”，可是在游戏竞赛中的成

绩却总是不理想。

（三）“越位展演”：他者围观与评论

严格来讲，“越位展演”并不是一种独立的展

演模式，它只是自然记录模式的外在补充，但是

因为其独特的作用和意义———能够更加丰富而多

元地呈现明星“本真”———所以将其单独拆解出

来。

“越位消费”是凡勃伦（ThorsteinVeblen）发明

的概念，他认为，物资充裕、财富充足的人们总

是以脱离直接体力劳动的炫耀性消费与炫耀性休

闲来凸显自身的优越。然而这种炫耀消费是家长

制、父权制的：在凡勃伦的观察中，妇人与奴隶

也会从事炫耀消费，但是他们的炫耀消费不属于

他们自己，而是服务于户主的炫耀需要与名望建

构，凡勃伦将这种妇人与奴隶的炫耀消费称为

“越位消费”[35]。凡勃伦认为，越位消费同样适用

于教士、教堂与上帝之间的关系。

同样，这种环形的人际格局同样适用于部分

生活类综艺节目对明星“本真”的展演，本文将

其称为“越位展演”。在《我家那小子》《我家那闺

女》《我家那小两口》《老总来了》中，主持人、明

星的亲属、专业人士、明星同处于演播室，针对

预先拍摄好的明星“本真”暴露的相关视频做出

评价、解释、批评。他们同属于明星“中区展演”

的一部分 （尤其是明星亲属，他们本身就是明星

“本真”的一部分）：尽管他们进行着自己的“表

演”，然而，其表演却不属于自身，而是服务于明

星“本真”的多维度呈现与深度开掘。

在《老总来了》中，作为老总的李诞在公司

管理中十分懒散，公司主要业务、重大决策的调

整与颁布往往交由其他公司领导进行，而李诞面

对外在压力时常选择回避；而邹市明的公司管理

风格较为粗鲁，具有极强的人治管理色彩，相关

公司会议成为邹市明批评员工、发泄个人情绪的

场合，而没有达成一致的会议决策，会议经常沦

为形式。观察员们的评论尽管在轻松、愉快的氛

围内进行，却也一针见血、十分尖锐———“你不能

这样，太不负责任了”“我要是员工，我不会去你

的公司”，由此 《老总来了》中明星老总的“本

真”被集中凸显、放大。

五、结论与讨论

在短视频、网络直播等新媒体平台上，短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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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制作者们与网络主播将私人生活暴露在互联网

中追求流量的增加；在部分西方国家，政客们将

个人私生活的展露作为获得政治选票的重要手段；

在当今中国大量的生活类综艺节目中，明星们将

日常生活与幕后工作主动呈现。这引起了学术关注。

在学理层面，仅就“前台”“后台”的混合而

言，上述媒介现象接近于梅罗维茨意义上的“中

区”，然而差别在于，后者意义上的“中区”是被

动的，因为在梅罗维茨的论述中，电视媒介对政

治家、男人、成年人的“后台”暴露，均是在他

们不知情、无意识的情况下进行的，正是因为如

此，人们相信他们的“流露”接近于其“本真”。

而在当前的媒介文化现象中，“后台”的暴露却

是主动进行的，其中，既不见作为“自发的和

‘自然’的讯息”的“流露”，也不见情景塌陷的

风险。由此，梅罗维茨意义上的“中区”显示出

其局限性。这也是本文的出发点：对梅罗维茨意

义上的“中区”做出一些拓展。上述的媒介情景

或许可以被概念化为“展演型中区”，其动态实践

过程则是“中区展演”。在以“本真”统合“后

台”与“流露”、承认明星具有神性的前提下，结

合明星在生活类综艺节目中主动暴露“本真”的

实践，本文致力于分析“中区展演”的内容、模

式，并简要探讨其内在逻辑与潜在影响。

研究发现，生活类综艺节目的主要暴露三种

明星“本真”：人、物、情。“人”主要指明星的

亲属、朋友、工作伙伴，前者包括父母、子女、

岳父岳母、公公婆婆；“物”，即明星群体的日常

生活、工作的物质性场所，包括居家场所、休闲

场合、工作地点；“情”，是指明星群体作为人的

日常情感———烦恼、焦虑、痛苦、快乐。“中区

展演”主要通过三种模式进行：自然记录、游戏

竞赛、“越位展演”。自然记录模式，即对没有外

在干预的明星群体的日常生活、工作予以原初呈

现。游戏竞赛，主要用于亲子类综艺节目，通过

它，明星亲子之间的互动与情感得以凸显。“越

位展演”，指演播室内的主持人与嘉宾———专业人

士、明星亲属、明星本人———对明星“中区展演”

进行评价，它致力于明星“本真”的深度开掘与

多维呈现。

梅罗维茨表示不会对“中区”的社会影响做

出价值判断，因为媒介的影响是“相互联系且分

布广泛的，我们无法轻易选择它们” [36]。一方面，

梅罗维茨的隐忧在于“中区”的去神圣化、去权

威化或许会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另一方面，

“中区”增加了不同群体之间的亲近感。

接续他的探讨，“中区展演”无疑是对这种亲

近感的强化以及情感共同体的培育。当然，该共

同体以共通情感为维系纽带：首先，痛苦的情绪

是共通的，它的刺激源是生存与生活的苦难：繁

重与高压的劳动工作；枯燥而琐碎的家庭生活。

在涂尔干看来，“社会的苦难必然变成个人的苦

难。因为社会是一个整体，所以它的毛病便传遍

它的各个组成部分”[37]。进而，可以认为明星与大

众一样，承受着痛苦。其次，“中区展演”所提供

的理想愿景的情感心理基础也是共通的。在明星

“本真”主动暴露的过程中，他们所遇到的挑战、

困难以及伴生的痛苦情绪在周边个体的陪伴与支

持、理解与包容下最终均得到了妥善纾解，并最

终迎来圆满结局。在此，可以认为明星的“中区

展演”提供了一种情感童话，它迎合，或者说，

满足着人们保护自身利益、改善生活境遇、憧憬

美好未来的朴素情感心理。如果认可情感与道德

存在相关关系，即快乐的情绪联系着道德上的善，

而痛苦的情绪则对应着道德上的恶[38]，那么在理论

预期上，情感童话对快乐情绪的满足具有潜在的

道德效应，即人们在“中区展演”的引领下，进

行道德立法。

本文的缺陷在于，“中区展演”不单单局限于

生活类综艺节目，它作为一种实用策略同样存在

于新闻机构、短视频、网络直播、政治选举之中。

所以，本文的源于生活类综艺节目中明星“中区

展演”的研究结论的普适性存疑，有待进一步检

验，作为理论概念的“中区展演”也需要结合其

他媒介实践做出补充与完善。其次，由于学力不

足，篇幅有限，本文只是对“中区展演”中的

“本真”类型、设计模式、内在逻辑、潜在社会影

响做出较为粗疏的论述，进一步的研究可以从其

他视角、维度切入。这些问题和不足有待解决和

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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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rforming Middle Stage" :
The Practice of Stars Actively Exposing the " Authenticity" in a Life Variety Show

Luo Zhenglin, Song Yusheng

Abstract: The "middle stage" in the sense of Meyrowitz is essentially a passive "middle stage": "back stage"is exposed

to the" front stage"without the attention and willing of ''actor''.Under the premise of unifying the "back stage" and "re-

vealing" with "authenticity" and admitting the divinity of stars, combined with the practice of stars actively exposing the

secular "authenticity" in life variety shows, this paper tries to explore the active dimension of middle stage theory,

namely "activemiddle stage", and its dynamic practice process is "performing middle stage":Through natural records,

game competition, "offside performance" three modes ,Stars actively expose secular "authenticity" of people, things,

love. The star' s " performing middle stage" contains an emotional fairy tale: through emotional means, all daily life

problems and their accompanying negative emotions will be properly resolved and go to a successful ending. Therefore,

in terms of theoretical expectation , in the relatively loose emotional community, people conduct moral legislation u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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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News Circulation and the Digital Journalistic Epistemology

Matt Carlson, Li Sixue

Abstract: The digital media environment has made the question of "news as a knowledge production practice" more

open.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epistemology of digital new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irculation of digital

news. This article believes that news as a social practice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its circulation is not only a form of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but also a production process of shared meaning. This article further explores the three ele-

ments of digital news circulation: infrastructure, circulation practices, and cognitive competition. These elements are

related to the materiality of digital media, the diversity of news experience, and the public's debate on the issues of

"what news should look like as a form of knowledge" and "who is qualified to produce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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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nnovative epistemological perspectives and research approaches provided by the

concept of affordance for digital journalism studies. First, we briefly summarize the travel of "affordance" from psychol-

ogy to communication studies, especially its application in digital journalism studies. Second, based on the digital news

ecosystem and ecological approached embedded in affordanc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epistemological potentials of

affordance. Last, this papers proposes that digital journalism studies can be conducted through relational perspective,

process perspective, and network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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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互联网时代，基于传播技术发展的社交媒体的迅猛崛起和普及，深刻地

改变着人类社会的整体品貌。从政治学理论上讲，社交媒体的普及，也意味着传

播技术的大众化与民主化，它的巨大效应，激活了长期以来被边缘被落寞的微观

政治生活，形成了基于现代社交媒体的微观政治传播①的独特景观。其中，新型

性别权力在微观政治传播中的崛起彰显格外引人注目。本文就此话题进行初步的

探索，以求教于大方。

一、微观政治传播概念的学术之源

在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发展历程中，向来存在宏观视域与微观视域两条进

路。宏观与微观之间有时相互阻碍，有时相互促进，并且始终呈现出不可分离的

态势。20世纪以来，微观政治学、微观经济学、微观史学和哲学的日常生活批

判，将这种微观研究范式逐渐析出。以往基于社会历史性质而再现政治、经济和

基于社交媒体的微观政治传播中新型性别
权力探究 1）

李圆 荆学民

摘要 基于传播技术发展的社交媒体的迅猛崛起和普及袁 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社会的整体品貌遥 社交媒体衬
映着传播技术的大众化与民主化袁 它激活了长期以来被边缘被落寞的微观政治生活袁 形成了微观政治传
播的独特景观遥 新型性别权力在基于社交媒体的微观政治传播中的崛起袁 格外引人注目遥 性别权力是考
察微观政治权力的重要场域袁 其中袁 宏大的尧 否定性的传统性别权力逐渐收缩袁 表现为公私领域的性别
融合尧 资本运作的性别包容和媒体营销的性别反击遥 微观的尧 建构性的新型性别权力逐渐崛起袁 表现为
超越身体的性别规训尧 多维扩散的性别凝视和日常生活的性别渗透遥 这种权力结构的转化不是断裂的袁
而是宏观与微观的差异化共生遥 新型性别权力从特定的角度袁 反衬着一个现代国家的社会文明和政治文
明袁 对新型性别权力问题客观观察尧 理性分析和前瞻引导袁 对于宏大的 野国家治理现代化冶 具有一定的现
实意义遥
关键词 社交媒体曰 微观政治传播曰 新型性别权力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 李圆袁 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传播研究所博士研究生袁 北京 100024曰 荆学民袁 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传播研
究所所长尧 教授袁 北京 100024

1冤基金项目院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野自媒体时代中国政治传播新秩序及转型研究冶渊17AXW
010冤遥
淤野微观政治传播冶可以简要地定义为院现代传播技术赋权的以个体为主体的政治共同体内
建基于日常生活领域的政治信息的流动遥详细的论证见荆学民院叶微观政治传播论纲曳袁叶现代
传播曳2021年第 6期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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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宏大领域，逐渐被围绕性别、知识、欲望

等日常生活层面的微观领域所填补。毋庸讳言，

宏观研究范式长期以来占据着研究的主导地位，

尤其在世界政治、经济陷入“极度不确定”的时

代，人类愈发需要从突发的、偶然的、多样的现

象中把握深层次的规律。但在实践中，这种把握

却往往效果不佳，说明了宏大研究范式在面对具

体对象时所表现出的乏力。任何研究都逐渐需要

关注差异性、个体性与多样性，这是“适应当代

社会历史现实深刻变化所做出的积极的调整和理

论创新”[1]。

传播学似乎难以下沉到这种微观视域，或者

说，传播学似乎从未脱离过这种微观视域。在施

拉姆（Wilbur Schramm）“传播生成社会”和麦克

卢汉 （Marshall McLuhan）“媒介即讯息”的维度

上，“传播”本身就是一种连接社会的“微力量”，

并不需要依托于庞大的组织机器。近代传播学科

的建制反而将这种弥散在人类社会中的传播活动，

限定在以效果研究为主的传播科学里。所谓依托

于微博、微信的“微传播”与其说是基于个体的

新型传播，不如说是技术跃迁下对传播本源的再

发现。在这个意义上，“微传播”即“传播”。

但政治学不同，在宏观视域下，没有不通过

传播而形成的政治，正像不存在没有被统治者的

统治者一样，“政治即传播”已有论断。[2]这种政

治源自人类社会对秩序的追求，随着社会逐渐扩

大和秩序日趋复杂，“国家”作为政治主体出现，

加速政治与个人的分离。但这往往会产生两个令

人迷惑的问题：其一，宏大的国家政治如何对个

体产生影响？其二，个体的生活是否具有不同于

宏大政治的政治性？这一困惑，必须下沉到微观

政治领域予以解释。政治的核心是权力与控制，

微观政治凸显的是内在于所有社会活动和日常生

活层面的弥散化的、微观化的权力结构和控制机

制。[3]福柯（Michel Foucault）关注医院、监狱与学

校等场所，和性、话语与知识等场域中的权力关

系，认为权力即关系。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

关注边缘与差异政治的分析，凯尔纳 （Douglas

Kellner）则指出，微观政治聚焦于躯体、话语、性

等方面的日常生活实践，以此将个人从社会压迫

和统治下解放出来。 [4]可见，现代社会的权力结

构，是从权力中心向边缘地区的扩展，要全面地

了解这种权力的性质，就要充分考虑从中心到边

缘的权力结构的每一个细微变化，呈现出近代社

会权力结构的性质与特征，实现微观与宏观的差

异化补充。[5]

微观政治传播正是基于这种弥散的、微观的

权力结构和控制机制的微观政治的传播，关注权

力在传播中的传递、转移与变革，这种权力不是

“自认为无所不能的得意洋洋的权力”，而是一种

持久运作的机制，与国家的宏大机构相比，它的

模式、程序都微不足道，却正在侵蚀那些重大的

形式。 [6]在这个维度上，权力不是排斥的、压迫

的，它能够生产———不仅生产现实，也生产新的

关系与结构，故而“权力如何运作”比“谁持有

权力”更加重要。借于“政治即传播”的论断，

微观政治即一种权力关系网络，在传播中形成，

没有脱离传播的微观政治，也没有不存在微观政

治的传播。微观政治传播之所以逐渐凸显，正是

由于传播技术迅猛发展的社交媒体的普及，扩充

了传播的自由度，这种传播不同于宏大政治的

“宣传”，更多地依托于网络空间中以社交型传播

为主导的新媒体，传播的逻辑更加需要受到重视，

这也是对传播学界近年来所提出的“媒介化”的

回应。

新型性别权力是考察微观政治传播的重要场

域，意味着政治传播回归到生活内在的机理、价

值与意义中，回归到言谈举止、衣食住行甚至娱

乐八卦等具体活动中。在这一视域下，权力的支

配效应并非源自“占有”，而是源自技术、策略和

运作，是一个“永远处于紧张状态和活动之中的

关系网络”[7]。性别权力在这种网络中传播，并在

传播中产生、变异或消亡。这种权力是始终被行

使的，而不能够被占有，在人反抗、顺从这种权

力的过程中对人施加压力，从而体现出微妙的政

治性。这些关系虽然与宏大的政治不同，但它能

够借助日新月异的社交媒体的传播技术渗入社会

深层，展现宏大政治的具体过程，演示其构成细

节，聚焦其核心诉求，放大其影响效果，最终引

发宏观政治层面的发酵和延伸，形成一种强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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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作用于国家政治的社会影响[8]，实现微观与宏观

的连接。我们既可以在其中发现日常生活如何影

响现代社会的政治和经济体制，也可以在其中找

到抵御宏观权力对日常生活的异化之道。

二、基于社交媒体的微观政治传播中传统性别

权力的收缩

传统性别权力与男性的权利同源，本质上是

一个社会利益分配的过程。利益的排他性决定了

这种权力天然地是一种否定的、宰制的权力力量，

而非一种灵活的权力网络。传播技术的发展对社

会带来前所未有的深层变革，传统社会的生存、

生活方式日益解构，逐渐侵蚀这种权力的基点。

（一）否定性的传统性别权力何以存在

人类社会伊始，个体依托亲缘关系自发形成

初级群体，但因为生存资源有限，以及个体与个

体、个体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的需求不一，

所以冲突时常发生。为最大限度获取资源，人类

开始自觉建构不同的次级群体，产生社会关系。

由此，个人生存性的“需求”变为发展性的“利

益”。随着近代国家的产生，这种利益被合法化为

“权利”，代表一种对利益分配关系的处置，“天

赋人权”“人人生而平等”即基于这样一种权利基

础。但人性对权利的追求永无止境，为了维持秩

序，权力产生了，起到限制、协调或剥夺权利的

作用。 [9]可以说，“需求—权利—权力”是权力产

生与运行的根本框架。因此，权力产生之初就含

有“限制”的否定性意蕴，不论是霍布斯

（Thomas Hobbes）以国家为主体分析权力、康德

（Immanuel Kant）以个人为主体分析权力，还是马

克思（Karl Marx）以阶级为主体分析权力，其逻辑

都是“支配的”“管制的”甚至“压迫的”。性别

权力就是将男性与女性视作两个相异的社会群体，

用这种压迫、支配、管制的逻辑来描述两性之间

的关系，如男性对社会资源的占有带来了对女性

的压迫和支配。

基于这一框架，传统性别权力的能指与所指

与男性的权利同源。权利必为对一定利益、资源

的占有与支配，故而性别权力不仅为男性权利作

用，并且以男性权利为依托。没有性别权力，男

性权利无法在社会中充分实现，没有男性权利，

性别权力也无法起到支配作用。而男性的权利基

于男性所取得的利益，这种利益是多维存在的。

首先是生物学支点，指涉一种对非生物性价值体

系的社会认可。比如男性的肌肉更发达，体力更

充沛，故而男性的地位更崇高。其次是社会学支

点。女性的社会分工局限在以家庭为轴心的半私

人场域，她们的劳动无法直接与国家权力相连，

因此男性更能够为自身撰取政治权利。最后是经

济学支点，女性的家庭劳动无法得到相应的经济

回报，即便是在现代资本运作中，她们的产品

（服务）依然具有较低的市场价值。女性的权力常

常带给她的是她无权实质性享有的东西，比如生

育价值、审美价值与性价值，并不能够使她得以

确保自己的权利。[10]因此，男性一直以来在政治、

经济和文化中占据相对优先的地位，形成权力与

权利的双循环。

这种传统的性别权力与人类社会同在，伴随

社会的发展，不断变换表现形式，始终实现着

“限制”“管理”“压抑”的否定性作用。虽然，

其并非是经由社会集体协商后所让渡的“公权

力”，而是从社会文化习俗中沿袭的“习得性权

力”———不具有合法性，却又切实存在的权力宰

制关系。但它能够与宏大的国家政治、经济权力

相连，实现权力的具象化。这种否定性的权力也

存在一些问题。其一是单向性，男性因享有这种

权力而变为“上层”，女性因缺失这些权力而变为

“下层”，上层对下层的支配并不以下层的意志为

转移。其二是机械性，表现为一种“全面的否

定”，忽视了权力作为一种社会关系所能起到的建

构作用。这也导致传统的性别权力是一种始终存

在却又十分脆弱的权力。

（二）传统性别权力收缩的三重逻辑

当下，技术对私人领域的入侵破坏了社会学

支点，话语平权催化的女性文化和女性审美消解

了生物学支点，女性经济地位的提高，一定程度

上改变了经济学支点。虽然性别权力在今天仍然

是以男性为基点的对女性的支配，但其似乎逐渐

在收缩，在微观政治传播的视域下，可以鲜明地

观测到这一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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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私领域的性别融合。借助哈贝马斯

（J俟rgen Habermas）对“家庭—公共领域—国家政

治”的划分，公共领域最初即为对抗宏大政治而

提出的一种关于公共空间的构想，可追溯到 19世

纪盛行的英格兰咖啡馆和法兰西沙龙等公共对话

空间。公共领域发展之初就具有强烈的父权意识，

女性始终被局限在以家庭为轴心的活动场域。但

家庭更加远离国家政治的权力资源，女性的家庭

优势无法转化为社会地位的优势。即便 20世纪风

起云涌的女性运动逐渐提升了女性的地位，但女

性依然游离在政治空间的边缘，成为“在场的缺

席者”，诸如“天花板效应”（ceiling effect）等现

象始终是制约女性施展政治、经济抱负的坚硬壁

垒。

媒介技术将传统的公共领域引入炉边灶台，

美妆、时尚、亲子等在传统社会中属于私人领域

的话题转向前台，为女性赋权，激活女性参政议

政的空间，公私领域的性别区隔被打破。不仅如

此，网络能够轻而易举地重塑性别，比如用户在

媒体平台上注册账号时，可以自主进行性别选择，

导致社会性别（gender）与生理性别（sex）的分

离。这种性别区隔的破除直接造就了经济、文化

和审美的变革，尤其近些年来，军队逐步为女性

开放军事岗位；饭圈中兴起“又 A又飒”“小姐姐

好帅”的中性风审美。在女性逐渐被赋予“勇敢”

“强势”等男性气质的同时，“小鲜肉审美”“小奶

狗文化”等现象也在各大社交平台中兴起，代表

男性特质在女性审美中的妥协。女性的诉求走向

公共领域，形成一种与之对抗的权力力量。

2.资本运作的性别包容。性别包容是一个渐进

的过程。这种包容首先体现在一定时期的性别话

语中，比如建国以来“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劳动

取向话语，改革开放后“男主外，女主内”的市

场取向话语，其由带有强烈革命意志的政治取向

转化到带有鲜明市场诉求的经济取向。这种转向

最突出的特点是性别理念从“自上而下”的灌输

走向“自下而上”的渗透。“自上而下”的话语灌

输延续了革命时期的妇女动员，以集体主义的逻

辑发动妇女从家庭走上社会，本质上是一种宏观

的政治宣传。这种跃进式的灌输刻意抹杀了两性

的客观差异，难以收到良好的宣传效果。真正的

性别包容，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结构性反映。

经济基础是这种结构的基石。市场经济后，

资本逻辑逐渐侵蚀宏大的政治逻辑，资本以逐利

为根本导向，即马克思所言，资本是“普照的

光”，是“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11]。资本能够吸

纳一切具有经济价值和利润空间的事物。尤其在

微观政治传播中，女性的话语、身体与行动能够

作为生产要素为传播者赚取利润。最鲜明的表现

即身体传播的兴起，比如口红、高跟鞋与性感的

连接，美容、健身与丈夫性忠诚的连接，以及女

艺人的形体、年龄与事业的连接。其实质上是将

女性的身体异化为消费品，纳入进以男性审美为

基准的权力关系中，以此生产产品与服务，实现

传播效果的扩大化。在这种对女性的吸纳中，女

性既作为产品被“售卖”，又作为消费者，享有巨

大的市场价值。因此，资本对女性的物化反而客

观导致了女性在消费市场中话语权的提升，为女

性赋予经济能力与地位。

3.媒体营销的性别反击。媒体营销追求传播效

果，尤其在以社交型传播为主导的现代媒体体系

中，媒体会自觉追求事物的可传播性，着重体现

为“效果为王”“用户即内容”等理念。正如《纽

约太阳报》的编辑主任约翰·博加特（John Bogart）

的名言：“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媒

体往往会不由自主地挖掘事件的可传播性，走向

对传播效果的精心策划与营销。其中，性别营销

是当下的热点，具体体现在房车彩礼、处女情结、

婆媳关系、职场歧视和育儿理念等话题中。这些

领域极易催化鲜明的男权阵营与女权阵营，比如

微博舆论场上被讽喻的“田园女权主义”和被调

侃的“知乎精英男”“虎扑直男”之间的尖锐对

立。

这种营销既煽动了网民的情绪，又打开了性

别对话的空间，使性别话题在互联网上成为一个

显性议题，在传播中实现两性抗争。在流量为王

的逻辑下，营销号与“十万加”不断贩卖当代社

会的焦虑，将社会转型中存在的问题归纳在性别

差异上，比如“当代中国女人有多难”“好男人的

十条标准”“每一个女孩都是公主”等。传统的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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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权威体系被以讽喻、隐喻、调侃的方式解构，

沦为媒体热点中的一场场性别狂欢。父权制所内

蕴的“容忍”“奉献”“顺从”等理念愈发不具有

“卖点”，传统的性别话语、性别规范甚至性别道

德逐渐解构。女性话语体系在每一个互联网热点

事件中不断聚积，最终形成鲜明的群体风格，反

击父权社会的传统理念。

三、基于社交媒体的微观政治传播中新型性别

权力的崛起

权力产生于不平等，均衡的权力始终只是一

种理论构想。性别差异决定了性别权力，这种权

力在社会结构的变迁中以另一种更不易察觉的方

式所存在，逐渐转化为建构性的权力。

（一）建构性的新型性别权力何以崛起

性别权力并非只能是宏大的权力结构和控制

机制，其也是一种“文化权力”。长期以来，这种

文化权力在宏观的社会建制中难以得到充分体现，

往往埋没在政治权力、经济权力，甚至教育权力、

医疗权力等具体的领域之下。这些权力并不直接

指向鲜活的个人，而是指向国家机器与社会空间

中的某一层级与结构。比如女性的教育如何得到

保障，女性的就业率是否提高等问题。实质上，

这是将女性权力具体为“女性的某种权力”，性别

权力即成为了“对女性具体权力的剥夺”。但是，

技术的发展直接凸显了现代性与个体性，日常社

会诸领域在互联网空间中实现了“再一体化”，性

别权力能够并逐渐成为了渗透在日常生活世界中

的一个未经分化的文化机制和文化领导权[12]。在这

种微观视域下，权力并非是一元的，也并不遵照

二元逻辑行使，而是一种渗透到社会生活角落里

的复合网络。正如福柯所言，权力无所不在，它

不是某种机构或人具有的力量，而是人们给特定

社会中一种复杂的战略形势所起的名字。[13]它比法

律、国家机器更复杂，渗透在人的手势、姿势、

言谈和相处之道中，是一个通过反复的博弈而转

化、增强或倒退的过程。

因此，性别权力不是独立存在的宰制性力量，

更不能被男性所单独拥有，它存在于性别关系之

中，是一种始终运作着的网络。基于性别的异质

性，这一网络有时体现为男性对女性的作用，有

时也体现为女性对男性的作用，甚至女性对女性

的作用。没有人能够位于这种权力关系之外，甚

至对权力的反抗和抵制也在权力的内部。与传统

的性别权力对照，男性不是权力实施的主体，而

是权力运载的工具。有鉴于此，性别权力不可能

通过宏大的斗争图式而一劳永逸地被“消除”

“废止”（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何历史上任

何时间与空间里都存在性别权力，以及各个时期

的女性主义运动均呈现出局部性与连贯性并存的

情况）。可以说，这种斗争虽然是零散的，但却不

是孤立的，这些斗争的每一个部分都对性别权力

的整个网络产生影响。

具体在微观政治传播的过程中，其呈现出三

种鲜明的特点。首先，这种权力借助于互联网实

现，其不再是镇压的，而是生产性的，能够连接、

煽动和激发，建构性别秩序，催化性别经济。其

次，这种权力并非被哪一方固定地拥有，而是始

终处于一个动态的运动过程中。最后，这种权力

的运作不仅取决于男性，也取决于女性，通过两

性之间结成的关系而运作。它不仅是宏大权力对

个体的映射，更是统治权力存在的基石。在这个

维度上，性别权力具有极强的传播性，或者说，

性别权力自身就是传播。因此，建构性的性别权

力不是一种操纵性的权力关系或政治策略，而是

一种复杂的社会功能。在传播技术迅猛发展的现

代社会，这种权力网络逐渐与传播同构，实现了

自身的“媒介化”进程。

（二）新型性别权力崛起的三维向度

新型性别权力始终存在，但在传统社会中，

这种权力被潜藏在日常生活的场景下，无法在前

台得到呈现。在微观政治传播的视域中，传播技

术将这种隐蔽的权力网络凸显出来，形成了一种

超越否定性的“权力技术”，并在传播中流转、变

化与加强。

1.超越身体的性别规训。对身体的规训是实现

微观权力的重要方式。在萨特 （Jean-Paul Sartre）

的理路中，任何人在思考的时候，都会无意识地

将自己置于一种能动状态下，但人却无法意识到：

主观的行动并不意味自己身体的“主动”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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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在多数情况下，人的身体只不过是“物体之

中的另一个物体”（object among objects）。人的能

动性被包裹在自身作为一个物体的“被动性”之

中，时刻被周围社会所凝视、矫正和评价。但是，

在现代人自身的视角中，个人是会思考、会评论

的具有“主体性”的个体。在这种能动性与被动

性双重压迫下，人整体处在一种“身体失调”的

状态。在这种失调中，人扮演双重角色，把权力

关系内化在自己身上 （自己成为征服自己的本

源），因此，权力逐渐趋向非肉体性，透过这种失

调直接操纵人的精神世界，实现对身体的超越。

这种超越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具体在性别权

力的历史上，权力最初在于对生命的剥夺，即权

力直接对女性的身体施加暴力。比如对“不贞”

“不洁”的女性采取“浸猪笼”、火刑等带有展示

效应的绝对身体惩罚。近代以来，权力的剥夺性

转为了管理性，权力不再直接对身体施加暴力，

而是对身体以外的东西施加惩罚。比如裹脚、束

胸、剃发等，女性的身体不再是惩罚的目的，而

是达成惩罚的途径与工具，通过对身体的惩罚来

剥夺一种类似于个人财产的自由。现代社会权力

的惩罚能力转移给了国家机器，性别权力所能够

进行的控制不再是具有破坏能力的“强制”，而是

具有建构能力的“监视”和“纪律”，比如风靡一

时的“女子学校”“女德班”等。尤其在网络空间

中，传统的“这男人好娘”“女孩就要有女孩的样

子”等攻击性话术失语了，取而代之的是“又 A

又飒”“小鲜肉”等亚文化审美，身体逐渐作为一

个器具承载着审美需求，最终丧失了本身的主动

性，成为精神和文化空间的展示平台。最终，身

体逐渐不再是权力控制的目的，而是权力实施的

载体和权力传播的媒介。

2.多维扩散的性别凝视。“凝视”①是带有权力

意志的观察方式，隐藏着主体与他者的二元对立

关系，正如丹尼·卡瓦拉罗（Danny Cavallaro）指出

的，凝视是与视觉有关的权力形式，它能够探查、

控制并实现身体的客体化[14]。性别权力在这一过程

中参与女性的社会化，成为潜移默化、深远持久

的权力建构方式。男性作为观看者，在这种机制

下自我实现，女性作为被看者，在男性的自我实

现中实现自我。比如中国古代的“三寸金莲”

“三从四德”“女为悦己者容”等审美性的道德标

尺。这种凝视类似于边沁（Jeremy Bentham）的著

名论断“权力应该是可见的但又无法确知的”，即

人们始终知道权力关系的存在，却无法知道自己

是否，以及何时受到权力的作用。因此，凝视能

够造成权力“在与不在”的不可确知，使权力不

再具体体现在男性或女性的行为上，而是体现在

对肉体、听觉、注意力的统一分配上，在虚构的

关系中生成真实的征服。

在微观政治传播的视域下，这种“凝视”逐

渐走向多维扩散。首先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技术

空间对个人生活的嵌入，导致个人生活“前台”

与“后台”之间的界限消失，不论男女都能够成

为观测主体，通过点赞、评论、转发的方式对客

体施加影响。其次是传播对效果的自发追求催生

了女性对男性、女性对女性、甚至男性对男性的

凝视，比如当下直播带货中的常用词“斩男色”

“海王风”“渣男锡纸烫”“渣女大波浪”等隐喻；

还有在互联网空间中迅速去污名化的同性恋群体

和“耽美文学”，这些都是对异质性别或同质性别

传播价值的利用。可见，这种凝视不再是二元对

立的关系，而是一张相互凝视的网络，每个人都

是这张网络中的一个节点，将自己的审美、价值

与文化作为标准实现对他人的生产。但由于自异

性与他异性的存在，人永远不可能充分认识自己，

却也从不会放弃自我认知的努力，因此，这种生

产标准是不可抗拒、无法消解的。人始终像库利

（Charles Horton Cooley） 所言的“镜中我”（The

Looking Glass Self） 一样，在彼此的视界中生存，

而所谓的男女群体的对立，只是这种视界的群集

效应。

3.日常生活的性别渗透。新型的性别权力不是

禁止的、限制的，它能够鼓励、煽动并建构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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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性别秩序甚至性别道德。人被技术鼓励表

达与展示，认为自己获得了自由，但却被权力以

一种更全面、更隐蔽的方式控制起来。比如今天

的网络空间中甚少提及显性的性别歧视，但人却

对日常生活中受到的深层的“压抑”习以为常，

以为自己活在自由与解放之中。这种“自由中的

控制”即一种性别渗透。很多时候，它以一种积

极的形式呈现，通过日常生活的具体场景凸显性

别差异，对两性尤其是女性进行话语、情感和道

德的培植，形成不言自明的规范与标准。

首先是基于话语的渗透。比如网络中兴起的

“好嫁风”“软妹子”等男性话语，通过抬高、推崇

具有某一特质的女性，将其塑造为一种象征符。

其中，最隐蔽的是对母性的神化，将女性的“母

性”凌驾于“人性”之上，以一种赞许型的权力

象征诱导女性按照男性的价值塑造自身。其次是

基于情感的渗透。尤其在以家庭为轴心的亲密关

系中，劳动被视做一种表达情感的方式，能够让

对方义无反顾地付出，直至默默承受一切不公。[15]

这种情感是正向的，常与爱情、亲情捆绑，它赋

予了女性家庭地位的领导力，却无法使这种领导

力转化为社会能力。最后是基于道德的渗透。其

将没有扮演“贤妻良母”角色的女性进行丑化，

比如百度点击量极高的三类词语“老处女”“三陪

女”“女秘书”。分担男性社会角色的女性被污名

化，而为女性分担家庭角色的男性则被讽刺为

“奶爸”“妻管严”“没出息”。最终，在自由表达

的狂欢中，相同的观点自发汇聚，构筑强劲的语

义壁垒，男性和女性作为一个异质群体，鸿沟不

断扩大。

四、基于社交媒体的微观政治传播中新型性别

权力的社会价值

权力是不可消失的，只要差异存在，权力就

永远存在。而两性之间的性别差异，既不是本质，

也不是简单的标志，既不是现实主义问题，也不

是唯名论问题，而是社会实践问题。[16]在传播技术

为个体赋权、赋能的现代社会中，它不再是一种

宏大的政治权力（虽然依然涉及到具体的政治权

利），而是一种与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微观的文

化权力。但长期以来，这种文化权力并不是考察

性别关系的轴心。20世纪后期，女性主义领袖凯

特·米利特（Kate Millett）在《性的政治》中断言，

两性关系就是支配与从属的政治关系，它比任何

形式的种族隔离更坚固，已经成为文化中最普及

的意识形态，代表着权力的控制。[17]自此之后，虽

然女性主义运动诉求不一，形态各异，但这种

“性别政治”的视域一直以来都限定了“性别权

力”，将其视为宏观政治维度下的二元支配、压迫

关系。

这种观点有深厚的社会历史根源。长期以来，

人对权力的制约主要来自于强制的法律，或其他

以暴力为支撑的关系。在社会发展相对缓慢的阶

段，人倾向于否认与他们对等的人的任何关

系———对等即敌手，不能发号施令时就只能服从。

因此，现有的权力道德主要处理命令与服从的关

系。然而，平等的社会才是正常状态。在现代生

活中，强制的命令愈发成为例外，“平等的联合”

才是常规。[18]因此，回到权力的第一种理路中，会

发现现代社会中人所争夺的利益变化了，今天社

会的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19]这一从

“物质文化需要”到“美好生活需要”的转变，代

表社会所面临的“平等的联合”的可能性增加，

推动了一直以来掩盖在生存需要之外的其他需要

与利益。由此，性别权力很难再被视为一种压迫

和反抗的二元对立关系。但即便是“平等的联

合”，也依然需要秩序，而微观权力，就是保有秩

序的动态平衡机制，所以它现在不再是，未来也

不太可能是机械的、强硬的，而是弥散的、网状

的。

在这个维度上，当代政治在与每一个人切身

相关的领域中，不再追求对权力的夺取与占有，

而是追求批判与反抗的能力。政治传播的目标也

就不再是一种宏大的政治宣传或机械的民情上达，

而是揭示这种弥散的、微观的权力控制机制，并

在传播的理路中凝练这种力量。权力已无需凭借

肉体和法律，而是直接凭借具有实质性领导地位

的现代技术，穿透躯体，塑造灵魂，形成今天的

微观的、建构的“新型性别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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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不论是宏大的权力，还是宏大的权力

观，都不会因为视界的变换而彻底消失。宏观的、

否定的权力与微观的、建构的权力共生，并不存

在彼此分离，截然对立的关系。它不仅仅是权力

形态、权力结构或权力运作的问题，更是权力哲

学中深层次的现代性问题。

自笛卡尔（Ren佴 Descartes）开创近代哲学后，

权力就始终存在于规范人类历史目标的宏大叙事

中，遵循理性主义、“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和

“普遍性”价值。在这种视域下，人的意义与价值

就在于作为理性主体的人认识客观世界的普遍性

规律，从而征服客体，使客体为人所用。 [20]因此，

宏观视域下的权力往往是否定性的二元结构。但

在权力的建构、发展和制约史上不难发现，人类

对宏大权力的抗争最终往往会落入微观权力的陷

阱。比如，在宏观权力与微观权力的同构中，中

国传统社会存在着“家国同构”的宗法制，国家

政权围绕家庭血缘纽带而形成并保持稳定。在微

观权力对宏观权力的阻碍中，存在“皇权不下县，

县下皆自治”的妥协。在微观权力对宏观权力的

反抗中，则滋生了后现代政治、后马克思主义等

对宏观权力的调控理论。[21]权力像空气，即使人们

推翻或改变某种制度，权力依然存在，似乎具有

一种无所不包的统摄性。但这种统摄无法解释多

样的、差异的、个体的现代社会，导致其在实践中

往往走向了自身的反面，即一种“启蒙辩证法”，催

生非中心化、小叙事、差异化的思维方式。这也是

宏观性自身的某种张力和“二律背反”（anti-

nomies）。

因此，不论是性别权力还是普遍意义上的权

力，都是微观和宏观之间博弈与共谋的过程。在

这一过程中，以往社会中的边缘权力走向前台，

为宏大的权力提供细节的支撑，将自由、平等、

公正、法治等宏观政治理念转化为生活内在的机

理，防止其变为脱离现实的宏大叙事。而今天的

“微观政治”“微观政治传播”，或所谓整个社会的

“媒介化”过程，正是现代社会发展中日益凸显、

不可回避的微观性与现代性，这既是社会历史发

展的必然，也应是一种理论的自觉。

五、结语

性别权力看似是人类日常生活中不起眼的自

然现象，但却内蕴着深刻的政治意涵，它从特定

的角度反衬着一个现代国家的社会文明和政治文

明程度。性别权力是随着社会发展和政治文明的

进步不断演化的，那么，客观地观察和深刻地思

考弥散在日常生活领域的性别权力的表现与演化，

对于宏大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也是具有重大意

义的。现在，性别权力借助于社交媒体的大众化

和民主化，以张扬的姿态展现在我们面前，我们

有责任做出理性分析和前瞻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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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历史上，细菌、病毒引起的流行病屡次爆发，其对人类社会的创伤（不

仅仅是生命的代价），远超恐怖主义或者任何形式的区域战争。[1]对流行病的防控

深刻影响了经济、政治、文化进程，更关乎人类社会的生死存亡与未来发展。然

而，流行病防控是一个世界公认的难题，由于病原体的持续变异，社会结构的不

断变迁，人际交往的日益频繁等因素造成的流行病防控中“潜在的不确定性”，[2]

给各国政府卫生防疫部门和社会公众带来了巨大挑战。从 2003年的“SARS”、

2009年的甲型 H1N1流感、2013年的西非埃博拉病毒，到 2015年 MERS-CoV病

毒引起的中东呼吸综合症，以及时下在全世界大范围传播蔓延的新型冠状病毒

（COVID-19），其悄无声息地爆发时以几何级数扩散，往往要求在缺乏完整或明

确证据的情况下迅速做出决策，因而严重考验着各国的卫生防疫体系，并带来了

一个难以抉择的双重困境：如若反应过早、防疫过度，则会影响国家经济生产和

人们日常生活，甚至引发严重的社会动荡；倘若反应过晚、措施不力，则很可能

会错过稍纵即逝的控制窗口期，从而造成疫情大范围扩散，带来难以估量的人口

流行病防控的媒介化：基于病毒、信息与社
会的协同演进 1）

赵立兵

摘要 流行病防控不确定性与人类社会行为复杂性高度相关遥 应对这种不确定性存在社群取向与技术取向
两条基本理路袁 由于媒介化概念兼具社会 渊制度冤 属性与技术 渊资源冤 属性袁 预示着流行病防控理念与实
践变革的重要方向遥 社会尧 政治与文化的媒介化袁 使流行病防控具备了媒介化特征院 媒介作为公共卫生安
全体系的构成要素尧 沟通渠道与物质资源袁 受到卫生防疫制度的调控与制约曰 同时袁 流行病防控体制机制
的媒介化袁 也反过来塑造了公共卫生安全体系与卫生防疫制度本身遥 媒介化概念为流行病防控提供了一
条 野双向通路冶院 一方面袁 媒介与信息嵌入到病毒传播扩散以及社会行为调整过程袁 建构了 野病毒要行为冶
互动耦合网络袁 影响了流行病传播动力学特征袁 并为数字化流行病监测提供了新型数据来源及预警渠道曰
另一方面袁 流行病防控中的媒介实践作为制度性因素参与到健康概念社会建构尧 健康知识生产传播过程袁
为社会行动者提供了话语竞争尧 意义协商及制度博弈的公共场域袁 促进了主体关系尧 权力结构与社会秩
序的变迁遥
关键词 新冠肺炎曰 不确定性曰 媒介化曰 媒介实践曰 数字流行病学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 赵立兵袁 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袁 重庆 401120

1冤基金项目院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野人机融合视域下智能媒介传播研究冶渊20BXW112冤曰教育
部人文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野后真相语境下新闻事实核查与媒介功能调适研究冶渊18YJC860053冤曰
重庆市教委人文社科研究项目野重大疫情风险算法治理机制研究冶渊21SKGH013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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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经济损失。因此，认识并克服这种流行病产生

与爆发中的不确定性，更准确、及时地发现风险

产生的苗头并果断加以控制，便成了世界流行病

学和公共卫生事业的核心环节与基本逻辑。

然而，由于流行病传播高度依赖并深度内嵌

于社会行为网络，同特定时代、特定国家、特定

社会的医疗水平、群体结构、交往形态、文化传

统、信息传播乃至社会治理能力等非医学因素有

着高度的相关性，因此要想真正认识并克服流行

病传播的不确定性，除了对流行病的医学、生物

学研究，还离不开对人类社会行为的复杂性进行

审慎考察，尤其要明晰“自上次可比较的流行病

危机以来出现了哪些新的人际交流和社会互动形

式”[3]。而在当今时代，这些社会交往中新的复杂

性因素主要体现在社会构成的多元化、经济体系

的全球化、知识生产的部落化和信息传播的碎片

化，世界人口流动、物质交换、信息传输的速度、

范围和便捷程度早已不可同日而语，日益复杂的

社会行为编织成一张交叉融合、牵一发而动全身

的恢弘之网。这一系列的新型变量的加入，必将

极大影响甚至改变着流行病传播动力学特征，甚

至在很大程度上形塑着现有的卫生防疫体系、监

测预警技术以及社会动员机制。如若我们仍然沿

袭数百年来流行病防控“在医言医”的思维传统，

将目光局限于医学、流行病学、生物制药、治疗

技术等卫生防疫“近端因素”，而将传染病发生的

社会、政治、文化以及可能影响未来的新的致病

威胁的传播进化等“远端因素”排除在外，[4]当一

场场突如其来的流行病疫情爆发之时，我们就会

无奈地发现，现有的卫生防疫体系、疾病监测技

术、风险预警机制以及社会动员方式仍然难以充

分适应不断变化着的疫情风险现实。

特别需要关注的是，在信息技术的推动下，

社会、政治与文化已经呈现出高度的“媒介化”[5]

特征：媒介技术不仅作为机构与制度内部、不同

机构与制度之间以及社会整体的交往与传播活动

的“中介性”工具，更作为一种决定性力量介入

并塑造了社会个体之间的交往行为方式、人际关

系特征、社会互动规范及公共领域类型。因而，

我们不应把媒介化当作具体的发展过程与运行机

制，而应将其看成一种“结构变化”，视为一个

“元过程”（Meta-process）。[6]同样，在施蒂格·夏瓦

看来，“媒介化”体现了一种“双重发展”（Dou-

ble-sided development）：[7]媒介融入了文化和社会实

践的不同层面并在其中得以制度化，因此可以将

媒介理解为安东尼·吉登斯所言的“结构”；同时，

在“结构化”的过程中，媒介自身也获得了一种

社会制度地位，扮演着对于公共和个人事务的集

体反身性的制度角色，最终使文化、制度与社会

纳入并依赖于媒介及其逻辑。如果将这里的“逻

辑”理解为一种“操控一个特定范畴的特定的规

则和资源” [8]，那么对于流行病防控而言，这种

“媒介化”主要体现在：一方面媒介是公共卫生安

全体系的构成要素、沟通渠道与物质资源，受到

卫生防疫制度的调控与制约；另一方面，流行病

防控的媒介化，也反过来塑造了公共卫生安全体

系与卫生防疫制度本身。这种媒介化的影响不仅

表现在流行病防控的微观层面（即作为一种“媒

介资源”），如病毒传播、信息扩散和社会行为调

整的互动演进，以及卫生防疫机构运用数字化的

流行病信息进行疫情监测与风险预警；还表现在

流行病防控的宏观层面 （即作为一种“实践规

则”），由于媒介因素的介入而引发的公共卫生体

制机制变革、疾病防控政策制度变迁、公共资源

保障体系调整，健康知识生产框架重组，以及卫

生机构、医学专家、社会公众、媒体组织、防控

技术等要素所构成的行动者网络的关系重构。

因此，本文欲讨论的核心问题是：流行病防

控媒介化的外在表现与内在机理是什么，同公共

卫生安全体系与疾病防控机制有着怎样的互动关

系，对于应对疫情传播的不确定性发挥着什么作

用？还可以将其进一步分解与细化为如下问题：

流行病传播不确定性与人类社会行为的复杂性的

内在关联是什么，如何理解与应对这种不确定性

及复杂性；健康与疾病概念是如何建构的，社会

多元主体如何参与到流行病知识生产与媒介实践；

疫情中的病毒传染、信息传播以及社会行为调整

的互动耦合机制是什么，对流行病传播不确定性

有着怎样的作用；人际交往、公众参与、社会行

为的媒介化进程对流行病防控提出了怎样的新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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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新挑战、新机遇？

一、如何看待健康：从生物性个体到媒介化建构

在漫长的公共卫生史中，人们一直在追问健

康抑或疾病的原因。在传统意义上，健康曾一度

被窄化为由市场或卫生服务部门生产和交付的个

性化商品，如基因遗传、物质消费以及生活方式

的选择，它关注的是个体，而不是社会。[9]照此推

来，疾病自然源于个体先天因素，预示着所拥有

的劣质医疗卫生资源。然而，上述强调个体性的

健康与疾病的观念，却内含着社会性的因子。因

为个体的物质消费、卫生服务、生活方式，无不

发生于特定的经济条件、社会公平、医疗体制与

文化传统。这在流行病学家苏塞（Susser）看来，

流行病学本质上是生态学的，生物体是在多层次，

互动的环境中确定的，因此在个人层面上识别风

险，无法充分解释该层面上的相互作用和途径，

也就无法吸收影响个人风险的社会力量。[10]在人类

流行病防治历程中，这种个体性思维定势长期影

响了人们对病毒病因识别的重点很大程度上放在

微生物的药物治疗上，而不是着眼于流行病暴发

之前的社会决定因素和疫情监测预防。[11]这种过度

专注于将人群或群体中的患病个体与健康个体区

分开的研究，无疑会错过重要的疾病决定因素，[12]

不仅影响了流行病防控与公共卫生安全，还制约

了公民健康福祉以及社会公平进程。

近年来，“社会流行病学”（Social Epidemiology）

的兴起，为人们超越原有单一、狭隘的健康、疾

病观提供了崭新的视角。作为流行病学的一个分

支，社会流行病学专门研究社会结构因素对健康

状况的影响。[13]在该理论看来，社会因素作为疾病

起因和构成要素，[14]所有疾病均可视为生物和社会

过程的产物，我们需要秉持更加包容的态度看待

它，[15]要意识到社会、政治、行为和环境因素都影

响着流行病的发生[16]。这种观点强调了这样一个事

实，即健康和疾病不仅受到个人因素的影响，而

且还受到群体或社区层面的因素的影响。[17]也就是

说，健康与疾病的概念并非单一的身体性、心理

性及生物层面的概念，而是有着深刻的理论内涵

与外延，并且事关生态环境、社会公平、政治制

度乃至文化传统的复杂系统。因此，我们对流行

病的认知，不应局限于单一的医学和生物学的

“近端”视野，还需要将其置于更加广延的多学科

视角与众“远端”要素中加以考察：不能仅仅关

注公共卫生、疾病救治及卫生防疫，还应当在创

造更加富足、发达的经济条件，公平、和谐的社

会环境，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以及开放、包

容的舆论氛围等领域协调统筹、综合发力。

由此，“社会流行病学”提醒了我们将社会科

学重新纳入生物医学领域的重要性，[18]它认定了解

人类行为是理解流行病传播的关键途径之一，认

为有必要将人口构成、人员流动、交往模式等社

会复杂性纳入流行病学研究模型，从而开创了更

加宽阔的理论视野、更加开放的学术旨趣以及更

加多元的研究路径。这种开放性与包容性不仅表

现在研究范畴由单一的医学、生物学扩展到社会

结构、政治制度、经济基础与文化风俗领域，还

集中表现在公共卫生决策过程由封闭的国家卫生

管理服务机构，扩展到由社会公众、专家学者、

媒体机构等多方主体共同参与。正是在这一理论

和实践背景下，研究者们提出了“大众流行病学”

（Popular Epidemiology） [19]或“参与性流行病学”

（Participatory Epidemiology） [20]的概念。

这种“参与性”的流行病学创新运动显示了

环境正义运动和批判性流行病学对专业流行病学

家的重要影响。研究者对这一概念的理解可以划

分为两个基本维度：即作为一种“公民科学”和

作为一种“社会运动”：[21]流行病学可以看作一门

公民科学模式，是指在普通公民作为一种独立于

政府机构、专业团体的力量，参与到公共卫生知

识生产、传播，公共卫生政策阐释、理解的全过

程，从而获取健康知识话语权的现象；流行病学

还可以理解为一种社会运动类型，是指动员科研

群体、商业机构、社会个体及非政府组织等多元

主体积极参与到自然生态环境、公共卫生安全以

及重大流行病隐患识别和改善运动。而且，依据

拉图尔对“行动者网络理论”（ANT）的理解，构

成行动者网络的要素，不能仅限于人类个体及其

相互关系，还应包括非人类要素及非个体实体。[22]

因此，参与到人类健康维系与促进过程的，除了

传播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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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个体及社会因素，医疗卫生科学技术亦发挥

着重要功能，对健康，医学和社会具有变革性的

潜力。特别是在信息技术、人工智能与医疗卫生

融合发展的当下，改变的不仅仅是临床医学的诊

断方法以及医疗服务的提供方式，更重要的是可

以实时生成和捕捉大量健康数据，为分析疾病发

生模式和健康驱动因素（尤其是健康的社会决定

因素），并在此基础上开发智能型健康防疫系统奠

定了基础。[23]

可见，流行病爆发的潜在不确定性与人类行

为的极端复杂性，已经远超任何单一学科体系的

知识框架，亦非传统、封闭的卫生防疫系统所能

独自应对。人们对流行病的认知和应对必定是流

行病学与文化、医学与政治、科学与社会的混杂，

流行病学将始终与健康知识生产与传播的公共问

题以及社会治理制度及实践的政治问题紧密纠缠

在一起，或者说流行病学和医学本身就是一种社

会、交流和政治现象。[24]而且，流行病学研究、监

测及健康知识生产同样不是在社会、政治与文化

的真空中进行的，而是发生在特定的组织机构、

制度框架、惯例传统以及同社会互动博弈的过程

之中。如果不与现有国家治理系统集成，或者健

康知识无法被公众知晓与接纳，流行病研究及卫

生防疫体系也就无法发挥应有的社会功能。因此，

健康与疾病概念阐释之中，本身就具有社会性、

建构性、参与性的因素，也就是说，媒介深度参

与了健康、疾病概念生成与传播的过程，规制着

人们对其内涵与外延的理解与建构路线。这种概

念理解方式的持续演进，也必将推动流行病学理

论体系与卫生防疫实践模式的双重变革。

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社会有效应对流行病

的能力不仅取决于流行病学专家知识，还取决于

其他种类的专业知识，并且涉及旨在将健康知识

转化为实际行动的政治制度、社会参与以及媒介传

播。[25]而上述社会流行病学抑或参与性流行病学，

恰恰致力于从关注医学、生物学意义上的社会个体

到统观“生物政治”（Bioplitics） [26]、“生物传播”

（Biocommunicability） [27]、“生物伦理”（Bioethics）、

“生物技术”（Biotechnology）意义上的社会治理结

构、健康知识生产、社会伦理道德以及健康保障

体系的转型。这种流行病学理论范式的演进，来

源于日益复杂化的公共卫生工作现实需求，也必

将推动流行病防控实践的深度变革。而在流行病

学理论与实践系统中，信息与媒介无疑处于非常

基础、核心的地位，也是多元主体参与流行病防

控的介导因素与潜在力量。若对其进行深入解读，

则离不开对信息与病毒的传播结构和互动机理进

行深入解析。

二、怎样理解“传染”：病毒、信息与社会行为

的耦合互动

病毒是自然界的固有现象，也是人类社会的

伴生物。病毒存在并不必然影响公共健康，在二

者之间还存在众多中间变量。特定病毒在某些人

群中引起大流行，而在其他人群中却几乎没有传

播，人群之间的社会差异可能是造成这种情况的

原因之一。[28]也就是说，在造成病毒传染的动态网

络模型中，除了病毒自身的传播、变异，外界温

度、湿度等自然条件的变化，疫情信息扩散及其

引起的社会行为变迁都将深刻影响着病毒的传播

曲线。这些影响因素不仅包括医疗技术水平、疾

病防控体系、人口流动控制、政策法规制定、国

家治理能力等宏观层面，还包括疫苗研发使用、

社会距离调整、预防措施采取，以及个人卫生、

饮食结构、生活习惯的改变等微观因素。比如，

据美国 《科学》杂志报道，在此次疫情防控中，

中国政府采取的诸如武汉封城、社区封闭等空前

的限制人口流动举措，使中国大陆流行病高峰期

推迟了 3到 5天，并使世界其他国家与地区输入

性确诊病例减少了近 80％。[29]这是国家治理能力、

社会动员水平及人口流动控制等宏观因素对流行

病防控直接影响的体现，印证了中国为世界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所作出的重大牺牲与贡献。

梳理人类流行病发生史，不难发现人类行为

与传染病的传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毕竟，传

染病的传播取决于同另一位受感染的个体或与外

部环境的接触，疾病的扩散程度取决于这种社会

接触的强度和速率。[30]而个体接触行为的改变，则

又很大程度取决于流行病信息的发布、接收与理

解，并据此而展开的社会行为的调整。可见，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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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病毒传播与公共健康互动关系模型

图 2 流行病传播与信息扩散耦合网络示意图

传播与社会

毒传染、信息传播、思想影响、行为调整等因素

都与公共健康深度耦合在疫情爆发的全过程，所

谓“疫情”，就是病毒之“疫”与信息之“情”的

交叉影响与统合互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研

究者将生物性病毒传染之外的谣言传播描述为社

会性的“思想传染”。[31]《麻省理工科技评论》则

将新型冠状病毒传染定性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真

正的社交媒体“信息疫情”（infodemic）。[32]其所

谓“信息疫情”，是指网上有过多真假不一的各种

信息，可能导致人们在需要帮助时，找不到正确

的指引，反而可能被虚假信息所误导。

由图 1可见，病毒传播与公共健康的互动关

系包含两个基本循环：其一，当病毒传染爆发时，

疫情信息便会通过公共卫生体系以及民间信息渠

道开始传播扩散（a1），若流行病疫情信息足够公

开、透明、准确，则可以使民众有据可依、有章

可循，并且及时调整社会行为，扩大交往间距，

积极采取戴口罩、勤洗手、常消毒等避险行为

（a2），从而有效预防、延迟甚至阻断病毒的传播，

最终促进了公共卫生安全（a3）；而卫生防疫机制

的健全、公众健康意识的增强还会从根本上遏制

流行病现象发生，形成正向良性循环。另一种情

况是，当疫情发生后，由于信息披露不及时、不

充分甚至不真实，不仅会延误疫情的果断处置，

错失流行病防控窗口期，从而造成社会人口和经

济巨大损失；还会因为真相的缺席，诱发各种谣

言的传播（b1），造成民众恐慌与社会失序（b2）。

此时，对个体及社会造成严重伤害的，不仅是病毒

在人与人之间生物意义上的传染，及其造成的疾病

与死亡，还包括由疫情引发的社会恐慌所带来的次

生灾难（b3），甚至后者往往比前者造成更为严重

的危害，而且二者的交织叠加还将反作用于流行

病防控，如若控制不当或将造成疫情失控（b4）。

通过以上对流行病微观传播机制分析，我们

不难发现在该模型诸要素中，疫情信息的监测、

发布以及社会公众的接受、理解无疑处于基础性、

关键性和中介性环节，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

流行病防控工作成败。这不仅因为获取及时、准

确、有效的疫情信息，是公共卫生体系启动应急

响应以及普通公众调整社会行为的重要前提和依

据，还因为流行病传播与疫情信息扩散具有高度

的同构性，并且在流行病爆发过程中互动演进、

叠加共振。近年来，学者们通过对流行病传播与

信息扩散的梳理，逐渐认识到生物性病毒传染和

社会性信息传播之间存在错综复杂的协同进化与

互动关系。[33]这两种既同构又异质的传播动力学类

型之间的耦合交互作用，已经成为当前流行病学

最前沿与热门的研究领域。

为了更好的说明病毒传播与信息扩散两种网

络的互动耦合机制，我们将鲍赫、伽尔伐尼提出

的“信息与病毒互动耦合网络结构” [34]以及芬克、

詹森提出的“疾病与意识（信息）传播动力学模

型”[35]进行了综合，绘制了流行病传播与信息扩散

耦合网络示意图（图 2）。可见，传染病在人群中

的流行、谣言在社会中的扩散等，都可以看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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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从某种规律的网络传播行为，而每一社会个体

则同时是这种病毒传染与信息扩散网络中的一个

节点，节点之间的线段代表个体之间的相互关系

（其中实心线段代指人际病毒传染，虚心线段代指

疾病信息扩散）。

由于流行病传播高度依赖于网络结构，因此

了解这种网络结构对发现和预测流行病传播具有

重要意义。[36]与一般网络传播现象相比，流行病传

播网络结构的特殊之处在于：病原体不仅导致了

直接性人际传染，还引发了间接性信息扩散，这

两种传播行为不会局限于单一、静态、割裂的网

络结构中，而是呈现出一个动态的交叉耦合与协

同演进过程。病毒传播网络（A）上的接触感染与

信息扩散网络（B）上的社交影响相互作用，产生

了一种复杂多元的“病毒 /信息交叉耦合网络”

（C）。[37]在这一复杂网络拓扑结构中，病毒传染、

信息扩散和思想影响、行为调整等多重要素杂糅

运行，显著地影响了整体与局部网络传播格局。

例如，耦合网络中多种因素的叠加共振，将造成

融合网络传播效力远超单一部分的总和，这无疑

显著增加和放大了流行病传播的确定性，为卫生

防疫工作及公众合理避险带来了诸多挑战。由此

可见，流行病防控不仅仅是一个如何提高治疗水

平的医药卫生问题，更是一个如何切断病原体传

播网络的社会治理问题。它需要我们在流行病科

学研究与防控实践中，能够跳出既有单一、线性

的因果关系链，进而树立复杂性、生态性及相关

性的思维模式。

而且更重要的是，这种耦合网络众要素之间

的协同进化与相互作用不仅导致了疾病传播阈值

的改变，还促使了人们社会行为的调整，最终将

改变流行病的传播曲线。[38]比如，有研究者通过数

学建模及实证研究得出，当信息传播缓慢时，传

播网络对疾病扩散影响较小；而当信息传播快速、

高效时，则可以有效控制流行病传播范围。因此，

势必存在一个最优的疾病信息传播速率，保持该

速率有助于将疾病规模控制到最低水平。 [39]然而，

由于细菌、细胞、互联网以及社会交往等大多是

复杂网络系统及“无标度网络”（又称“无尺度网

络”，scale - free networks），[40]各节点之间的连接呈

现为幂律分布特征：网络中只有少数节点拥有极

多连结，而大部分节点只和较少节点连接。因此，

在疫情信息传播网络中，当网络连结数量众多的

“集散节点”（见图 2“病毒 /信息交叉耦合网络”

中的“P”节点）受控时，这种网络连结的不均衡

性可能造成疫情信息传输的速率相对不足，或将

引发由于信息传播不及时而导致传染面扩大的情

况。于是，作为网络集散节点的大众传媒以及社

交网络中的意见领袖，在疫情信息传播过程中发

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

一对一的社交媒体以及一对多的大众传媒同样是

高度交叉融合、互构互嵌而难以人为分割的，这

就为保持必要的疫情信息传播速率创造了技术条

件。有研究发现，正是由于足够强度的疫情报道

促使个体产生自我保护行为，从而降低了社会个

体接触传播的概率，以致媒体报道数量增加 10

倍，将使感染人数下降 33.5%。[41]可见，有效运用

媒介与信息便成了社会个体进行自我保护、免于

病毒侵害的一条必然途径。从这个意义上讲，流

行病传播本身即为媒介化的，媒介不仅作为疫情

信息传播渠道与交流中介，深度嵌入到病毒传播

扩散与社会沟通交往过程，并且作为交叉耦合网

络的有机型构，反作用于流行病传播曲线与社会

行为调整，从而影响了疫情防控的走向。

三、何以防控疫情：流行病防控中的媒介实践

近年来，英国伦敦大学媒体与传播系教授尼

克·库尔德利提出并发展了媒介研究的“实践范

式”，认为研究者应当将考察的重点由媒介文本或

媒介制度，转移至更加宽泛、开放的“媒介实

践”，即“人们用媒介做些什么”（What people do

with media?）。[42]在他看来，人们不仅使用媒介传播

知识，运用媒介思考分析，更利用媒介参与社会

创造。而依据吉登斯对“制度”的界定，认为制

度既包括社会实践的框架、规则与流程，也包括

物质性或象征性的实践资源运用。[43]同样，作为一

种制度现象的媒介实践，不仅可以视作一种媒介

与社会资源的统筹运用，还可以理解为一种规则

建构与关系转型。具体到流行病防控而言，媒介

实践不仅为考察社会个体获取并传播疫情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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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健康知识生产传播与社群讨论，进而促进行

为调整与自我保护，最终迟滞甚至阻隔病毒传播

创设了研究视域，还为探讨信息传播与人际交往

如何嵌入到广泛的权力关系，进而引发社会结构

转型与社会秩序变迁提供了理论参照。从这个意

义上讲，依托于现代通信技术的媒介实践为流行

病防控开辟了一条“双向通路”，[44]从而改变了流

行病监测、预防及社会行为模式，并为流行病防

控的媒介化进程提供了物质基础。这主要表现在：

一方面，流行病防控的媒介实践促进了健康知

识生产流通体系变革。正是在认识到信息与媒介在社

会交往以及疾病防控中的重要作用，流行病学家布

里格斯等提出了“生物传播”（Biocommunicability）

的概念，指称“对健康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和流通

的一套规范及假设”。 [45]他认为全球流行病监测实

践表明，健康知识生产流通的实用层面正在发生

变化。因此，我们需要关注不同的流行病学参与

主体处于什么位置，采取何种方式，使用何种技

术，传播哪种类型的健康知识，并且产生了怎样

的实际效果。[46]对于当今的信息社会而言，这种变

化则集中表现在健康知识生产中的媒介实践中。

在数字媒介技术的赋权效应下，普通公众获得了

健康知识生产、参与及共享的机会。新媒介的运

用不仅加快了作为“信息流”“想法流”的健康

知识在社会成员之间的扩散，从而促进了健康社

会、“智慧社会”[47]的形成；还有利于打破医疗卫

生专家系统的知识生产垄断，使其同民众之间建

立了一种新型的互动关系，形成了一种动态的对

称与平衡。[48]这种专家体系与公众参与之间的竞合

关系，以及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过程，一方

面促进了健康知识公共领域的透明化、参与化与

民主化进程，有助于提升公共卫生决策过程的公

开、公平、公正水平；但同时也对增强医疗专家

和防疫机构的权威、提升公共卫生体系的凝聚力

和流行病防控政策执行力施加了阻力。二者之间

的这种内在张力已经成为了当下卫生防疫工作不

容忽视的新问题、新挑战，如何在保证卫生防疫

领域专业权威和执行效率的同时，提升多元主体

的充分、有序、高效参与，构建一个流行病防控

的行动共同体，是全社会都需要认真思考与着力

解决的话题。

另一方面，对于流行病防控实践有着更加直

接推动价值的，则在于对人们运用各种媒介进行

健康知识生产与社会交往实践过程中所产生的数

据痕迹与信息资源的有效运用。比如，有研究者

在社交网站、生活服务平台和健康新闻报道等信息

流中发现了大量关于流行病传播的有价值信息。[49]

这些基于新闻媒体、社交网络的碎片化数据信息，

不仅为传统公共卫生监测渠道提供补充性流行病

学情报，从而对新出现的流行病隐患形成更全面、

更及时的观点；而且还可以提供最新疫情的本地

化信息支持与态势感知，以提高公众对流行病传

播的认知、理解和行动能力。据了解，目前世界

卫生组织的全球疫情预警和反应网络所进行的大

多数疫情信息搜集与核实，都是由这些非传统来

源与渠道的报告所触发的。[50]

鉴于此，越来越多的公共卫生学家正在尝试

采取网络数据挖掘与可视化、信号追踪与全球定

位以及人工智能等技术，通过监测新闻信息流和

网络搜索流来进行数字化流行病监测，以求能够

提前锁定流行病爆发区域、时间和疾病类型，并

进行有针对性的防疫干预和应急预警。比如，美

国公共卫生协会和加州旧金山斯科尔（Skoll）全球

威胁基金共同创建了一个名为“健康地图”的流

行病疫情实时报道网站，该网站不仅统合了政府

卫生机构、非政府组织以及新闻媒体等各种疾病

信息源，而且还鼓励社会个体通过每周报告自己

的健康状况来充当潜在疾病的“哨兵”。 [51]流行病

研究人员还通过挖掘谷歌搜索信息、Twitter用户发

帖、电子健康记录等数据来源，采用多元动态回

归方法对美国波士顿都市圈流感传播进行监测。

实验结果显示，该系统可提前 1周左右准确预测

大规模流感传染。[52]另一组研究者利用谷歌搜索数

据监测了美国 9个公共卫生区域的流感爆发百分

比，其预测结果也比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发布监测报告提前了 7天。[53]但可惜的是，

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美国政府不仅未对

此类流行病预警信息给予应有的重视，甚至出于

政治和经济利益考量对其进行了选择性忽视与压

制，最终酿成了疫情暴发进而失控的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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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病防控的难点与关键在于准确检测、及

时追踪感染病源及其密切接触人群，并最大限度

对其进行隔离控制与集中治疗，从而阻断流行病

传播扩散的链条。于是，运用数字信息技术，通

过手机应用软件对感染病例进行追踪定位，正在

成为中国、新加坡、德国、英国等国家应对新冠

肺炎疫情的重要举措。比如，在我国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过程中，无论是国家层面强力推行“健康

码”应用程序，在社交媒体开设疫情信息直报窗

口，还是高德、百度及 《南方都市报》等机构利

用自身数据优势，开发出确诊病例活动轨迹、人

员迁徙热力地图、交通工具满载查询等辅助功能，

以及兰州大学科研人员开发的“新冠肺炎全球预

测系统”，都向社会提供了实时、便捷、直观的数

字化防疫工具。这些案例充分说明，如果数据足

够准确、渠道足够可靠、算法足够科学，来自互

联网的众筹性数据信息与技术工具，在流行病防

控中将发挥着愈发重要的作用。

可见，基于媒介实践和信息挖掘的流行病监

测预警系统具有实时发现、快速传播、精准定位、

高效干预以及低风险、低成本运行等优点。大数

据学家阿莱克斯·彭特兰将这种旨在描述信息和想

法的流动与人类行为之间可靠关系的数字监测技

术称为“社会物理学”。[54]相较于基于医学临床数

据的传统流行病监测，数字化流行病监测方式注

重对“非正式”或“非官方”数据的使用，某种

程度上已经成为公共卫生监测的关键。[55]于是，在

这个高度信息化、媒介化的时代，流行病防控最

紧迫的任务之一，便是如何科学、高效地利用数

字媒介，为应对潜在的流行病传播风险做好理论

和技术准备。这对人类社会而言，可能意味着

“可控边际损失和巨大生命损失之间的区别”。[56]从

这个意义上讲，健康知识生产与疾病信息传播就

是“流行病控制的核心”，而知识交流与信息传播

的失败则与“流行病反应失败重叠”。[57]

不过，我们在看到数字化流行病监测体系巨

大优越性的同时，还要对这种疾病数据采集分析

模式所存在的先天缺陷与实践误区保持清醒的认

识。因为该系统的准确监测与实时预警，高度依

赖于一些必要基础和前提条件，尤其是公开、透

明、高效的公共卫生安全信息报告、发布及解读

制度。如若重大疫情信息公开机制受损，流行病

信息媒介流通渠道不畅，甚至存在疾病信息扩散

受控、压制的情况，此系统将犹如“无米之炊”，

无法正常发挥监测及预警功能。此外，由于网络

数据具有大容量、低密度、低价值、非结构化等

特点，其间充斥着大量有偿发帖、付费广告，以

及各种生活俚语、文化隐喻以及同义置换等现象。

这些“数据过载”与“数据噪音”[58]甚至非法谣言

等现象的存在，不仅对于流行病信息区分、数据

挖掘规则以及分析算法模型都提出了严峻挑战，

影响该系统的高效、准确运行；还容易发生由于

信息失真、快速散布而导致社会恐慌与动荡，产

生严重的次生灾害。对这一问题的解决，不仅需

要大力发展“大数据 +人工智能”的监测技术，

完善数据挖掘、清洗与分析算法，改进流行病传

播动力学模型，更需要积极提升社会公众的参与

意识及媒介素养，进而建构一种政府统筹、专家

决策、公众参与、技术支撑、多元主体协同的流

行病防控体系。

四、数字转型反思：流行病防控媒介化的社会

影响与伦理审视

基于近年来媒介化流行病防控理论探索和实

践经验，研究者使用了“健康传播”（Health com-

munication） [59]、“数字监控”（Digital surveillance） [60]、

“基于互联网的生物监视”（Internet-based biosurveil-

lance）[61]、“数码流行病学”（Digital epidemiology） [62]、

“数字健康及参与流行病学”（E-health and partici-

patory epidemiology） [63]等概念，来描述将网络信息

技术与数据建模分析用于流行病研究与监控的新

模式。可见，媒介化、数字化的社会参与已经深

度浸入到公众健康知识生产、公共卫生体系建设、

重大疫情监测处置的全过程，并已成为在当下新

的技术背景与交往形态下，开展卫生防疫工作不

得不察的重要因素。而依据夏瓦对“媒介化”概

念的理解，媒介对于社会转型和文化变迁的影响，

并非媒介对于其他社会型构的“殖民化”， [64]而是

不同社会要素、参与主体、权力结构之间的关系

重组与调整。因为媒介通过建构一个共同的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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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从而将不同的社会型构彼此连接，而当其

所秉持的不同逻辑在一个“脱域性”[65]的媒介场域

内发生重合甚至碰撞时，随之将可能促成制度框

架、社会实践与主体关系的转型与变迁。由此看

来，这种基于社会参与的健康知识生产机制以及

基于数字技术的流行病监测机制，由于将病毒信

息、政府机构、国际社会、专家体系、普通民众、

媒介技术、制度文化等要素吸纳、并置于同一个

赛博空间，众多行动者之间的竞争、互动与博弈、

融合或将从多个维度深刻影响着公共卫生政策制

定、卫生防疫体系建设、社会伦理道德建构，甚

至还将关系到卫生防疫跨国沟通协作与国际社会

关系，具体表现在：

其一，重新界定了流行病信息与数据来源。

在当今信息社会，有关外部世界的风险信息越来

越多地以数字信号的形式加以呈现，而不再仅仅

产生于统计分析过程。相较于依赖医学观察、临

床数据、线下调研等信息来源的传统卫生防疫机

制，“社交媒体和互联网数据是这种新的监测模

式的核心”，[66]这从根本上改变了现代疾病监控体

系的基础与关键———数据收集、信息传达和传播

干预。其二，重新建构了公共卫生安全主体关系。

在数字信息技术的中介与推动下，政府机构、学

术团体、技术公司、新闻媒体、非政府组织以及

普通公众等多元主体结合成为一个有机、互动的

行动者网络，形成了一个“由不同参与者生产和

流通健康知识与疾病信息的生态系统”， [67]从而打

破了此前封闭、固化、单一的公共卫生安全体系

架构。其三，深刻影响了卫生防疫系统决策机制。

由于采用实时性、众包性的互联网信息数据抓取、

分析与传输，疫情信息将得以避免繁琐、耗时的

医学验证与审批过程，[68]不仅有效缩短了社会应急

响应时间，还反过来促进了卫生防疫政策制定过

程的公开与透明，从而增加了社会参与因素的权

重系数。其四，改变了社会及个体的风险感应系

数。社交媒体、智能传播等现代化信息通信技术，

大大增加了流行病信息的曝光率和可见度，这无

疑将影响全社会的风险感知水平，并吸引更多的

应急物资、公众关注、科研教育等公共资源，从

而影响了卫生防疫体系进行疾病评估与政策制定

的优先等级。而且，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日益加快

以及信息传播和交通运输技术的迭代发展，流行

病疫情传播早已超越传统国家领土范畴，成为了

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共同挑战，这必将倒逼国家及

地区之间、国家与非政府组织之间携手开展流行

病防控，共建共享疫情信息报告发布平台，这也

为建立基于信息技术的流行病防控新机制创造了

客观条件。由此可见，一个真正公开、透明、高

效与可访问的流行病监测信息系统之所以重要，

不仅因为它决定了流行病信息监测的成效，还在

于它可以帮助公众克服现有的地理、组织和社会

对信息的障碍，从而在全球公共卫生安全领域实

现更大的赋权、参与及合作。

同时，我们还应看到数字化的流行病防控措

施还存在较大的伦理风险与道德困境。这种困境

主要体现在政府向其公民提供某种程度保护的公

共卫生保护责任，与尊重个人权利、自由与之间

如何取得平衡。[69]然而，由于公共卫生伦理是一门

关注公众或整体人口健康的学科，而不是关注个

人。而且，公共卫生的核心价值和具体实践往往

要求个人服从公共利益，当公共福利和福祉的代

价甚至前提是侵犯个人隐私、选择和自由时，必

然会出现紧张和权衡。[70]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中投入应用的确诊病例活动轨迹定位追踪技术，

在广受平台用户好评的同时，亦引发了人们对其

或将引发病毒感染者“污名化”[71]以及侵犯个人隐

私权的担忧。有研究者提出，全社会应当高度关

注这种危及个人隐私的技术风险，呼吁在对个人

健康数据、行程轨迹信息等内容分析使用过程中

开展必要的社会讨论与伦理审查，并且从三个方

面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基本关系：寻求集体利益与

个人权利之间的平衡；确定侵犯人权行为并评估

消极影响的方法与技术；保护个人权利与促进健

康之间的联系。[72]而且，还要通过建立健全相关工

作制度与操作规章，明晰数据挖取领域、使用范

围、保密条款等内容，确保信息监测及时、准确、

高效的同时，处理好保障个人隐私权利与保证公

共卫生安全的内在矛盾。

另外，还需引起警觉的是，当社交媒体成为

人们获取信息的主渠道时，疫情信息必将借助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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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得天独厚的媒介平台，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全

球传播各种真假信息。这不仅造成了一种高度不

确定的环境，加剧了人们的焦虑情绪，甚至还将

引发疫情发源地之外国家与地区的“种族主义倾

向”。[73]此次新冠病毒在欧美国家社交网络乃至传

统媒体引发的对华负面舆论，不仅伤害了当地华

人群体的情感、利益乃至人身安全，还为流行病

防控国际合作蒙上了一层阴影。为此，世界卫生

组织（WHO）多次在其新闻公报中呼吁，各国要

加强对“新冠肺炎”疫情出现以来在社交媒体蔓

延的“信息疫情”的管理，有效运用算法过滤、

人工筛查等多种途径，加大对涉及新型冠状病毒

信息的事实核查力度，避免这种负面信息、恐慌

情绪及种族主义、孤立主义对全球流行病防控大

局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甚至引发次生灾害。

五、结论与反思

综上所述，人类社会行为的复杂性与流行病

防控的不确定性高度相关。公共卫生安全体系某

种意义上即建构在对社会行为复杂性及疫情传播

不确定性所引发的潜在风险进行监测、研判与防

控基础之上。而在影响流行病防控不确定性的众

多因素之中，日益加深的社会、政治与文化的媒

介化趋势处于关键地位，这是因为：一方面，媒

介与信息嵌入了病毒传播扩散以及社会行为调整

过程，建构了一个交织叠加、互动共振的“病

毒—行为”耦合网络，从而影响了病毒传播曲线、

扩散范围及危害程度；同时，社会个体通过媒介

获取、分享与运用疫情信息，则在客观上为流行

病监测提供了新型数据资源及预警渠道，并促发

了“数字流行病学”的研究模式与实践路径。另

一方面，媒介作为制度性因素参与到健康知识生

产传播、健康概念社会建构过程，为社会多元主

体围绕疫情防控进行话语建构、意义协商、制度

博弈提供了数字化的公共场域，从而促进了行动

者关系及权力结构的调整变革。也就是说，由于

媒介化概念兼具社群（关系）属性与技术（资源）

属性，则为流行病防控提供了一条“双向通路”，

其本身亦具有了一种“双重逻辑”：即立足公众参

与、社会支持的“社群逻辑”与追求科技应用、

精准防控的“技术逻辑”。因此，流行病防控的媒

介化转型成为了信息时代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重

中之重，必将促进流行病学理念、防控参与主体、

信息数据来源、监测分析技术等领域的系统变革，

具体而言：

在防疫理念上，应当认识到人类的健康与疾

病，固然有个体、生物和医学因素，但更体现在

社会、技术与文化层面。因为流行病防控不仅关

系到国家安全与社会安定，还关系到每一社会个

体的生命安全和切身利益，所以天然是社会性、

参与性的。由此，流行病学的中心问题就由关注

个体生物健康，置换为社会条件如何影响个人和

人群的健康及疾病模式。而通过严格审查社会学

背景，生物学机制，风险要素积累以及最佳干预

时机等问题，就有希望找出社会结构影响公众健

康的方式。[74]从这个意义上说，媒介化概念则为我

们在一个更加宏观性、辩证性、生态性的视野来

看待流行病现象，并且反思这种关注焦点的转移

及理论范式的切换提供了一个理论支点，对于推

动卫生防疫理念与疾病防控体系深刻变革有着重

要参考价值。

在防疫举措上，应当意识到在当今这个数字

化、媒介化的社会，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以

及社交媒体、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

革新了物质生产、人际交往、社会行为模式，推

动了文化、政治与社会的媒介化进程，并且深刻

改变了健康知识生产沟通过程以及流行病防控的

外部环境。可以说，数字化、媒介化社会同传统

社会的重要区别之一，就是决策依据由先前的主

观意识经验转变为现在的客观标准数据；治理模

式由传统的科层分布、条块分割到扁平化、融合

化的社会网络；治理重心由补救性的“后端管理”

转向预防性的“前端预警”。 [75]因此，当流行病数

据来源愈发多元化、分散化，监测形式愈发信息

化、数据化，参与主体愈发个体化、多元化，这

种媒介化参与机制必将对公共卫生政策制定、疾

病监测预警机制，以及社会个体风险感知、社会

行为模式调整等带来深远影响，而流行病防控的

媒介化进程，则成为了当今媒介化社会的必然趋

势。同时，还需明确的是，流行病防控的媒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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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知识生产的参与化，并非对卫生防疫专家研

判的忽视、弱化甚至取代，而是为其提供了一种

新型的数据来源、一种高效的预警方式和一种科

学的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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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ediatization of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院 Based on the co-evolution of virus, in鄄
formation and society

Zhao Libing

Abstract: The uncertainty of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s highly related to the complexity of human social be-

havior. There are two basic ways to deal with this uncertainty: community orientation and technology orientation. Since

the concept of media has both social (institutional) attributes and technological (resource) attributes, it indicates an im-

portant direction for the reform of the concept and practice of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The mediatization of

society, politics and culture makes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ediatization. As a con-

stituent element, communication channel and material resource of public health security system, media is regulated

and restricted by the health and epidemic prevention system. At the same time, the media of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ystem also shapes the public health security system and the epidemic prevention system itself. Mediated con-

cept for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provides a bi-directional path: on the one hand, media and information em-

bedded in the spread of the virus spread, and social behavior adjustment process, constructing the interactive coupling

network "virus - behavior", influence the spread of the epidemic dynamics characteristics, and provides a new digital

epidemic monitoring data sources and channels of warning; On the other hand, as an institutional factor, media partici-

pates in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health concept and the produc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health knowledge, providing

a public field of discourse competition, meaning negotiation and institutional game for social actors, and promoting the

adjustment of subject relations and the reform of power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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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元宇宙”横空出世：互联网进化的未来形态初露端倪

不知不觉中，“元宇宙”（Metaverse）正在成为人们口中的热词、产业界的

“风口”。那么，什么是“元宇宙”呢？“元宇宙”一词出自作家 Neal Stephenson

的科幻小说《雪崩》。在这本小说中，人类通过“avatar”（数字替身），在一个虚

拟三维空间中生活，作者将那个人造空间称为元宇宙。它脱胎于现实世界，又与

现实世界平行，就像《头号玩家》中的“绿洲”那样。从构词上看，Metaverse

一词由 Meta和 Verse组成，Meta在希腊语中表示“对……超出”，verse代表宇宙

（universe），合在一起的意思就是所谓“超越现实宇宙的另一个宇宙”，具体地

说，就是指一个平行于现实世界运行的人造空间。根据维基百科的解释，元宇宙

Metaverse被定义为“一个集体虚拟共享空间，由虚拟增强的物理现实和物理持

久的虚拟空间融合而创造，包括所有虚拟世界、增强现实和互联网的总和”[1]。

元宇宙并不是一款游戏产品，它之所以如此激动人心，是因为它被认为是互

联网进化的未来。互联网界目前对于元宇宙的共识是：它是从互联网进化而来的

一个实时在线的世界，是由线上、线下很多个平台打通所组成的一种新的经济、

社会和文明系统。比如，《头号玩家》中的主角会在“绿洲”里线上买装备，线

下收货；无数人线下挣钱就为了买线上的装备，更有人在“绿洲”里为“IOI公

司”线上打工挣钱；等等，都是比较典型的元宇宙作为“新的经济、社会和文明

形态”的特征。长期研究元宇宙的风险投资家 Matthew Ball提出了决定元宇宙的

几个关键特征：1.元宇宙必须跨越物理世界和虚拟世界；2.形成一个完全成熟的

经济体；3.提供“前所未有的交互性”（用户通过创建的虚拟形象在元宇宙中实

现与现实相近的交互体验）。4.更关键的是，元宇宙将由许多不同的参与者以去

未来媒介的进化逻辑:“人的连接”的迭代、
重组与升维
———从“场景时代”到“元宇宙”再到“心世界”的未来

喻国明

摘要 本文认为媒介是连接人的全部社会关系的纽带袁 而媒介迭代之 野新冶 就意味着为这个纽带的连接提
供了新的尺度尧 新的内容和新的范式遥 在此基础上文章探讨了未来媒介的进化逻辑袁 具体分析了从 野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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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化的方式运营，而不归属于某个公司。扎克

伯格也对这一观点表示认同，他认为元宇宙必须

具有互通性和可移植性：“你有自己的虚拟化身以

及虚拟物品，可以瞬间移动到任何地方，而不是

被困在某家公司的产品中。”像 W3C万维网标准

协议一样，元宇宙需要构建一个通用的协议让每

家公司在共同且互通的宇宙进行开发。[2]

具体地说，元宇宙是一个虚拟与现实高度互

通、且由闭环经济体构造的开源平台。尽管目前

互联网业对于元宇宙的最终形态还没有一个定论

及详尽的描述，但人们公认元宇宙具有如下四大

核心属性：

1.与现实世界的同步性与高拟真度遥 元宇宙虚
拟空间与现实社会保持高度同步和互通袁 交互效
果逼近真实遥 具有同步性和高拟真度的虚拟世界是
元宇宙构成的基础条件袁 它意味着现实社会中发生
的一切事件将同步于虚拟世界袁 同时用户在虚拟的
元宇宙中进行交互时能得到近乎真实的反馈信息遥

2.开源开放与创新创造遥 开源开放是指技术开
源和平台开源袁 元宇宙通过制定 野标准冶 和 野协
议冶 将代码进行不同程度的封装和模块化袁 不同
需求的用户都可以在元宇宙进行自主创新和创造袁
构建原创的虚拟世界袁 不断拓展元宇宙边界遥

3.永续发展遥 元宇宙平台的建设和发展不会
野暂停冶 或 野结束冶袁 而是以开源开放的方式运行
并无限期地持续发展遥

4.拥有闭环运行的经济系统遥 在元宇宙中袁 用
户的生产和工作活动的价值将以平台统一的货币

形式被确认和确权袁 用户可以使用这一货币在元
宇宙平台内进行消费袁 也可以通过一定比例 野兑
换冶 成现实生活中的法定货币遥 毫无疑问袁 经济
系统的闭环运行是驱动和保障元宇宙不断变化和

发展的动力引擎遥 [3]

概言之，基于互联网的发展和技术迭代的支

撑，元宇宙通过沉浸感、参与度、永续性等特性

的升级，并激发多元主体采用诸多独立工具、平

台、基础设施、各主体间的协同协议等来支持元

宇宙的运行与发展。而随着 AR、VR、5G、云计

算等技术成熟度的巨大提升，元宇宙便有望逐步

从概念走向现实。

二、“新媒介”嬗变的核心逻辑：媒介是连接人

的全部社会关系的纽带，而媒介迭代之“新”

就意味着为这个纽带的连接提供了新的尺度、

新的内容和新的范式

元宇宙问题的提出引发了我们对于传播领域

的核心概念———媒介及新媒介———的深层思考。

如何定义媒介？如何理解新媒介之新？其更新迭

代的深层逻辑是什么？可以说，对于媒介的本质

理解关系到我们对于传播、尤其是未来传播自觉

及有预见性的把握的关键。

所谓媒介（media）一词来源于拉丁语“Medius”，

意为两者之间。媒介是传播信息的组织形式，指

人类社会一切用来传递信息与获取信息的工具、

渠道、载体、中介物或技术手段及其所有形式。

如何来理解“新媒介”之新呢？从理论的渊源上

看，加拿大著名传播学者麦克卢汉“媒介是人的

延伸”的论断为重新理解媒介提供了有创见的思

路。在麦克卢汉看来：“所谓媒介即讯息，只不过

是说任何媒介（即人的任何延伸），对于个人和社

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

任何一种延伸（或曰任何一种新的技术），都是要

在我们的事务当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任何媒介

或者技术的‘讯息’都是由它引入的人间事物的

尺度变化、速度变化和模式变化。”[4]这就意味着，

媒介是人感知和经验外部世界的“中介”，即“连

接者”。它不是或主要不是指器物本身（如报纸、

广播、电视之类不过是这些连接关系的承载者，

而不是这种连接关系本身），而是由其关联起来的

全部关系和意义的总和。从本质上说，任何一种

媒介技术都是对于人的社会关系与关联的一种形

式构造，人的任何社会关系的发生、维系与发展

都依赖于作为中介纽带的媒介。因此，人类社会

的一切媒介，本质上是其社会关系的隐喻，它构

造了社会，而其任何意义上的变化与迭代，则在

相当大的程度上引发和促成社会的变革与迭代。

因此，正如麦克卢汉所言，“任何的新媒介都是

一个进化的过程，一个生物裂变的过程，它为人

类打开了通向感知和新型活动领域的大门”[5]。也

就是说，任何媒介技术的升级换代，其实就是人

类社会的社会关系的再造及基于这种社会关系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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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的资源再分配。显然，“新媒介”（new media）

的本质不是指具体的工具实体在实践序列上的先与

后，而是每一次传播技术改进或革命所带来的社会

联结方式的改变与拓展，即新媒介之“新”，本质

上是看它是否为人类社会的连接提供新的方式、

新的尺度和新的标准。由此，使人们能够探索更多

的实践空间，能拥有更多的资源和更多的领地，

去展示和安放人们的价值、个性以及生活的样态。

由于信息技术的革命，传播媒介的迭代也在

以一种“更高、更快、更强、更聚合”的方式进

行。在“万物皆媒”的时代，媒介正在由“传递

信息的工具”转向“关系的纽带”，由此，媒介的

形式外延被大大拓展：任何一个客观存在于人们

周围的“物”（一张餐桌、一个教育系统、一杯咖

啡、一个教堂里的讲道台、一个图书馆的阅览室、

一个油墨盒、一台打字机、一套集成电路、一间

歌舞剧场、一个议会）都可能传达信息，但它们

并不是自然而然地成为“媒介”的，它们成为媒

介的关键取决于它们所关联的社会要素对于此一

场景下的人的重要与必要程度，以及这个人基于

这种关系认知与感觉基础上的决策，由此，所谓

媒介就不再只由媒介机构和媒介实体来定义，而

是由媒介使用者来基于关系的认知来界定的了。

什么能够以“更高、更快、更强、更聚合”的方

式来帮助人们认知和定义这些关系的价值及重要

性、紧迫性呢？显然，基于数据与人工智能处理

的算法恰恰将所有这些内外部关系关联起来，进行

重要和必要性评价，并提供这种可供性给予特定场

景中的人选择与决策的“中介物”（即媒介），由此，

我们说“算法即媒介”，这是未来媒介的基本形式。

换言之，在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万物互联、

万物皆媒的新传播图景下，媒介正在发生着的系

统性的形式变迁：从有限输入源、有限时空选择、

有限内容，到无限渠道、无时无刻、无限内容，

加之个体化框架的内置，构成了一个生态级的复

杂系统，这使得传统意义上将媒介看作是信息传

递工具的认知范式已丧失解释力。媒介天然是一

种居间性的概念，这种关系联结属性随着技术发

展逐渐成为最关键的媒介形式逻辑。而构成智能

时代“基础设施”的算法则成为一种更高意义上

的媒介，它通过一系列判断架构连接、匹配与调

适价值关系，形塑认知、建构关系、整合社会。把

算法理解为一种媒介，不仅为解读算法的社会性提

供了有益视角，更高度概括了新传播图景下媒介运

作核心逻辑在于价值关系联结，对把握未来传播中

主流媒介的建设路径具有特别重要的启示意义。

三、“场景时代”是媒介作为“人的关系连接”

在现实世界的最高形式

传播技术的发展不断带来“新的媒介”，这些

新媒介表征着新的社会连接方式、尺度与标准，

使人们能够探索更多的实践空间，能拥有更多的

资源和更多的领地，去展示和安放我们的价值、

个性以及生活的样态。

一部媒介发展史，就是人类凭借媒介的升级

迭代不断地突破现实世界的限制走向更大自由度

的过程。譬如，在口语传播阶段，人类除了身体

外没有任何传播技术可以借用，需要亲身参与在

场的交流，凭借语言进行跨空间的交流、凭借记

忆进行跨时间的交流；壁画、雕刻等象征性活动

的兴起使得人类超越了自身的生物边界，其中最

重要的是文字的出现，它从空间和时间上弥补了

语言缺陷，更具保存性、统一性以及符号性；纸

张的发明与使用为传播提供了更经济、更便携的

载体，让传播成本更低廉、传播速度更快捷；印

刷术在时空传递性以及经济性方面进一步促进了

文字传播，大量的文字典籍可以更为准确、更为

规模化地保存与复制，读报活动取代了上教堂的

交流，印刷媒介催生了近代社会，全球化的传播

也依赖印刷术逐步得以实现；作为文字传播和电

子媒介的中介形式，电报第一次将传播与交通分

离开来，极大改变了人们的时空观念；广播延伸

了语言的传播效果，其亲近性与冲击力激发起听

众的情感纽带，且因不受文化程度的限制打破了

阶级界限、覆盖广大地区，具有即时性、同步性

和广域性；与广播同样，电视媒介也深入家庭，

进一步推动了资讯、知识与文化艺术的通俗化与

普及性。由此可见，传播技术的发展和媒介形态

的变革是社会进化的关键部分，每一种新技术都

给社会连接带来一个新的规模、速度、范围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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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模式的演进。

当互联网发展的“上半场”完成了随时随地

与任何人的连接之后，互联网的“下半场”要解

决的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人们要在随时随地进行

任何的信息交流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在任何场

景下“做事”（将几乎所有在线下所做的事搬到线上

来做，并且更有效率、更加精彩、更具想象力地实

现）的突破———这就是已经成为人们普遍认知的互

联网发展的下一站：“即将到来的场景时代”[6]。

关于“场景（context）”理论，最具贡献的学

者是梅罗维茨和斯考伯等人。梅罗维茨突破了戈

夫曼所理解的场景就是教堂、咖啡馆、诊室等物

理隔离地点的空间概念，积极导入了“信息获取

模式”———一种由媒介信息所营造的行为与心理

的环境氛围。这不是一种空间性的指向，而是一

种感觉区域。而斯考伯等人的考察则是场景理论

的又一次发展。梅罗维茨区分了“作为文化环境”

的媒介场景与“作为内容”的具体场景，但缺乏

足够论述，也难以解释互联网时代空间与情境、

现实与虚拟、公域与私域等诸多场景的重叠耦合。

媒介革新的本质是技术的发展，斯考伯提出，互

联网时代的“context”应该是基于移动设备、社交

媒体、大数据、传感器和定位系统提供的一种应

用技术，以及由此营造的一种在场感。应该说，

斯考伯对“场景”的定义，同时涵盖了基于空间

的“硬要素”和基于行为与心理的“软要素”，这

种具体的、可体验的复合场景，与移动时代媒体

的传播本质契合，也更加强调了“人”作为媒介

与社会的连接地位。 [7]在碎片化的移动互联网时

代，用户更加需要的是：以人为中心、以场景为

单位的更及时、更精准的连接体验。通俗来讲，

互联网要开始满足每个用户在不同场景下的个性

化的需求。那么随着“智能终端”“社交软件”

“大数据分析”“地图”（定位系统）“传感设备”这

五个要素的不断普及，让这件事情成为可能。互

联网公司通过在线下大规模部署“传感设备”，当

用户携带“智能终端”进入该区域，“智能终端”

和“传感设备”将相互感应，从而获取用户进入

什么样的场景，用户在场景里面的行为都会被数

据化，长时间的“大数据积累和分析”，公司就会

知道不同用户的行为习惯。当越来越多的信息

与服务依赖场景这一变量时，场景也就成为信息、

关系与服务的核心逻辑，并成为上述要素连接的

纽带，进而成为新入口。[8]

显然，我们即将走出“唾手可得的信息时代”

而进入到基于“场景”的服务时代。在这个永远

在线的社会里，场景时代的大门已经开启，未来

的每一个人、每个产业以至于每一种社会的存在

形式都会受到场景时代的深刻影响与改变———以

场景服务和场景分享为人的社会连接的基本范式，

可以实现人的具身以“在场”的方式参与到“任

意”的现实实践中。这是媒介作为“人的关系连

接”在现实世界的最高形式。

四、从“场景时代”到“元宇宙”再到“心世

界”：媒介进化的本质就是帮助人们不断打破既

有的限制，将“人体的延伸”的自由度不断沿

着“向外”和“向内”两个方向突破

随着“场景”的分享与开发，人类获得了在

现实世界中随时随地展开自己丰富多彩的社会活

动的极大自由度。那么，人类通过媒介的“延

伸”，下一步的领域开拓与边界突破在哪里呢？于

是，元宇宙来了。

（一）元宇宙：未来媒介发展“向外”（现实边

界）的开疆拓土

元宇宙（Metaverse），是一个平行于现实世界

并始终在线的虚拟世界。有人断言，2021年是元

宇宙元年。的确，基于“元宇宙”巨大的发展潜

力，众多互联网大厂已经开始布局并且规模化投

入。应该说，元宇宙是各种技术成熟到一定程度

质变的产物，伴随 VR、AR、3D和脑机接口技术

不断进步，元宇宙的市场空间广阔。沙盒游戏可

能是目前最接近元宇宙的形态，这也成为元宇宙

的第一战场。2020年沙盒游戏在全球游戏市场占

据最多的市场份额，在 112个不同的子类别中，市

场份额接近 7%，使用时长同比增长 75%。[9]可以

说，从产品形态上看，游戏是元宇宙的雏形。游

戏作为人们基于现实的模拟、延伸、天马行空的

想象而构建的虚拟世界，其产品形态与元宇宙相

似：1.同步和拟真方面，游戏给予每个玩家一个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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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身份，例如用户名与游戏形象，并可凭借该虚

拟身份形成社交关系，在游戏社区中结识新的伙

伴；同时，游戏通过丰富的故事线、与玩家的频

繁交互、拟真的画面、协调的音效等构成一个对

认知要求高的环境，使玩家必须运用大量脑力资

源来专注于游戏中发生的事，从而产生所谓“沉

浸感”。 2.开源和创造方面，玩家在游戏设定的框架

与规则内拥有充分的自由度，既可单纯享受游戏画

面与音效，也能够追求极致的装备与操作等。3.经

济系统方面，每个游戏都有自己的游戏货币，玩

家可以在其中购物、售卖、转账，甚至提现。可见，

元宇宙的几大基本需求融入在游戏中，使游戏成为

最有可能构建元宇宙雏形的赛道。[10]（图 1）

元宇宙作为一种未来媒介的形式它帮助人类

打破既有的社会性实践疆界的突破主要有二：

首先，它突破了人类社会实践现实空间的

“亘古不变”的限制，可以有选择性地自由进入不

受现实因素限制的虚拟空间，无论是一个人出生

的年代、国家、家庭、职业、年龄、性别等都可

以“重新”选择，并按照自己选定的角色展开自

己一重甚至多重虚拟空间中的生命体验，并且实

现自己人生中的价值创造。这是对于人类受困于

现实世界限制的一种巨大解放，并且其生命的体

验空间得到了近乎无限的拓展，而人的内在特质、

个性与能力也可以在这种全然不同的世界里得以

释放和价值实现。

其次，它将实现人类在虚拟世界中感官的全

方位“连接”。目前的互联网技术只是实现了部分

信息流的线上化，在虚拟世界的连接中人类感官

中的听觉与视觉率先实现了突破，而嗅觉、味觉

及触觉等感官效应目前还只能在线下实现和满足。

而元宇宙在未来发展中的一个关键维度上的突破

就是将致力于实现对于人的嗅觉、味觉及触觉等

感官效应的线上化实现。虽然实现这些突破还有

很长的路要走，但是，当人的感官全方位地实现

线上化时，元宇宙作为人类生活的全新空间的魅

力将全方位地超越现实世界。

（二）心世界：未来媒介发展“向内”（人体自

身）的深层次重组

有人断言，元宇宙将是互联网发展的终极形

态。如果仅仅从人所面对的外部世界的角度看，

这可能是对的———因为它通过无限丰富的虚拟世

界的创造，几乎满足了人类社会实践中所有“对

外”延伸的想象力需求。但问题是“对内”呢？

人体及人的心智本身也是一个大宇宙，对它的选

择性“重组”“再造”会不会成为未来媒介发展的

一个重要的方向呢？答案是肯定的。

这个问题首先要从一个宏大的哲学问题开始：

人是什么？亚里士多德说人是理性的动物，而现

代认知科学的回答是人是一种会建模的动物。近

年脑科学的研究发现不断为这个观点提供坚实的证

据。那么，模型又是什么呢？模型是大脑对真实世

界的映射，是真实世界的缩影。这些缩影虽不是真

实世界的再现，却包含真实世界的关键特征。譬

如，小孩子玩的轿车就是一个真实世界模型，它

虽然跟大人开着上路的汽车不同，但却包含着汽

车的关键特征，比如有四个轮子，有门，有窗户，

有前后灯。而人的大脑以神经元的方式保存着这

些汽车的模型。而所谓人的认知则是：从外界感

知信息（比如五感），基于这些信息和信息的加工

建立心智模型，并使用这些心智模型做出判断和

决策。换句话说，人的认知就是构建和操作心智

模型。人跟动物最大的区别是反事实思考———思

考没有感知，没有发生的事，反事实思考就是构

建模型。所以，人是具有想象能力的，会构建模

型的动物———想象大于事实，心智模型大于真实世

界。因此就有了“三个世界，三种模型”的理论。

这一理论是倡导模型教学的美国亚利桑那州

立大学物理教育家 David Hestenes教授绘制了一份

图 1 元宇宙与游戏的特征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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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世界的关系图。[11]（图 2）

在上述模型中，真实世界就是我们现在所处

的现实世界，概念世界透过技术的革命性发展将

逐步构建起元宇宙，心智世界就是我们此处探讨

的“心世界”。

在现实世界中积累知识、技术和想象力，在

构造起元宇宙的同时，也会反作用于人的心智世

界，促进它的构造的变化乃至革命。人类心智的

构成要素、结构方式以及运行机制迄今为止是被

牢牢地限制在既有的状态和逻辑上，几乎没有创

新和改造的任何自由度，更不用说是革命性的突

破了。但是，随着人类脑科学、基因技术及相关

能力的增强，会不会在到达一个文明发展的某个

临界点时，具有了反向自我设计和改造的能力呢？

这种通过媒介技术的革命所获得的自由度对于人

类来说意味着什么呢？这或许是媒介与人类的最

终宿命吗？细思恐极，但逻辑上成立。

必须说，我们对于未来媒介和媒介终极本质

的探讨，是为了帮助我们把握以媒介形态为依托

的人类文明的未来趋势与发展逻辑，当我们拥有

了对于未来媒介逻辑的深刻把握的情况下，我们

对于人类文明发展中的选择、判别和操作上的顺

势而为与逆势而动就有了一分关键性的自觉。就

元宇宙逻辑下的媒介发展的未来趋势而言，小型

化、集成化、无线化，云 VR的形态可能成为未来

媒介发展的主流。而 VR要像手机一样成为高渗透

率的消费电子产品的话，需要具备低成本、实用

性、刚需性等特征。显然，未来随着高速低时延

5G、6G网络的普及，云 VR/AR 方案满足以上特

征，作为元宇宙的核心产业 VR将具有广阔的发展

前景，它的发展也会相应地带来网络芯片、各类型

传感器以及低成本面板和驱动芯片的主要需求。[12]

总之，借由不断迭代的互联网技术与形态的

连通性，未来媒介将不再是（或主要不是）一系

列固定的“实体”，新的媒介形态是由算法编织并

赋予权重的一种“网络”，是一个复杂系统。算法

在改写传播领域现实状况的同时，也在重新构建

起一套全新的传播规则，同时让参与其中的每一

个个体以这种方式重新审视、体验和消费乃至创

造这种全新的传播。从微观层面上对于人的重建，

从宏观层面上对于社会现实的重构，这两者的相

互交织组成了算法构建的未来传播。人要在算法

的世界中认识自己和数字世界的区别和联结，把

握自己在现实环境中的主体价值，将人的价值与

伦理赋予到算法和未来媒介的再造之中，实现人

与技术的共生发展———这便是未来传播和虚拟媒

介（元宇宙）的约略图景。

渊本文感谢北京师范大学认知神经科学创新平
台尧 北京师范大学认知神经科学与传播学创新实
验室的学术支持遥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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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iscovery of gender power in micro-political communication based on social 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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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d the overall appearance of human society. Social media reflects the populariza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of com-

munication technology. It activates a long-term marginalized micro-political life and forms a unique landscape of mi-

cro-political communication. The rise of gender power in micro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based on social media is par-

ticularly noticeable. Gender power is an important field to study micro political power. Among them, the grand and

negative traditional gender power gradually shrinks, which is manifested in the gender integration of public and private

fields, the gender tolerance of capital operation and the gender counterattack of media marketing. The micro and con-

structive new gender power is gradually expanding, which is manifested in the gender discipline beyond the body, the

multi-dimensional diffusion of gender gaze and the gender penetration in daily life. This transformation of the power

structure is not a break between the macro and the micro, but a symbiosis. Gender power reflects the degree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civilization of a country from a specific perspective. Objective, rational and predictable analysis of this

problem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grand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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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院 This paper holds that media is the bond that connects all human social relations, and that the "newness" of

media iteration means providing new scales, new contents and new paradigms for the connection of this bond. On this

basis,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evolution logic of the future media, specifically analyzing the evolution logic of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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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m of human social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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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14年被称为我国媒体融合的“元年”，因当年 8月 1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

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

导意见》，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这标志着媒体融合发展已经

成为国家战略。自此，媒体领域融合发展成为主流行动，从中央媒体到县级媒体

均把融合发展作为战略方向。另一方面，学术研究与之相呼应，关注媒体融合发

展的文献呈现出井喷状态。不过，梳理关于媒体融合的研究文献，几乎都集中于

讨论以内容为核心的融合，即新媒体内容如何生产、如何跨平台传播、内容传播

效果、新媒体与国家治理等，关于产业融合发展的研究难得一见。

新媒体时代，尽管生产与传播都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但一些基本的逻辑并

没有变化。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现代传媒业一方面依赖于内容本身的驱动，另

一方面反过来内容的生产与传播也高度依赖于产业发展，因此内容生产与产业发

展是紧密互动的两个方面。它体现在西方的传媒领域，就是新闻籍由客观性获得

的影响力与媒体作为自由企业之间的互动关系；体现在我国的传媒话语体系中，

则体现为“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互相促进关系。因此，在媒体融合中，

如果仅仅考虑内容生产与传播的改变是不全面的，甚至可能导致曲折；而是应当

对传媒产业如何融合发展给予足够的关注，只有媒体行业作为一个充满活力的产

业，融合发展和传媒业的发展才真正具有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4年“8·

18”讲话中，要求“坚持先进技术为支撑、内容建设为根本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

媒体在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深度整合”，就包含了产业融合

媒体产业融合 10年：脱媒化与碎片化
———基于我国报业上市公司年度报告的分析

李瑾 周昊宇

摘要 传媒产业融合是媒体融合发展中的重要内容袁 但是目前对其研究的重视远远不够遥 以企业核心竞争
力为概念袁 通过对报业上市公司 2011-2020年产业结构变迁的分析袁 揭示出传统媒体产业发展和产业融
合中产业脱媒化和碎片化的特征袁 并认为脱媒化并不利于传媒业的优势发挥和产业发展袁 也不利于深度
的媒体融合发展遥 研究认为传统媒体在重塑核心竞争力的过程中袁 仍然需要坚持媒体定位来发展新媒体袁
并改变目前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区隔的机制袁 促进双方的资源互动袁 从而更好地推动传媒产业融合发展遥
关键词 媒体融合曰 传媒产业融合曰 核心竞争力曰 脱媒化曰 碎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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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内容。在传媒业的实践中，产业融合同样

成为媒体人的关注焦点之一，产业收入尤其是新

媒体收入增长往往是追求的重要目标。比如，上

海报业集团 2019年度工作报告中强调“集团媒体

业务总收入已经超过原解放、文新两大报业集团

2010年时的最高水平，其中新媒体收入唱起了主

角”，2020年它的报告中强调“新媒体收入占集团

媒体主业收入比重进一步提升，从 2019 年的

58.39%增长到 2020年的 62.13%”。很显然，上海

报业集团是把传媒产业发展作为一项重要工作目

标的，其它传媒集团同样如此，因为没有强大产业

发展能力的传媒集团几乎等同于无本之木。如李彪

认为“媒体融合的本质是盈利模式问题，即传统媒

体如何赚钱生存下去的问题，媒体融合最早的出发

点就是继续抓住受众生存下去，而现在很多媒体已

经背离了‘初心’，追求的是‘政绩’和‘短暂的

眼球关注’，最终的结果是一直在‘摸着石头过

河’而过不去”[1]。

此前的研究从宏观层面关注到媒体融合中的

产业问题，认为我国媒体融合受到政治、市场与

技术三重逻辑的影响[2]，其中的市场逻辑意味着为

媒体产业融合提供了新的生态环境。也有在前述

三方面要素之外增加了资本要素，认为技术、资

本、市场、政策才是中国媒体融合发展进路的四

种相互交织的力量，2009年移动互联网之后，媒

体融合呈现出“由渠道融合、内容融合向经营融

合、资本融合深化”的趋势。[3]这些研究揭示了媒

体融合的环境，但是并未直接涉及媒体本身的产

业融合问题。另一些学者在媒体融合的背景下，

在较微观的层面对产业融合进行了研究。有学者

对媒体融合环境下报业上市公司的经营情况和战

略转型效果进行了研究，认为这些公司“纷纷转

向互联网”，大多进行了“基于娱乐 +服务的开拓

与创新”。[4]浙江长兴县融媒体中心是我国县级融

媒体的典型，研究者在对该县级融媒体中心的经

验总结中，认为“全链条产业经营”是其产业成

功的关键所在，具体而言包括广告营销转型、拓

展会展业、进军电子商务、跨区域合作方面。[5]此

外，研究者认为媒体融合环境下传媒产业的规制

需要调整，“融合规制基本导向是有序放松结构

规制、激活社会投资、形成有效竞争，规制方式

由严苛的结构规制转向针对行为的规制”。[6]这些

微观研究大多关注在融合背景下媒体做了什么以

及取得了何种效果，但是对于为什么这样做，则

基本上未涉及。本文认为，放在互联网对传统媒

体冲击的更长的历史脉络中看，以及放在目前如

此激烈竞争的媒体环境中观察，均需要媒体思考

在剧烈的转型历程中如何重塑自己的竞争优势，

从而确保产业的发展是稳定可持续的。因此，本

文运用核心竞争力概念，来分析在融合环境中媒

体是如何重塑产业竞争力的，以及效果如何，需

要引起何种注意等问题。

二、核心竞争力的概念

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概念起源于对企业有别于

其他企业的独特能力的研究。在市场竞争中，一

些企业能够战胜其他的企业，表明其具有某种优秀

的能力，这方面的研究被称为“企业内在成长论”。

1920年，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提

出了这一理论，1950年代理查德森(G. B. Richard-

son)和安蒂斯·潘罗斯（Edith Penrose）完善了这一

理论，提出了“企业内部知识积累”和“组织间

协调”两个概念。后来，研究者对企业成长的解

释发展出企业资源基础论、企业动力能力论、企

业知识基础论三种流派，[7]另一方面，20世纪 80

年代后，管理理论对迈克尔·波特 （Michael Port）

过于强调企业外部环境的企业竞争理论提出了批

评，通过研究指出“产业中长期利润率的分散程

度比产业间利润率的分散程度要大得多”“很明

显，最重要的超额利润的源泉是企业具有的特殊

性，而非产业间的相互关系”。 [8]这种“特殊性”

就是后来所称的企业核心竞争力。

1990年代，由于知识经济的兴起，知识在企

业竞争中的作用更加凸显，知识资源学派成为企

业核心竞争力研究中的主流。企业核心竞争力理

论的创立者潘汉尔德（C.K.Prahalad）和哈默（G.

Hamel）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企业的核心

竞争力》一文，将核心竞争力定义为“能使公司

为客户带来特别利益的一类独有的技能和技术”，

认为组织中的积累性知识，特别是关于如何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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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生产技能和有机结合多种技术流派的知识

是核心竞争力的主要来源。[9]除了知识性特征，核

心竞争力还被强调为竞争对手难以模仿的能力，

因此它具有与其他企业比较而言的异质性、难以

替代性[10]，只有这样企业才能保持自己在竞争中持

续的有利地位。

那么，如何识别媒体的核心竞争力？有人认

为组织资本是媒体的核心竞争力，[11]所谓“组织资

本”包括战略资本、结构资本和文化资本。还有

人认为新闻本位在传媒核心竞争力具有基础性的

重要作用。 [12]从内容的角度，有人认为独家言论

“与报纸核心竞争力密切相关”[13]，或者认为突发

性重大独家报道有利于报纸“培育和提升其核心

竞争力”[14]。这些观点从核心竞争力的内在构成要

素出发，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由于往往只顾及

核心竞争力的一个方面，而忽略了其他方面。比

如，与公司组织资本相对的，可能还有公司的品

牌资本等也会成为核心竞争力的构成元素之一。

而且，这样概念下的核心竞争力是难以感性地观

察的。由核心竞争力概念中“带来特别利益”

“难以模仿”“难以替代”等特征可知，具有核心

竞争力的企业享有某种“市场特权”，因此其收入

和利润必超过甚至远远超过同行。那么反过来，

从结果的角度来分析，一个公司中最有核心竞争

力的产业不但通常超过同行，也往往是在营收中

占据比例最大者或者增长最迅速者。后文将根据

这个标准来观察和分析传统媒体在融合发展历程

中核心竞争力的变化情况。

三、研究对象与方法

本文以报业上市公司的年度报告为分析材料。

一方面，股份上市的报社或报业集团标志着媒体

的管理水平较高与竞争能力较强，一般属于行业

的佼佼者；另一方面，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制度

规范而透明，各公司年度报告更是通常超过 200

页，便于分析其产业发展与融合的状况。本文按

照由报社或报业集团绝对控股或相对控股的标准，

将由报业资本控股的上市公司纳入分析，获得了 7

家 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即博瑞传播 （成

都商报社 1999年借壳上市，代码 600888），粤传媒

（广州日报报业集团 2007年上市，代码 002181），

浙报传媒（浙江日报报业集团 2011年借壳上市，

代码 600633），华闻集团 （证券时报 2006年借壳

上市，代码 000793），新华传媒（解放日报报业集

团 2007年借壳上市，代码 600825），人民网（人民

日报社 2012年上市，代码 603000），华媒控股（杭

州日报报业集团 2014年借壳上市，代码000607）。

这里的上市，均指传媒的经营性资产上市，即上

市公司中不包含采编业务。本研究没有考虑在香港

上市公司的由北京青年报控股的北青传媒（01000）。

研究者对 7家 A股上市报业控股公司的年度

报告进行了细读，分析各公司产业结构分布的历

史变化情况。可以说，自从互联网诞生以后，传

统媒体就与互联网发生了多种联系，即开始了一

定程度上的“融合”。但是，由于早期互联网对传

统媒体的影响甚微，因此这种“融合”是极其表

皮的。2014年媒体融合发展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

后，媒体融合才真正在深度和广度上有了很大的

突破。另一方面，传统媒体基本上在 2012年前后

进入产业衰退期。综合这些因素，本研究将所分

析的公司年度报告的期间确定为 2011-2020年的

10年，就比较完整地包括了传统媒体走向最繁荣

的时期，也包括了逐渐走向衰退的时期，还包括

了国家大力推进媒体融合发展后的情况，能够反

映我国报业推进产业融合的概貌。换句话说，博

瑞传播、粤传媒、华闻集团、新华传媒这 4家早

于 2011年上市的公司，它们 2010年（含）之前的

年度报告不在分析的范围之内。

研究者通过对上市公司年度报告的阅读，分

析报业资本控股上市公司产业结构的变化情况，

并进一步分析其产业核心竞争力的变化情况。需

要说明的是，由于新华传媒系上海解放报业借壳

上市，当时没有剥离原公司中的图书发行业务，

而该业务的经营收入量较大，但是利润额不大。

为了专注于分析报业产业的变化情况，本文会在

后面的分析中剔除该公司的图书发行类业务，以

免该业务对分析过程和结论造成干扰。

四、研究发现

受到互联网新媒体的强烈冲击，传统媒体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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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报业上市公司 2011-2020年产业结构 收入额单位院 亿元

说明院 1.总收入包括媒体收入和非媒体收入两部分遥 2.媒体收入中包括新媒体收入遥 3.如果上市早于 2011
年袁 则只从 2011年的年度报告开始分析曰 如果上市晚于 2011年袁 则从上市当年的年度报告开始分析遥

业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危机，经营规模快速萎缩。

根据中国广告协会报刊分会提供的数据，2012年

全国报业广告的经营额达到历史顶峰的 555亿元，

之后逐年以 30%的速度快速下降。报业上市公司

虽然是报业中的领先者，但是在大趋势面前同样

无能为力，总收入大多同样快速下降。（表 1）博

瑞传播 2011年的收入为 13.06亿元，2014年达到

顶峰 16.2亿元后逐年下降，到 2020年仅为 4.8亿

元。另一家老牌报业上市公司粤传媒 2011年营业

收入为 3.33亿元，2012年达到顶峰 18.81亿元后

逐年下降，2020年仅为 5.07亿元。其它报业上市

公司也出现类似的情形，以至于浙报传媒于 2017

年干脆将报业资产剥离出上市公司，从而变身为

网络游戏类上市公司。

纵观报业上市公司 10年产业发展的历程，在

收入总额下降的大背景下，还呈现出两个明显的

趋势性特征。

（一）脱媒化

在互联网的冲击下，多数报业上市公司的经

营收入不但快速下滑，而且出现了逐渐脱媒的趋

势。所谓脱媒，指上市公司的经营收入中传媒产

业的比重越来越少。这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情形

是上市公司中媒体经营收入的逐渐减少，呈现出

逐渐脱媒化的过程；另一种情形是上市公司中不

但传统媒体的业务减少，甚至干脆将媒体资产剥

离出去，是一种激进的脱媒化方式。

第一种情形，非媒业务收入比重大幅上升引

起主要业务脱媒。2011年，博瑞传播、华闻传媒、

新华传媒、粤传媒的非媒体业务收入分别为各自

总收入的 15%、26%、6%、6%，但是到了 2020年

这一占比变为了 71%、11%、42%、8%，其中 3家

公司的非媒体业务比重上升，博瑞传播上升至高

达 71%。这种产业结构不但反映了传统媒体收入

迅速下降的事实，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上市公

司的战略调整，即为了弥补传统业务收入下降而

努力开展新的业务。

第二种情形，剥离媒体业务导致经营业务完

全脱媒。最典型的是浙报传媒。浙报传媒借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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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时，正是报业发展的鼎盛时期，公司的收入和

盈利都相当可观。2012年，公司收入 14.38亿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利润为 2.21 亿元。但是，

浙报传媒对新媒体的压力应对较早，2013年耗资

32亿收购游戏公司边锋和浩方，游戏业务成为公

司的主业之一。当年，浙报传媒的媒体业务收入

也达到顶点，为 15.13 亿元，此后就一路向下。

2017年，浙报传媒干脆将传媒业务剥离出上市公

司，使公司成为一个纯网游公司，实现了彻底的

去媒体化。浙报集团传媒业务的经营情况，不再

在上市公司年报中披露。

（二）碎片化

传统媒体的黄金时代，各上市公司的产业结

构就呈现出这样的面貌：主业的特征非常突出，

在公司收入中占据了绝大部分比重。2011年，以

广告、发行和印刷业务为主营业务的收入在博瑞

传播、华闻传媒、粤传媒、浙报传媒总收入中的

比重分别为 85%、74%、94%、94%。但是，到

2010年，四家公司中传媒业务占总收入的比重分

别变为了 29%、89%、58%、92%，同样是其中 3

家公司的比重出现下降，多数公司的主业已经不

再突出。

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多数公司不但媒体

产业作为主业的地位不再凸显，而且非媒体产业

甚至新媒体产业中均没有出现有较强核心竞争力

的产业。这里人民网是一个特例，它始终围绕自

己的互联网平台发展产业；浙报传媒也是一个特

例，网游业务占据了总收入的绝大部分。这两个

公司具有了一定的强势产业。其余的报业资本上

市公司，则呈现出产业较为碎片化的现象。2020

年，博瑞传播的收入包含了印刷、广告、智慧教

育、学校、租赁、网游、小贷、其他等共计 8类产

业；华媒控股的收入包含了广告及策划、报刊及

印刷、教育、其他共计 4类产业；华闻传媒的收

入包含了传播与文化、数字内容服务、软件信息

服务、动漫产品及服务、商业服务、娱乐业、其

他共计 7类产业；粤传媒的收入包含了广告、发

行、印刷、商品销售、网络服务、物流运输、其

他共计 7类产业。也就是说，不少上市公司的收

入总额萎缩，然而产业种类却更加分散，缺乏突

出的优势产业，呈现出产业碎片化的现象。

五、结论与讨论

报业上市公司的产业融合较多地出现了脱媒

化和碎片化的现象，而这种现象更可能是多数传

统媒体的共性。在互联网的冲击下，传统媒体的

产业遇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因此急于拓展新的产

业来弥补传统业务下滑的空白。但是，传统媒体

开拓的新媒体业务大多成效平平，无法改变经营

收入急剧下降的趋势，因此广泛地向非媒体业务

延伸。7家报业上市公司中，非媒体业务相当广

泛，但是市场表现并不算好，因此出现了产业的

脱媒化与碎片化现象。

传统媒体应对互联网挑战的早期是创办新媒

体，但是效果并不理想。但是，移动互联网兴起

后，传统媒体切实地意识到新媒体的冲击更大，

因此普遍地大力发展移动端媒体，但是对产业的

支撑依然不足。在报业控股上市公司中，新媒体

业务有三种类型：一是较为纯粹的新媒体业务公

司，比如人民网；一是较为纯粹的传统业务公司，

比如新华传媒；三是以传统媒体收入为主，但是

包括了一定的新媒体业务，比如华媒控股等。人

民网的收入增长不错，但是它的优势是很难被复

制的。新华传媒则与人民网的情况相反，控股股

东上海报业并未将其主要的新媒体资产澎湃新闻

装入上市公司。上市公司中既有传统媒体又有新

媒体资产的典型是华闻传媒和华媒控股等。华闻

传媒依托于互联网的收入相当可观，2020年的软

硬件收入接近 10亿元，但是它的核心优势在于拥

有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指定媒体《证券时报》，这

是其他报业公司难以复制的。华媒控股属于更为

常见的情形，该公司 2016年公布的新媒体收入达

最高记录 3.8亿元，2017年下降到 3.5亿元，之后

年度的报表中未见公布该项收入。华媒控股因为

经营著名的杭州 19 楼论坛，新媒体收入尚属可

观。其他公司的新媒体业务就更不理想，比如粤

传媒的信息服务勉强算得上新媒体业务，但是常

年徘徊在 3000万元上下，完全不足以作为公司的

核心业务。

新媒体业务发展不理想，导致了传统媒体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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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发展非媒体业务，力图以之来挽救产业方面的

颓势，但多数公司的非媒体业务同样表现平平。

2020年，博瑞传播的非媒体业务中收入最高的是

教育项目，收入额为 1.3亿元；华媒控股的非媒体

收入中收入最高的也是教育项目，收入额为 2.42

亿元；华闻传媒的非媒体收入为其他业务，收入

额为 2.91亿元；粤传媒的非媒体业务收入中最大

的项目也是其他业务，收入额为 0.31亿元。可见，

这样的收入规模远远无法与传统媒体鼎盛时期上

市公司主业的收入规模相匹敌，也无法成为支撑

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同时，这些业务即使与公

司里面的其他非媒体业务横向比较也不具有突出

的优势，更加表明它们不足以成为公司的核心竞

争力产业。尤其值得关注的是，非传媒业务不但

规模小，而且大多处于下降的趋势中，更加表明

无法承担起核心竞争力的重任。2011年博瑞传播

的非媒体收入为 1.91亿元，2014年达到最高峰的

7.23亿元，之后就一路下滑到 2020年的 3.8亿元；

华媒控股的非媒体业务从 2019年的 4.33亿元下降

到 2020年的 3.8亿元；华闻传媒的非媒体业务从

2015 年的 8.06 亿元下降到 2020 年的 3.23 亿元；

新华传媒的非媒体业务从 2013年的 2.08亿元下降

到 2020 年的 0.3 亿元；粤传媒的非媒体业务从

2016年的 1.43亿元下降到 2020年的 0.41亿元。

产业脱媒化和碎片化对媒体形成核心竞争力

是不利的。多元化与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密切关联：

在理想状况下，多元化应当围绕企业的核心竞争

力进行，否则很容易致败。即多元化的有效途径，

是借助多元化手段整合资源，强化企业的核心竞

争力。[15]传统媒体多元化中的脱媒行为，却实际上

偏离了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媒体最主要的优势在

于内容尤其是新闻报道内容的生产，离开这个优

势要去培育新的核心竞争力，难度相当大。在报

业上市公司中，多数公司的非媒体业务并不成功，

就与无法发挥传媒的优势不无关系。尽管浙报传

媒应该是特例，该公司耗费巨资收购网络游戏资

产，并最终对公司进行第二次资产重组，把传统

媒体经营业务全部剥离出去，使上市公司成为纯

游戏公司。就目前而言，该公司培育新的核心竞

争力是比较成功的，2020年的收入超过 35亿元，

创下了历史记录。这样的资本运作方式，对于多

数传媒公司来说并不具备条件，因此立足于传媒

产业链的业务拓展应该是常规路径。实际上，大

多数报业上市公司的非媒体业务因为与作为传媒

的核心竞争力缺乏关联，往往呈现出大起大落的

状况，也使上市公司的经营状况产生很大的波动。

例如，人民网 2014年进入彩票业务，当年获得较

为可观的 2.86亿元收入，但是第二年就因为国家

政策限制而停掉该项业务，导致上市公司连续 3

年的业绩增长乏力；博瑞传播 2013—2016年依靠

网络游戏获得较快的收入增长，但是随后也因为

网络游戏业务的快速下降而导致公司收入迅速下

降；等等。上市公司中与传媒业务关联较小的业

务，其持续性往往更差。

因此，传统媒体在走出产业发展困境的过程

中，回到传媒本身或许是最优路径。在传统媒体

的衰落不可避免的趋势下，集中资源和精力发展

新媒体才符合传媒的优势，也有利于重塑核心竞

争力。不过，这里涉及到机制设计问题。从上市

公司观察，传统媒体的产业和新媒体产业多数不

在同一个公司中。比如人民网的业务完全是新媒

体业务，上市公司与《人民日报》庞大的传统媒

体经营业务难以关联。当然，人民网由于得天独

厚的影响力，它作为《人民日报》的新媒体业务

足以支撑上市公司的收入和业绩，但是影响力小

得多的地方媒体的新媒体业务则难以独立成为上

市公司的业务。而且，如果《人民日报》的传统

媒体业务纳入上市公司并与新媒体形成互动并融

合，那么上市公司的发展可能是另外一种情形。

类似地，上海报业并没有将澎湃新闻纳入所控股

的新华传媒，其主要的新媒体平台与上市公司的

传统媒体业务也难以有效融合，容易形成各自为

政的情况。这种隔离的情况，可能使得传统媒体

难以为新媒体发展提供输血功能，从而错失发展

时机；也不利于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进行资源整合，

削弱了彼此在市场竞争中的能力。

综上，可以看到，传统媒体近 10年来的产业

融合过程至为艰难。在新媒体的剧烈冲击下，传

统媒体的新媒体业务无法担当大任，被迫开展了

相当多的非媒体业务，从而导致了产业发展的脱

媒介学研究 《新闻界》 ISSN1007-2438 2021年第 10期

66



媒化；然而由于非媒体业务与传媒的核心竞争力

关联甚弱而发展同样不理想，又导致了产业发展

的碎片化。可以说，在相当大程度上，产业的碎

片化是由于脱媒化造成的，因为离开媒体的优势

去发展非媒体业务成功的可能性并不高。传统媒

体面临过去核心竞争力消失而需要重塑新的核心

竞争力的任务，在这种核心竞争力转换和重塑的

过程中，紧紧围绕媒体的优势发展新媒体业务，

在新媒体发展壮大后才更加有利于传统媒体与新

兴媒体产业融合。这可能是传媒融合中产业融合

最需要重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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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202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的颁布，标志着

我国法治社会建设取得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民法典》作为对以往立法和司法经

验的总结与创新，在人格权编中开创了保护民事主体人格权益的新篇章。杨立新

教授曾分析指出，《民法典》人格权编中涉及媒体的条款就有 16条之多，对媒体

行为及责任的规范给予了重点关注。[1]从另一面也反映出司法实践中媒体侵害人

格权现象比较突出。以名誉权为例，笔者以“名誉权纠纷”“民事二审”“判决

书”为检索条件，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检索统计 2010年至 2020年的案件，并排

除重复案例，粗略统计共得到约 2100份民事判决书；在此基础上分别检索“新

闻单位”“报社”“广播电视台”“网络”等关键词，人工筛选共得到媒体作为被

告的名誉权纠纷案件共有约 290份，占比达到 13.8%左右。①名誉权作为具体人

两种视角下媒体侵害人格权责任的认定、冲
突及解决 1)

———基于《民法典》第 998条和第 1165条的展开

彭桂兵 吴基祥

1)基金项目院上海市社科规划一般课题野叶民法典曳视阈下上海地区互联网企业传播侵权责任
研究冶渊2020BXW001冤遥
淤对 2010要要要2020年相关名誉权纠纷的的统计截止日期为 2020年 12月 31日袁 检索日期
为 2021年 7月 2日遥由于部分案件涉及多个媒体袁且媒体类型无法完全涵盖袁因此统计得到
的样本总数要低于实际总数遥

摘要 由于传播范围广尧 影响力大等特征袁 媒体在侵害人格权方面往往会对公民的精神性人格权造成较为
严重的损害遥 根据已有的司法实践可知袁 我国在认定媒体侵害人格权责任时袁 通常以构成要件视角分析
判断袁 如损害尧 因果关系和过错等遥 叶民法典曳 颁布后袁 人格权编第 998条引入动态系统视角袁 以当事人
的职业尧 影响范围尧 过错程度尧 行为目的尧 方式尧 后果等因素综合认定侵害人格权的责任遥 由此造成两
种认定侵权方式共存的现象袁 并引发一定的冲突袁 如动态系统视角会弱化构成要件视角的作用袁 甚至沦
为减免侵权责任的工具袁 引发认定结果不一致的情形遥 为解决这一冲突袁 应当以构成要件视角判定媒体
侵害人格权责任是否成立袁 在此基础上以动态系统视角衡量媒体承担侵害人格权责任的范围袁 从而维护
法律的安定统一遥
关键词 叶民法典曳曰 人格权曰 媒体侵权曰 构成要件视角曰 动态系统视角
中图分类号D206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 彭桂兵袁 华东政法大学传播学院教授袁 上海 201620曰 吴基祥袁 华东政法大学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袁
上海 201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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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权的一种，从媒体侵害名誉权的司法现状可推

知，媒体在侵害人格权方面具有一定的高发性，

因而媒体侵害人格权问题值得关注和研究。

媒体作为侵权行为人，与其他侵权行为人在

侵权类型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别，往往集中于侵

害公民的精神性人格权。另外，由于媒体具有传

播范围广、影响力大、传播迅速等特征，在造成

的侵害结果方面相对较为严重。为了科学全面地

判定媒体侵害人格权的责任，《民法典》中设立了

998条，规定认定行为人承担侵害除生命权、身体

权和健康权外的人格权（即精神性人格权）的民

事责任，应当考虑行为人和受害人的职业、影响

范围、过错程度，以及行为的目的、方式、后果

等因素。

实践中已经有相关案例，法院使用类似《民

法典》第 998条所规定的考虑多方面因素来认定

侵权责任。如在“温钦清与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

名誉权纠纷案”中，法院认为中国网海峡频道转

载的涉案文章虽然存在不实部分，对原告造成一

定不良影响，但并未达到严重失实的程度，没有

对温钦清的名誉权构成侵害。[2]该案中，法院综合

考虑了被告新闻媒体传播影响力、侵权程度以及

后果等因素。但是在类似的媒体侵害人格权案件

中，法院却是根据《民法典》第 1165条规定的侵

权构成要件来认定。如“杜丕元与东南网网络侵

权责任纠纷案”中，法院认为东南网作为网络服

务提供者，在转载涉案新闻时未能尽到相应的注

意义务，主观上负有过错，虽然在收到应诉材料

后已经删除相关内容，但是损害已经产生，应当

承担相应法律责任。[3]该案中法院主要通过分析过

错、损害结果、因果关系等构成要件来判断侵权

责任的成立。

由此可见，即使在《民法典》颁布之前，司

法实践中对性质类似的媒体侵害人格权案件责任

的判定，就存在两种视角：一是通过综合考虑案

件中的多个影响因素来认定侵权责任，二是以侵

权构成要件来判断侵权责任是否成立。由于两种

认定方式共存，可能会引发类似案例的判定结果

存在较大差异。基于此，本文以媒体侵害人格权

为例，聚焦于《民法典》第 998条与第 1165条，

探讨两种侵权判定方式共存可能引发的问题，以

及如何协调二者之间的关系，确保二者相辅相成，

并让《民法典》能够得到准确理解与适用。

二、两种视角下媒体侵害人格权责任的认定

《民法典》侵权责任编和人格权编都为媒体侵

害人格权责任的认定提供了方法。两种判定侵权

责任的方式共存，分别为司法实践中媒体侵害人

格权责任的认定提供了两种视角：

（一）以构成要件视角认定媒体侵害人格权责

任

以侵权构成要件视角判定侵权责任，即根据

法律上规定的认定某一行为是否属于侵权行为，

进而产生侵权责任条件来分析判定。[4]媒体作为侵

权行为人所实施的侵害人格权行为，属于一般侵

权行为，适用过错责任原则，通过侵权构成要件

可判断其侵害人格权的侵权责任。但是究竟是以

三要件还是四要件来认定，我国立法尚未给予明

确规定，且司法实践中也存在不统一的现象，学

术界对此也存有较大分歧。本文无意卷入三要件

与四要件之争论，由于二者都属于构成要件范畴，

且对司法实践并无实质性影响，因而对此不作区

分。

一般而言，以构成要件视角来认定媒体侵害

人格权的责任，能够为法官提供具体的裁判标准，

满足构成要件即构成侵权，若其中一个要件不满

足，则不构成侵权。同时，构成要件也为法官审

理海量的复杂案件提供了一个统一的标准，能够

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空间，提升法律的安定性。

如在“晏阳天与喻小凤、深圳广播电影电视集团

名誉权纠纷”和“黄进华与广州日报社名誉权纠

纷”中，法院都是通过分析由于媒体不满足侵权

构成要件而否定原告的诉求。这样不仅能够确保

不同地区类似案件判定结果的一致性，也能够避

免因其他因素干扰影响案件的审判结果。

但是以构成要件视角来判定侵权责任也存在

一定的缺陷，以是否满足构成要件来判断侵权责

任是否成立，会导致所认定的侵权责任呈现出

“全有或全无”的现象。如在央视报道“毒毛巾”

事件中，由于未尽到合理的审查义务，称涉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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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品牌毛巾使用了致癌物质染色剂，但事实却并

非如此。央视的行为加重了损害结果，并造成毛

巾厂倒闭的后果。法院认为面对新闻媒体的报道

和监督，民事主体需承担必要的容忍义务，[5]这也

就意味着央视不存在过错，也不满足侵权构成要

件，最终认定央视不构成侵权，无需承担任何责

任或作为。从该案件可推知，民事主体的人格权

益在媒体实施新闻报道、舆论监督等行为中遭受

侵害时，在寻求法律救济时可能会面临多重阻碍

与限制。

值得注意的是，在以构成要件视角认定媒体

侵权责任的案件中，也并非完全忽略其他因素在

认定侵权责任成立与否方面的影响。如在“北京

民诚装饰有限责任公司与张玲玲、《北京商报》社

名誉权纠纷案”中，法院虽然认为 《北京商报》

的报道内容部分失实，但是不影响新闻报道的整

体效果，即使认定《北京商报》不构成侵权，但

是法院从新闻职业规范的角度考虑，判令《北京

商报》需刊载澄清声明。[6]该案件中，法院虽然根

据构成要件分析否定了媒体不构成侵权，但是仍

然综合考虑到其他影响因素，并要求媒体作出其

他相应的行为。除此之外，影响因素在确定媒体

应承担的责任范围时也有所适用，如在“姜国与

浙江法制报社隐私权纠纷案”中，法院根据构成

要件认定媒体侵权责任成立，但是在确定精神抚

慰金时，综合考虑了浙江法制报社网站的影响力

及涉案文章系转载性质、更改标题及涉案文章已

删除等因素来确定赔偿数额。[7]

以构成要件视角来认定媒体侵害人格权的责

任，虽然具有较大的稳定性，但是通过实践也逐

渐发现以构成要件视角认定侵权责任时，存在责

任“全有或全无”的两极分化现象。为了弥补构

成要件视角的局限性，通过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

来认定侵权责任的方法，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

用。

（二）以动态系统视角认定媒体侵害人格权责任

既然以构成要件视角认定媒体侵害人格权责

任存在一定的不足和缺陷，那么是否可以通过其

他方法来直接判断媒体侵害人格权的责任？根据

《民法典》 第 998 条规定可知，认定侵害除生命

权、身体权和健康权以外的人格权责任，应当考

虑当事人的多方面因素，这是运用动态系统视角

的体现。动态系统视角最早由奥地利学者沃尔特·

威尔伯格（Walter Wilburg）提出，其定位是一种

法学方法论和评价法学的版本，作为一种立法或

法解释的方法而适用，并可以发挥评价法学的作

用。[8]该理论主要考虑到每个案件都是一种法律关

系的具体体现，需要规范的因素数量和强度存在

差异，如果按照构成要件统一认定，则会忽视对

个案正义的追求。有学者指出，人格权冲突的现

象非常复杂，很难用某一个具体的规制来解决。[9]

因此，在认定媒体侵害人格权责任时，根据案件

特殊性，动态衡量多方面因素，更能够体现司法

的公正审判。

以动态系统视角来认定，意味着摆脱传统构

成要件的限制，根据第 998条所规定的因素直接

认定侵害精神性人格权的责任。例如媒体在实施

新闻报道或舆论监督行为时，因过错导致他人隐

私泄漏，在没有免责事由或抗辩事由的情形下，

若受害人是普通公民，媒体则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但是若受害人是公众人物，由于公众人物需承担

一定的容忍义务，同等情形下媒体泄漏隐私可能

不会达到相应的侵害强度，媒体因而无需承担侵

权责任。同样，若媒体基于公共利益目的实施新

闻报道、舆论监督等行为，考虑到对公众知情权、

新闻自由以及公共利益的保护，媒体可以合理使

用民事主体的肖像、个人信息等，但是若某一因

素超过合理使用限度，即可能构成侵权，这些都

是动态系统视角的体现。

至于动态系统视角的适用是否会造成法官自

由裁量权的扩大、破坏法律安定性等负面影响，

目前学术界存有不同看法。周友军教授指出，我

国当前所面临的形势与威尔伯格当年要突破概念

法学的僵硬性的形势截然不同，如果要借鉴动态

系统视角，弹性确定侵权损害赔偿的范围，可能

会进一步弱化现行法对于法官的拘束作用。[10]更具

体而言，《民法典》第 998条中的“职业”“影响

范围”界定较模糊，在执行上会遇到一定的困难，

需要具体案情具体分析，不容易达到统一标准同

案同判的目标。[11]这些都指明了动态系统视角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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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法官自由裁量权的问题。

但是也有学者持否定态度，如奥地利海尔穆

特·库齐奥（Helmut Koziol）教授认为，立法者指

出相关因素，能够提高人们对判决结果的可预期

性和对判决更好的理解，从而提高法律的确定性，

并且对法官起到指引作用，限制自由裁量空间。[12]

学者王磊指出，借助动态系统视角能够使裁判官

的裁量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但只有与法律论证

相结合才能获得实践可能性。[13]也有观点认为，动

态系统视角如果仅仅在构成要件内部进行适用，

并不会超越传统的构成要件视角，[14]因而也不会扩

大法官的自由裁量空间。

动态系统视角能够依据法律所规定的考虑因

素直接认定侵权责任，不再局限于以要件的满足

或不满足来判断媒体侵害人格权的责任。通过综

合考虑和动态评估具体案件中的影响因素，使判

决结果更为科学合理。如在央视报道“毒毛巾”

事件中，若根据动态系统视角来判断，笔者认为，

即使媒体报道出于公共利益等目的，民事主体面

对媒体新闻报道需承担必要的容忍义务，但是央

视的报道存在失实却是一个客观事实，夸大了毛

巾的质量问题，损害了涉事毛巾厂的商业信誉和

商品声誉，理应对该毛巾厂承担一定的作为义务，

如澄清所报道的毛巾不存在致癌物质，或者赔礼

道歉，赔偿损失等，而不是责任的“全无”。

三、两种视角下认定媒体侵害人格权责任的冲突

构成要件视角和动态系统视角共存，为媒体

侵害人格权责任的认定提供了两种可选择路径，

似乎使得司法实践中侵权责任的认定更为容易和

科学。但是由于两种认定方式都可发挥作用，在

同一或性质类似案件中，到底是适用动态系统还

是构成要件视角，可能会产生选择上的冲突从而

引发以下问题：

（一）动态系统视角或成为减免责任的工具

《民法典》人格权编引进动态系统视角，一方

面可以在构成要件视角中考虑其他因素，更为科

学地认定媒体侵害人格权责任；另一方面，动态

系统视角也存在着弱化甚至代替构成要件视角的

风险，从而使得动态系统视角沦为减免侵权责任

的工具。

首先，在一些司法案例中，法院在说理时，

明确援引构成要件来认定侵权责任，但是在具体

的分析过程中是以动态系统视角来综合认定侵权

责任，《民法典》第 998条所列举的影响因素对案

件的最终审理结果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例如在

“张靓颖诉文汇新民报业联合集团侵害名誉权案”

中，[15]法院首先阐明应当根据 1993年最高人民法

院发布的《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

规定的构成要件来判断，但是实际上在分析媒体

侵权责任是否成立时，法院着重分析了被告出于

新闻报道、舆论监督的目的、保障公众知情权的

需要，以及原告作为公众人物应承担一定的容忍

义务等因素，最终认定媒体不构成侵权。由此可

知，司法实践中存在一些案例，虽然名义上以构

成要件来认定侵权责任，但实质上真正发挥作用

的是动态系统视角。

侵权免责事由是侵权责任制度中的重要组成

部分，动态系统视角除了在认定侵害人格权责任

中适用，在分析判断侵权免责事由方面也发挥着

重要作用。如《民法典》第 999条规定当事人为公

共利益事实新闻报道、舆论监督等行为方式、目

的，可以合理使用民事主体的姓名、名称、肖像、

个人信息等。根据 《民法典》 草案审议稿可知，

第 998条与第 999条之间存在密切联系，构成认定

侵害人格权责任的一般规定与例外。而人格权合

理使用的界定，与当事人双方的考虑因素有着密

切联系，甚至起到决定性影响，例如媒体基于公

共利益对公众人物进行新闻报道或舆论监督，即

使媒体报道存在瑕疵，也可能属于合理使用范围，

无需承担侵权责任。

需要警惕的是，若过于注重动态系统视角在

认定媒体侵害人格权责任中的作用，其被人为滥

用的可能性也就越大。例如面对媒体的新闻报道

和舆论监督等行为，如果媒体的相关报道和评论

失实，并造成当事人名誉下降等结果，若原告援

引《民法典》第 1165条，以构成要件来证明媒体

构成侵权，媒体理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被告

媒体若援引《民法典》第 998条，以动态系统视角

来阐释证明自身行为不构成侵权，或者侵权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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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弱，实则是以动态系统视角来免除或减轻自身

的侵权责任。这样一来，构成要件视角可能会因

此被动态系统视角架空，在认定侵权责任时会遇

到更多的限制，导致司法实践产生冲突。

另外，若实践中媒体都以动态系统视角为自

己辩护，强调媒体实施行为的公共利益目的和方

式、受害人的职业、影响范围等因素，忽略媒体

的过错程度、行为结果等因素，就会将动态系统

视角推置为减免责任的工具，有悖于立法所追求

的公平、正义等目的，央视报道“毒毛巾”事件

的审判结果就是一起典型例证。过于注重动态系

统视角，则会弱化构成要件视角的价值，不仅给

法官在认定媒体侵害人格权责任时造成困扰和压

力，也为媒体减免其侵权责任提供了选择余地，

引发同类型司法案例裁判结果差异较大，甚至完

全相反的情形。对于受害人寻求法律救济更为不

利，从而使公众对法律的权威性产生怀疑。

（二）两种认定视角共存或导致裁判结果差异

两种判定媒体侵害人格权的视角共存，除了

可能引发动态系统视角成为减免责任的工具之外，

还可能会导致类似案件裁判结果存在较大差异的

现象。笔者在此列举部分案例以分析论证所存在

的差异。如在“黄玉媛、胡亦菲等与安徽广播电

视台名誉权纠纷案”中，法院认为安徽电视台因

未注意到应对黄某的面部特征进行模糊化处理，

导致私人情感纠纷为公众所知悉，判定安徽电视

台承担侵权责任。[16]但是在“薄建军与中央电视台

名誉权纠纷案”中，央视因未做好技术处理导致

薄某的隐私在全国范围内传播，法院认为当事人

已经向第三人告知，央视的报道不存在侵权，只

希望央视以后做好技术处理。[17]前者法院以构成要

件直接认定媒体构成侵权；而在后者中，法院更

多的考虑到了媒体的舆论监督功能、原告已将隐

私告知他人等因素，最终认定央视不构成侵权，

也无需作出任何补救措施，即使法院认同央视存

在未做好技术处理的疏忽问题。

类似的，在 2007年央视报道“毒毛巾”事件

中，央视未经核实报道称某品牌毛巾使用致癌物

质染色剂，夸大了毛巾质量问题。但是法院认为

面对媒体的报道和监督，民事主体应予以必要的

容忍，央视不构成侵权。[18]而在“农夫山泉与《中

国新闻周刊》杂志社、中国新闻社名誉权纠纷案”

中，法院认为企业对于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容忍

仅限于轻微、一般失实，被告的文章表面上没有

捏造虚假事实、诋毁原告的内容，但实际上缺失

审慎注意义务，对原告做出了不公正的评论，应

当承担侵权责任。[19]前者综合考虑到媒体的舆论监

督职责以及民事主体的容忍义务等因素，认定央

视不构成侵权；但是后者法院却根据构成要件直

接认定媒体构成侵权。

由此看出，以构成要件视角和动态系统视角

认定类似媒体侵害人格权责任，确实会引发认定

结果完全相反的情形。对此，张红教授认为，

《民法典》第 998条中行为人的具体情节、侵害后

果等因素，仅是人民法院在认定责任已经成立、

行为人应当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前提条件下

确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考虑因素，而不是决定

行为人是否承担责任的考虑因素，也不是确定物

质损害赔偿数额的考虑因素。[20]这就意味着责任的

认定应当以构成要件来分析，而动态系统视角应

当在确定侵权所承担的责任范围时，发挥其效用。

但是王利明教授持不同看法，认为只有在平衡各

种利益、因素冲突之后，侵权责任的成立与否才

能够进一步判断。法官只有结合受害人的职业、

影响范围、过错程度，以及行为的目的、方式、

后果等因素进行综合判断，才可以得出行为人是

否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结论。[21]即直接以动态系统

视角认定侵权责任是否成立。

笔者通过比较已有的司法案例发现，即使在

类似案件中同样采用动态系统视角来认定侵权责

任，也存在裁判结果不一的现象。如在“甘肃唐

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与葛优网络侵权责任纠纷案”

中，葛优诉求被告在全国公开发行的报纸上道歉，

但是法院考虑到被告侵权行为的影响范围，判令

被告在其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发布致歉声明。[22]而在

“日晶国际汽车科技有限公司与林志玲网络侵权责

任纠纷案”中，法院考虑到互联网传播快、覆盖

广的特点，侵权内容经由互联网传播，不但严重

影响原告的形象，也严重欺骗广大消费者，判令

被告在其官方网站及全国公开发行的报纸上向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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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书面赔礼道歉。[23]二者都是通过传播快、覆盖范

围广的网络媒体实施侵害人格权，且两个被告对

肖像的使用都具有商业性目的，但是法院判决被

告赔礼道歉的范围却大相径庭。

可见，在认定同一或类似的媒体侵害人格权

责任时，以动态系统视角来分析认定侵权责任，

本身已经存在引发裁判结果不统一的现象。实践

中若以构成要件视角和动态系统视角两种视角来

判定侵权责任，则会进一步加剧裁判结果的不确

定性，损害法律的安定性。

四、两种视角在认定媒体侵害人格权责任中的

协调运作

《民法典》引入动态系统视角，与传统的构成

要件视角产生了一定的冲突，并引发了学术界争

议。两种判断侵权责任的视角共存，如何妥善协

调二者之间的关系，成为今后法律适用中的一大

问题。笔者在此提出一些个人见解。

（一）以构成要件视角认定媒体侵害人格权责

任的成立

法律的权威性很大程度上在于实施过程中能

够保持稳定性和统一性。若统一以构成要件视角

判定媒体侵害人格权的责任，能够避免司法实践

中类似案件因认定视角不同而出现裁判结果差异

较大的情形。从法律解释角度来分析，同样能够

得出媒体侵害人格权责任的认定，应当以构成要

件视角为基础。

1.依据文义解释、体系解释和历史解释，构成

要件为认定侵权责任之基础。首先，根据文义解

释来分析，《民法典》第 998条规定认定行为人

承担侵害除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以外的人格

权的民事责任，应当考虑相关因素。该条规定使

用“侵害”一词，表明行为人具有加害行为，没

有加害行为就不会产生侵权责任。[24]因此，加害行

为是产生侵权责任的前提条件。当加害行为造成

权益损害时，应由加害人承担损害，使其负赔偿

责任。[25]由此可知，认定行为人承担侵害人格权的

民事责任，实质上是通过分析侵害行为、损害结

果、因果关系等构成要件来确定。具体到媒体侵

害他人的人格权时，首先需要分析媒体是否存在

加害行为，如未尽合理核实义务导致内容失实，

文章含有他人隐私信息或毁损他人名誉；在此基

础上分析媒体的加害行为是否对当事人造成损害

结果，如导致隐私泄漏、名誉贬损、精神痛苦等；

若二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媒体的侵权责任即成立。

其次，根据体系解释，《民法典》侵权责任编

第 1165 条确立了最基本的损害赔偿归责构成要

件，只要没有其他例外规定，侵权纠纷均应按照

侵权构成要件来分析认定。媒体侵害人格权属于

一般侵权行为，当媒体产生侵权行为时，其责任

的认定自然应遵循侵权责任基本法规定，即根据

构成要件来认定侵权责任。杨立新教授也持同样

观点，认为人格权受到侵权责任保护，人格权受

侵害应依照《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的规定予以保

护。[26]至于第 998条所规定的考虑因素，结合《精

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和《民法典》第 1183条规

定可知，只有在媒体侵害人格权责任成立，且给

对方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情况下，法院才会结合

行为人和受害人等相关因素，综合考虑确定精神

损害赔偿数额。

另外，从历史解释角度来看，在 《民法典》

颁布之前，我国法律制度和司法实践中对媒体侵

害人格权的行为，基本上是以侵权责任制度来予

以规制，因而有关人格权的法律规制就成为侵权

责任制度中的一部分。张民安教授指出，虽然

《民法典》将人格权编与侵权责任编独立分开，但

是这些既存的人格权均是从侵权责任制度中产生

的，尤其是从过错责任侵权制度中产生的，如果

没有侵权责任制度，这些既存的人格权不可能产

生。[27]人格权法最初从侵权责任制度中分离出来，

主要解决人格权保护及人格权受侵害的救济问题，

本质上属于侵权责任法。因而当媒体侵害人格权

时，自然也应当以侵权责任制度来规制，更具体

而言，即以《民法典》第 1165条规定的构成要件

来认定侵权责任。

2.依据立法目的解释，构成要件视角更利于维

护法的安定性。任何一部法律的制定，都是以促

进司法实践的统一稳定、维护社会秩序安定为目

的。《民法典》作为对以往立法和司法实践经验的

总结，其制定目的也不例外。其中第 998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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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认定侵权责任时应当考虑多种因素，从微观层

面来看，其意义和价值在于通过考虑个案具体因

素达到个案正义的；从宏观角度分析，该条的最

终目的在于推动社会秩序稳定发展。但是根据以

往的司法实践可知，在认定侵权责任的轻重多少

时，考虑因素已经给予了法官较大的自由裁量空

间。若将考虑因素前置，并以此来认定媒体侵害

人格权的责任成立与否，只会加剧同类型案件的

裁判结果出现更大差异。

《民法典》引入动态系统视角，是为了能够更

为科学动态地考虑个案特殊性，作出更为公正的

判断。但这并不意味着完全抛弃和否定构成要件

视角，动态系统视角只是对构成要件视角起到补

充作用，比如以动态系统视角分析媒体对人格权

的使用，若超过合理使用范围，是否构成侵权，

仍然是以构成要件来认定。有学者指出，从分权

的角度看，如果法官不受法律构成要件的拘束，即

便给法官松绑，也未必能获得适合个案的判决。[28]

为了避免动态系统视角成为减免侵权责任的工具，

弱化构成要件视角的作用，以及考虑到我国目前

司法状况，位于彻底动态体系化和严格固定构成

要件之间的编纂技术，更值得我们采纳。[29]因此，

在以构成要件视角认定媒体侵权责任成立的基础

上适用动态系统视角，更有利于维护法的安定性，

并实现个案正义。

（二）以动态系统视角衡量媒体承担责任的范围

动态系统视角作为一种舶来品，引入到我国

法律体系中，应当参考借鉴动态系统视角在其他

国家的适用现状，科学理解掌握其内涵和适用方

式，确保动态系统视角能够在我国立法司法中得

到准确落实。

1.动态系统视角用于衡量责任承担范围的国外

法依据。动态系统视角起源于上世纪四十年代的

奥地利，由于该理论放弃了固定的构成要件，起

初遭到了激烈的批判，但之后又得到学者的肯定，

后在欧洲国家得到普及发展和适用，并对全球多

个国家产生了深远影响。纵观国外现有的法律规

定，动态系统视角在多个国家的立法和司法实践

中都有所适用和体现，并且都是用以确定损害赔偿

的范围，而不是用以认定侵权责任的成立与否。如

《瑞士债务法》（Schweizerisches Obligationenrecht )第

41条明确规定了以过错、损害、因果关系、违法

性等构成要件来认定侵权责任，而第 43条规定法

院应当衡量发生损害的具体情况及过错程度等因

素，确定损害赔偿的方法和范围；[30]《欧洲侵权行

为法基本原则》（Principles of European Tort Law）

第 3:201条在规定侵权责任范围时，列举了五项考

虑因素，包括责任人预见损害的可能性、受保护利

益的性质和价值、责任基础、风险程度等；《奥地

利损害赔偿法草案》（Austria's Damage Compensation

Law）第 1293条以动态系统视角为理论基础，对

侵权责任法保护的民事权益做了明确规定；[31]由德

国学者冯·巴尔起草的欧洲《共同参考框架草案》

（Draft Common Frame of Reference）第 2: 101条第 3

款规定，在判断赋予损害赔偿或预防损害的权利

是否公平且合理时，应参考归责基础、损害或有

发生之虞的损害的性质和近因、已遭受或即将遭

受损害之人的合理期待以及公共政策考虑[32]。

在山本敬三（やまもとけいぞう）等学者的

传播下，动态系统视角对日本也产生了深刻影响。

日本在处理侵害人格案件时，在学说上总结为

“以受害程度、状态、实践，受害人的社会地位、

身份，其他请求的有无允许额度，侵害行为的状

态，行使了侵害行为之后的加害人的态度等为重

要的算定因素”，来认定精神损失赔偿金额。 [33]具

体到司法实践中，日本井上繁规（イノウエシゲ

キ）法官在认定精神赔偿时，注重考虑加害方六

项因素和受害方七项因素，涵盖了双方当事人的

职业、影响范围、过错程度、行为目的、方式和

结果等因素。①这些都是动态系统视角在国外立法

和司法实践中的适用。

由此可知，以动态系统视角来认定媒体侵害

淤加害方考虑以下因素院1.加害行为的动机和目的的恶劣程度曰2.加害行为的内容的恶劣程度曰3.加害行为的真实性欠缺
程度曰4加害行为的相当性的欠缺程度曰5.加害行为的方法与范围曰6.加害人因加害行为所获得的利益遥 对受害方袁考虑以
下因素院1.受害人的社会地位渊如职业尧经历冤曰2.社会评价的降低程度曰受害人所蒙受的盈利上的损失程度曰4.受害人在社
会生活上的不利程度曰5.受害人的过失曰6.加害行为之后受害人的救济程度曰7.受害人的请求方式遥 参见[日]五十岚清著尧
[日]铃木贤尧葛敏译.人格权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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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权的责任范围，在国外已经有了比较丰富的

立法、司法实践和理论支持。我国《民法典》第

998条引入动态系统视角，从国际立法和司法实践

动态来看，应当与国际上动态系统视角的立法意

图和适用方式保持一致，用于衡量侵害人格权应

承担责任的范围，而不是将动态系统视角前置用

以认定侵权责任的成立与否。

2.注重法官对考虑因素的解释说理。在侵权责

任成立的基础上适用动态系统视角，是为了更加

科学地衡量媒体所应当承担责任的范围。以动态

系统视角衡量承担责任的范围，对法官的阐释说

理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之所以要注重法官审判时

的解释与说理，是因为裁判者通过考量各种情事

的重要性得出的结论，仅仅是其“独白式”的法

律判断。[34]在根据利益衡量得出结论之后，尚须开

启并完成一个论证结论之合法性与正当性阶段。[35]

因此，强调法官在适用考虑因素时的解释说理，

不仅能够克服法条的僵硬或模糊，更重要的是能

够对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起到一定的限制作用，避

免判决说理过于笼统和泛化。

首先，需要根据当事人多方面的因素来考虑

媒体应承担责任的形式。根据 《民法典》总则编

第 179条规定可知，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有数十

种。如何确定媒体应承担的具体责任，需根据原

告诉求和被告实施的侵权行为来考虑。当原告请

求法院让被告在全国范围内发表致歉声明，法官

需根据最终的影响范围和损害结果来确定责任形

式，并阐明其中的差异。例如在两个性质类似的

案例中，其中一个媒体发布的侵权文章阅读量超

过 10万，法院则应当支持原告的诉求，判定被告

在全国范围内发表致歉声明，以消除负面影响；

另一个媒体发布的侵权文章浏览量只有数百，法

院只需要求被告在其原有的传播范围内发布致歉

声明即可。当然，实践中该如何具体衡量判断，

还有待司法实践进一步探索。

其次，需要根据当事人多方面的因素来确定

媒体承担赔偿数额的范围。媒体侵害他人人格权

若造成严重的精神损害后果，需承担精神损害赔

偿责任。而具体的精神损害赔偿数额，往往会由

于媒体的类型、传播影响范围以及不同地方经济

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存在较大的差异。笔者

认为，法院在判断媒体侵害人人格权的精神损害

赔偿责任时，需要根据媒体、受害人以及侵害人

格权的类型、传播影响范围等因素，建构一个基

本的差异化赔偿方案。如将媒体划分为全国性的

新闻媒体单位、转载媒体、自媒体等；根据浏览

量和转发量区分影响程度的轻重；根据受害人的

知名程度划分为普通人物、公众人物等。结合媒

体所侵害的不同人格权类型，针对同一类型人格

权，建立多层次、差异化的精神损害赔偿数额判

断标准。在此基础上，综合考虑原告的诉讼请求、

媒体有无采取补救措施、以及 《精神损害赔偿司

法解释》规定的其他因素，做出一个说理清晰、

体现个案正义，同时又能够保障同类型案件裁判

结果相近的判决。

五、结语

《民法典》人格权编引入动态系统视角，是为

了更好的指导司法实践，进一步实现案件审理的

公正与公平。但是若要发挥好动态系统视角的功

能和价值，必须处理好其与构成要件视角之间的

关系，否则容易导致司法实践中出现同案不同判

的混乱局面，损害法律的安定性。以构成要件视

角认定媒体侵害人格权的责任是否成立，在此基

础上以动态系统视角认定侵权责任承担的范围，

为法官在审理案件时提供了统一的判定标准，同

时也给予了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空间。而注重法

官对影响因素的解释说理，不仅能够防止自由裁

量权的滥用，也有助于实现个案正义与司法的统

一稳定，更符合当下司法实践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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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跨文化传播 /交际）起于美国，早在八十年代就

被引介进中国学界，引介时间甚至与欧洲学界相差无几。[1-3]若借萨义德的概念

“理论旅行”[4]，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可谓旅行到中国近 40年了。“理论旅

行”(traveling theory)由萨义德在其著作《理论旅行》里提出。[5]该概念主要揭示了

理论并非凭空从其发轫地旅行到异国他乡，相反，理论旅行必然涉及到异国他乡

的本土学者基于本土经验对其进行驯化改造。[6]而在此过程里，从话语形式到理

论内涵都可能被贬低或降格，也可能结合新的社会环境，在再诠释中焕发活力。[7]

因此，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的在华理论旅行自然免不得受到本土学术

话语的驯化，这方面单从其在华的多样译名也可见一斑。目前，国内关于 Inter-

cultural Communication的译名有跨文化交际、跨文化传播、跨文化交流、跨文化

交通等，其中最为盛行的当属跨文化交际与跨文化传播，而且，这两种译名本质

上又归属于不同的学术领域。跨文化交际多用于外语研究，跨文化传播则多见于

传播学研究。两者虽都源自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但从表 1和图 1都可发

现，两者关键词、文献变化趋势皆具明显差异，已经形成了大为不同的研究领

域。

作为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在华的两种形态各异的话语形式，跨文化交

际和跨文化传播差异成因的探讨绝非咬文嚼字之争，因为学术关键词在变迁过程

里，本身就是一种语际实践，新旧词汇的交替代表着本土接纳者（中国学界）并

摘要 野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冶 进入中国学界已近 40年袁 不同学科对其进行了各异的驯化袁 并形
成了独特话语形式遥 在此之中袁 基于外语研究的跨文化交际与基于传播研究的跨文化传播最为显著遥 然
而袁 目前跨文化交际或跨文化传播的学术史研究往往视两者差异为理所当然之事袁 缺乏对其成因的追问遥
因此袁 文章借助知识社会学袁 重新反思 野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冶 在华早期引介过程袁 探索主流叙事
所遮蔽的灰色地带遥 通过重新发现 野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冶 在华引介者尧 传播研究者与外语研究者
在早期引介的差异成因袁 文章发现袁 跨文化交际与跨文化传播的差异并非自然产物袁 而属于学术场域争斗
与社会意识形态的结合物遥
关键词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曰 跨文化传播曰 跨文化交际曰 理论旅行曰 灰色地带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 陆国亮袁 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袁 上海 201600

交际与传播之争：“Intercultural Communi-
cation”的在华理论旅行
陆国亮

博士生新论

77



ENVIRONMENT驭ECOLOGYENVIRONMENT驭ECOLOGY

非被动接受，而是主动进行意义协商。[7]跨文化交

际和跨文化传播在学术话语上的差异及其成因，

隐含了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在华复杂的本土

驯化历程。然而，在国内关于 Intercultural Commu-

nication学术史的研究里，这种差异却常常被视为

理所当然。目前国内关于 Intercultural Communica-

tion的学术史研究未见基于萨义德“理论旅行”或

“理论驯化”概念的研究，不过，国内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学术史研究虽然没有使用此类概念，

关于跨文化交际或跨文化传播的回顾性研究并不

少。近年来，不少学者开始致力于回顾 Intercultur-

al Communication在华的发展历程，但他们的叙事

结构却存在着再生产学术神话的风险。

总体而言，参考国内学者刘海龙在《重返灰

色地带》中关于传播学术史叙事结构的五种分类，[8]

目前跨文化传播或交际研究国内学术史研究的叙

事结构可分为三类：编年史结构、大师主导式结

构、里程碑演进式结构。

编年史结构主要体现为，研究者按年份来罗

列跨文化交际或跨文化传播在华发展历程的重要

事件，但缺乏具体的诠释，暗含一种历史决定论

式的进步主义色彩，合理化已有的发展历程。[9-10]

大师主导式结构主要强调少数典型研究者对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在华发展历程的主导作

用，例如目前公认的几位大师：何道宽、胡文仲、

关世杰。不少研究视何道宽为 Intercultural Commu-

nication第一位引介者，而胡文仲则是在何道宽引

介后，迅速组织起中外相关研究者编写跨文化交

际相关的论文集，并组建起相关学术组织，关世

杰则编写了中国第一本关于 Intercultural Communi-

cation的教材。 [11-12]此叙事模式在聚焦大师之余，

往往无形中把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的在华发

展化约为少数突出个人的行为历史，忽视了社会

意识形态、政治经济结构、学术场域。

里程碑演进式结构主要关注 Intercultural Com-

munication在华发展历程的一些大事件，例如跨文

化交际在相关学术论文首次提出、本土教材首次

亮相、本土重要组织“中国跨文化交际研究学会”

的建立等。[13-15]在此类叙事结构里，对于里程碑事

件的关注往往忽视了事件间发生的细微小事，而

这些细微小事却又可能隐藏了 Intercultural Commu-

nication在华发展历程的重要痕迹，而且，此类里

程碑事件的选取标准往往基于该事件是否在学科

内部耳熟能详，这很可能不断再生产一些存在瑕

疵的学术史认识，并使其合理化。

综上所述，目前国内相关研究的三种主流叙

事模式都很可能遮蔽了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在华理论旅行过程中的灰色地带，而这些灰色地

带或将再生产一系列学术神话。何谓灰色地带？

灰色地带并非学科历史不断向外延伸所触及的新

领域，相反，灰色地带其实一直存在于主流叙事

之中，但却已被主流话语所遮蔽，因为其内容无

法嵌入目前主流叙事之中，无法再生产主流叙事

所涉及的一系列学术神话。[16]因此，探索 Intercul-

tural Communication在华理论旅行过程的灰色地带，

并非为了否定已有叙事，因为，否定往往只是再

次强化了已有叙事的中心地位。[17]相反，此举目的

在于呈现跨文化交际或跨文化传播本土学术史探

讨的新话语形式，袪魅一系列被视为理所当然的

主流叙事。

德国研究者 Stefanie在其文章里反思德国和法

类型 跨文化传播及跨文化交际研究的前十关键词

跨文化交际
跨文化交际能力尧 文化差异尧 英语教学尧 语用失
误尧 大学英语教学尧 外语教学尧 交际能力尧 跨文
化意识尧 大学英语尧 文化教学

跨文化传播
全球化尧 文化传播尧 国家形象尧 策略尧 野一带一
路冶尧 文化差异尧 新媒体尧 传播策略尧 文化认同尧
纪录片

表 1 跨文化交际与跨文化传播 CiteSpace关键词
分析结果

渊数据来自中国知网袁 一些与各主题必然相关的
关键词袁 如 野跨文化交际冶 野跨文化传播冶 野文
化冶 等已除去冤

图 1 跨文化交际与跨文化传播文献变化

渊数据来自中国知网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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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对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的引介 [18]，并提出

了其核心问题“起源于美国的 Intercultural Commu-

nication究竟在德国和法国受到了怎样的本土化改

造”，我想这个问题同样适用于本土语境。而且在

跨文化研究已经具一定规模，文献破万的今日，①这

个问题变得迫切。毕竟若连根源都弄不清楚就一

味投入研究，南辕北辙绝非杞人忧天。这一点其

实可见于近年的一种趋势，即无论是基于外语研

究语境的跨文化交际研究，还是基于传播学研究

语境的跨文化传播研究都不约而同地产生本土理

论创新的担忧，而这种担忧的根源显然在于，我

们仍尚未清晰地了解到，作为舶来品的跨文化交

际 /传播研究究竟如何旅行到中国，又经历了怎样

的本土驯化。而且，在此过程中又存在着哪些灰

色地带，在这些灰色地带里又隐藏着什么？探索

这些在跨文化传播和跨文化交际本土学术史主流

叙事中被遮蔽的灰色地带，正是本文的研究目的，

也是目前尚未有研究者关注的领域；在后文，作

者尝试基于已有文献材料对此进行初步探索。

具体而言，鉴于本文研究目的，本文无意去

详细分析跨文化交际或跨文化传播目前在华研究

状况 [19]或经典理论的历时发展， [20]也无意分析 In-

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在西方的发展历程。为了

回应研究目的，探索目前主流叙事中的灰色地带，

本文主要借助已有文献，基于知识社会学，重新

追问目前罕有研究者提出的问题或其答案被视为

理所当然的问题：

1.哪些学科率先引介作为舶来品的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谁是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在

华的首要引介者？

2.为什么外语研究者会在 80年代积极主动地

接纳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在此过程里又进

行了怎样的理论驯化？

3.为什么传播学研究者会慢于外语研究者接纳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为什么没有在引介后

迅速形成浪潮？

4.为什么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在中国会

被外语学界和传播学界分别驯化为跨文化交际和

跨文化传播？

二、重议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在华

早期引介者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在华早期引介所涉

及的核心问题自然是：“哪些学科率先引介作为舶

来品的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谁是 Intercul-

tural Communication在华的首要引入者”。就目前已

有的学术史研究而言，这两个问题似乎已盖棺定

论，不值得讨论。公认的答案为：外语学界最早

引入了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最早的引介者

为当时在四川外国语大学任教的何道宽。 [21-22]然

而，联系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在美国本土的

起源，以及研究发展，此答案存在奇怪之处：跨

文化研究奠基者为爱德华·霍尔，其整体研究取向

基本属于人类学，甚至他本人一直坚持其人类学

家身份多于跨文化交际研究者的身份。 [23]而且，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在美国的发展虽然遍布

多个学科，但人类学依然属于主要领域。因此，

联系上述研究背景和前文提及的“公认答案”，为

什么当时的中国本土人类学没有引进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对此，该问题答案其实恰好联系到第二个关

键问题———“谁是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最早

的引介者”？已有文献认为何道宽为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引进中国第一人的原因大多在于其

于 1983年发表的文献。[24]这篇文献被普遍公认为

国内跨文化研究的第一篇论文，不少学术史研究

以此为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进入中国的基

点。 [25-26]然而，从文献搜寻发现，其实何道宽在

1983年更早时间段发表的另外一篇文章《比较文化

之我见》里就已经明确强调要引介跨文化交际研究，

称“本文着重介绍的是狭义的比较文化。欧美国家

叫做‘跨文化的交际’（Cross-cultural Communi

cation），也有人叫‘文化之间的交际’（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它研究的内容是不同文化背景的

人打交道时的言语交际和非言语交际。它是一门

人际交际的学科。”[27]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这

篇 1983年的文献里，何道宽在开头就提到了另一

位文化研究大师金克木，并称这篇文章其实希望

淤以跨文化交际和跨文化传播为搜索词查询中国知网袁共得文献 17128篇遥

博士生新论

79



ENVIRONMENT驭ECOLOGYENVIRONMENT驭ECOLOGY

回应金克木于 1981年发表的关于比较文化研究的

文章。[28]同样，在被众多后续跨文化交际或跨文化

传播学术史研究引用的何道宽文献里，[29]其实何道

宽也在文章结尾提到了金克木对于比较文化研究

的引介：“可喜的是，已有人在研究和宣传比较文

化中做了一些拓荒性工作。两年来，金克木先生

在《读书》杂志上先后发表了三篇文章介绍比较

文化。” [30]结合前文对于比较文化和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的关联可知，何道宽在行文时，是

把金克木看作其研究的引路人。

通过文献搜寻可知，金克木于 1981-1982 年

间，除了何道宽文里提及的文章外，在 《读书》

上，总共发表了 3 篇关于比较文化研究的文章。

这三篇文章分别是：《记〈菊与刀〉（兼谈比较文化

和比较哲学）》《续谈比较文化———记人类学家密德》

《三谈比较文化》。这三篇文章虽然都只使用术语

“比较文化”，但其实已经从理论引介、经典研究

者、理论实践三方面把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在广义上引介到了中国。而且，即便在术语层面

上，何道宽在 1983年明确提出跨文化交际后，其

发表的文章其实都仍视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为比较文化研究的一部分， [31-33]存在“跨文化交

际”与“比较文化”术语混用的情况。而且，何

道宽在 90 年代初评价胡文仲的 《跨文化交际选

读》时，给予该作的赞誉仍然在于其对比较文化

研究的贡献，并在文中称“在比较文化研究中，

外语界应该当仁不让地承担先锋队和突击队的角

色......然而外语界有外语这个工具和信息迅捷的优

势......就一定能成为中国比较文化研究的一支生力

军，开创比较文化研究的新局面”[34]。因此，在探

讨早期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的本土引介时，

显然不应该继续拘泥于引介者是否使用了今日流

行的术语，因为当时尚未形成固定的本土研究领

域，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的话语形式依然处

于激烈争斗之中。

具体而言，金克木的第一篇文献，[35]主要引介

了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及其著作《菊与刀》，

介绍文化人类学。金克木在文中，不仅提出人们

需要中性思考“文化”，并且谈论了比较文化的研

究对象、方法。在第二篇文献里，[36]金克木主要引

介了美国人类学家米德，介绍她在文化人类学的

研究成果与历程，并且谈论了文化人类学在上世

纪 30年代就已经引介到华，只是由于战乱，相关

研究被中断了。最为重要的是金克木的第三篇文

献，[37]如果把前面两篇文献看作比较文化研究的引

介，那么第三篇文献其实已经是一次结合具体案

例的跨文化传播分析。在该文中，金克木基于佛

教文献进入古代中国的历史，探讨了数个典型的

跨文化传播研究问题：“佛教文化如何传入中国”

“佛教文化又是如何被接受”“佛教文化怎样中国

化”。结合上述研究问题，金克木先生从讨论中印

文化交际到不同文化背景的少数民族互动，一直

延伸到不同文化思想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驯化，

并在讨论中使用了“文化移入”“文化引入”等典

型的跨文化传播术语。而且，即便今日，金克木

当时谈论的这个跨文化传播题材仍受到关注，就

算以近日相关研究者的文献内容来对比，[38]抛开研

究方法和研究规范，其实二者间并没有决定性差

异，其研究脉络显然同根。

因此，对于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最早的

在华引介者这个问题，目前 Intercultural Communi-

cation的学术史研究给出的答案值得商榷。就 In-

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明确术语译名提出和学科

宣言角度来看，何道宽可谓 Intercultural Communi-

cation在华引介第一人，当然其最早的引介文献应

该是《比较文化研究之我见》，而非目前公认的另

外一篇文献《介绍一个新兴学科：跨文化的交际》。

然而，如前文所言，从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的内涵、经典介绍、理论实践上来看，金克木同

样有资格作为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在华引介

第一人。而联系前文提出的问题“为什么当时的

中国本土人类学没有引进 Intercultural Communica-

tion”，由上述关于金克木的论述可知，本土人类学

学界其实是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在中国的首

批听众，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比外语学界更早。然

而，人类学研究者似乎对金克木先生的引介缺乏

兴趣，没有形成后续的讨论，导致人类学在早期

本土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研究的缺席。但

是，为什么本土人类学会对此没有兴趣？对此，

从何道宽和金克木的文献里其实可见一斑：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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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经过政治运动，破损严重，处于重整时期，

学界对于人类学的认识和重视程度并不高。而且，

从当时人类学的主要文献可知，人类学着重关注

民族学，力图形成可以服务于当时政府目的的学

科规划，[39]金克木文章里也没有像何道宽一样强调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的实用价值，因此，缺

乏明确实用价值的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便没

有得到重视。

三、跨文化交际研究领域迅速形成的原因

如前文所言，中国外语学界在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早期引介中非常积极。然而，为什

么外语学界就这么积极引介 Intercultural Communi-

cation？而且外语学界早期又是如何对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进行驯化？为了理清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的本土学术史，这两个问题显然值

得思考。

对于第一个问题，大部分跨文化交际研究都

视其为理所当然之事，罕有学者进行追问。即便

是关于跨文化交际的学术史研究，此类研究也往

往基于前述的三种叙事模式（编年史式叙事、里

程碑式叙事、大师主导式叙事）简单叙述。

简而言之，目前跨文化交际的学术史研究基

本把此问题置之于一个广泛接受的答案：因为 In-

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早期引介者何道宽和胡文

仲都属于外语研究者，尤其胡文仲作为国内跨文

化交际研究泰斗，他始终关注跨文化交际研究。

但由前一部分关于金克木先生文献的论述可知，

研究者的早期引介并不能保证相关学科就会迅速

接纳相关研究主题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并形成研究领域，因此，此长期以来被视作理所

当然的答案自然存在瑕疵。

而且即便抛开金克木在人类学领域的引介，

早期引介者还有国际关系学的关世杰、传播学的

居延安，但从早期的文献数量和文献发表年份都

可知，这两个学科的研究者，在当时，显然远没

有像外语研究者那么迅速地接纳 Intercultural Com-

munication，并进行本土驯化。所以，从知识社会

学角度看来，此问题的答案需要从社会意识形态、

学术场域两方面寻找线索。一是回到何道宽和胡

文仲等早期外语研究者发表的众多文章里寻找学

术场域内部线索，二是回顾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

寻找学术场域外部线索。

就外语研究的学术场域而言，通过分析早期

文献可知，跨文化交际得以迅速接纳的原因其实

在于两点：语言研究的范式转变、研究者行动轨

迹变化。从外语研究泰斗王宗炎关于跨文化交际

的文献，[40]以及另一位泰斗许国璋在 80年代初的

文献可知，[41-42]80年代以前，外语研究者基本倾向

于结构主义和生成语法范式，对文化等社会因素

并不重视，在语言教学上自然重语言结构，轻社

会因素。而正是自许国璋在 1980年发文谈论词汇

的文化内涵与外语教学关联[43]开始，外语研究者开

始转而关注文化等社会因素。[44]与此同时，基于社

会语言学理论的交际法在西方兴起，并进入中国，

对传统外语教学的结构法范式形成冲击，其主要

国外研究者坎德林甚至在 82 年访华，于北京讲

学，推动外语教学的范式转变。[45]并且，当时国内

外语院校也积极响应，广州外语学院、黑龙江大学

都相应进行了交际法教学，并编写相关教材。 [46-47]

所以，当时作为外语教学指导思想的语言学研究

正经历着从结构主义、生成语法范式转向功能主

义范式的转变（更关注社会因素对于言语交际的

影响），而外语教学本身也经历着从传统听读法、

课本法转向交际法的转变。[48-49]这两方面的范式转变

使外语研究者重新重视起语言系统之外的社会因素，

因此，外语学界当时的这种范式转变显然为强调文

化因素、人际交往的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提

供了良好的发展土壤。与此同时，同样重要的是，

自改革开放以来，此时，不少外语研究者得以到

国外访学，不再像政治运动时期那样无法与国外

研究者进行交流。在此过程里，不少外语研究者

显然亲身感受到，即便自己熟悉对象国语言，但

若缺乏对象国的本土文化知识，其实也难以顺利

地与本土人士进行交往。[50]所以，早期外语研究者

的行动轨迹变化，带来了其自身复杂的跨文化交

际亲身体验，并且这种体验与外语教学有着天然

的密切联系，毕竟语言教学最基本的目的在于实

现与他者的顺利交往。因此，不少外语研究者回

国后，致力于开设文化相关课程或发表文章，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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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外语学界更加注意文化问题，[51]这种亲身体验自

然更加促使外语研究者对跨文化交际的兴趣与好

感。

就社会意识形态而言，在政治运动结束后的

80年代，国家倡导改革开放，而改革开放需要外

语人才，外语学界自然非常关注如何培养外语人

才服务于国家的“引进来”目标。 [52-56]即便在 80

年代初，外语学科分类上就特别强调了外贸、旅

游。[57]简而言之，“如何在实践上服务于政府的改

革开放政策”成为了当时外语研究者最重要的任

务，实用性自然成了当时研究者在引介理论时最

关注的要素。就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而言，

如前文所述，与传统的语言教学相比，跨文化交

际不仅增加了语言教学多样性，更丰富了其内涵。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奠基者霍尔正是从实用性非常强的外事人员培训

中建构起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终其一生，

霍尔都一直致力于带领研究者从事和改进外事人

员培训。霍尔的后期著作实用性非常强，专门针

对外事人员培训。[58]因此，结合当时社会意识形态

上对于实用性、外事人员培养的重视，早期引介

者何道宽、胡文仲对其实用性的强调无可口非，

而且，正是这种本土话语驯化让作为听众的外语

学界持与人类学截然不同的态度，迅速接纳 Inter-

cultural Communication，并着手把它驯化，让它服

务于外语教学。

在弄清楚外语研究者为何迅速接纳 Intercultur-

al Communication后，本文将聚焦于外语研究者在

此过程中，如何驯化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结合前文对于当时外语学界的分析，外语研究者

对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的本土驯化主要在于

三点：实用技能化、融入外语教学、强调人际交

往。具体而言，这三点并非各自为政，相反，三

者关系密切，形成链状关系。在何道宽和胡文仲

早期引介文献里，[59-62]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首

先被视为一种具很强实用范围的技能，这种技能

可以帮助各类外事人员更好地从事相关工作，例

如外贸通商、外交谈判等。然后，这种技能也因

此属于外语教学的重要一环，它不仅能辅助语言

学习，还能帮助语言学习者丰富异国知识、提高

文化敏感，从而更流畅地进行跨文化交际，[63]而掌

握这种技能的程度便成为了日后本土外语教学中

屡屡提及的跨文化交际能力。[64]最后，这种跨文化

交际研究也进而更强调人际交往，因为在外语教

学中，语言运用的场景往往是面对面的人际交流，

相关教学例子也以人际交往为核心。[65]这种对于人

际交往的强调也可见何道宽和胡文仲对于 Intercul-

tural Communication广义与狭义的区分，[66-67]两者都

把目前研究者应该讨论的 Intercultural Communica-

tion范围限制在了人际交往上。而这三点最终反映

在了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的话语形式从最早

的文化间交际，[68]到狭义的比较文化研究，最终确

定为跨文化交际，[69-70]并延伸出跨文化交际能力等

概念。作为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话语形式的

跨文化交际，显然凸显了外语研究者对于人际交

往的关注。经过上述本土驯化后，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在本土跨文化交际研究里，跨文化

交际能力居于核心地位，并且逐年升温。[71-72]

四、传播学研究者缓慢引入跨文化传播的原因

探讨

为什么传播学学界会慢于外语学界引入跨文

化传播？对于此问题，目前罕有跨文化传播的本

土学术史研究进行探讨。不少研究者似乎视这种

差异为正常现象，或者也有不少研究者把前文探

讨的何道宽于 1983年的文献[73]视为跨文化传播研

究的起点，否定上述问题。但对于后者，略显奇

怪的是，一方面，何道宽这篇文献往往被看作跨

文化交际的引介，若以此为基点，则默认跨文化

交际和跨文化传播为同一研究领域，但从前文关

于跨文化交际和跨文化传播的统计数据可知，这

显然不能令人信服。另一方面，不少传播学研究

者在关于跨文化传播的文献里，虽然提及何道宽

于 1983年引入跨文化研究，但往往又把关世杰于

1996年的文章定为跨文化传播的起点。[74]

上述情况反映了，目前跨文化传播的学术史

研究对研究根源认识模糊。对此情况，首先，不

应该继续视这种差异为理所当然之事，因为，虽

然跨文化传播奠基者霍尔为人类学家，但国际传

播协会（ICA）早在 1970年就已经把跨文化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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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列为传播学研究分

支；[75]其次，上述混乱局面归根究底源自两个问题

“谁在本土传播学研究领域里引入了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与“为什么传播学研究者会慢于

外语研究者接纳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对于第一个问题，已有文献多数认为由北京

大学学者关世杰于 1996年在《新闻与传播研究》

发文，把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引入到传播学

领域。[76-77]然而，该文章虽然标题强调了 Intercul-

tural Communication属于传播学分支，但作者并没

有使用跨文化传播，而是使用了其另一本著作

《跨文化交流学》的术语译名“跨文化交流”。而

且，抛开上述术语译名差异，重温早年跨文化研

究文献可以发现，其实有学者远早于关世杰，把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引入到传播学学界。复

旦大学学者居延安早在 1986年就于《复旦学报》

（社会科学版）上发文讨论文化传播问题，并且，

在该文的摘要部分就已经明确提到跨文化传播的

定义：“七十年代以来, 西方传播学中经常出现

cross-communication这一术语，我们把它称为‘跨

文化传播’或‘跨文化沟通’。它讲的是不同民

族、不同地区、不同社会共同体的文化或亚文化

之间的传播和沟通。”[78]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这

篇文章与何道宽关于跨文化交际的文章不同，主

要从宏观角度结合中国历史文化，分析文化的传

播。但为何已有文献会忽略这篇文献？在本文看

来，很可能因为这篇文章的主体讨论内容关于宏

观的文化传播，没有特定提及到跨文化语境。然

而，若据此否定该文章在跨文化传播的开创地位，

其实并不合理，因为，作者在摘要部分就已指出

跨文化传播“无非运用传播学和文化学的一般原

理来研究横向的文化传播问题”，而其主体内容则

属于“剖析文化的横向和纵向的传播问题”。[79]所

以，根据上述分析可知，目前跨文化传播本土学

术史研究在跨文化传播引介者的认识上值得商榷，

居延安无论从术语译名，还是内容上，都完全有

资格作为跨文化传播的最早引介者。

另一方面，对于跨文化传播于传播学领域引

介者的再发现其实也提供了线索，解答第二个问

题“为什么传播学研究者会慢于外语研究者接纳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对此问题，如前文所言，已有研究往往理所

当然地描绘外语研究者首先引入 Intercultural Com-

munication，随后传播学研究者才把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引入到传播学研究，这种主流叙事

模式暗含了一个前提：引介年份决定了学界的接

受速度。对此，一方面，这种理所当然的答案的

确有一定合理性，因为目前学界基本默认由翻译

大家何道宽引入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到国

内，何道宽当时也属于以外语研究为主，而且 80

年代初传播学才刚刚进入中国内地，本土学者忙

于吸收以施拉姆为代表的美国传播学（行政学派

范式为主），无暇关注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这种边缘研究领域。然而，另一方面，前文对于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引入者何道宽和金克木

的讨论已经表明了，理论引介的时间快慢虽然影

响学界的接受速度，但绝非唯一决定因素。结合

居延安对于跨文化传播学学术史的再发现，继续

持有这种理所当然的态度，把传播学研究者对于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的缓慢引介仅仅归咎于

引介时间的快慢，这显然可能遮蔽跨文化传播本

土学术史的灰色地带。所以，本文尝试摒弃这种

理所当然的认识，尝试基于知识社会学，从当时

的社会意识形态、学术场域动态来分析此问题。

就学术场域而言，单单从时间来看，其实居

延安跟何道宽只差 3年，跟金克木也只差 5年，这

远早于关世杰 1996年的引介。目前那种理所当然

的认识显然部分源于关世杰引入时间和何道宽相

差太远，足达 13年，导致上述问题变得不值得思

考。然而，如前文所言，其实居延安在 1986就尝

试引入跨文化传播，此跨文化传播本土学术史的

再发现显然说明了，本土传播学研究者缓慢引介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的原因绝非仅仅在于引

入时间太晚。

而且，由于当时传播学同样处于引介阶段，

与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引介密切相关的其实

是本土新闻学研究者。当时的新闻学研究者在经

历了政治运动期间的宣传思想指导后，学科思想

处于枯竭状态，正努力寻求新理论服务于其学科

旨趣，即新闻报刊的大众传播。[80-82]而如前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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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跨文化交际的本土驯化过程所言，本土外语

研究者基本上把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化约为

交际，即人际交往方面研究，而新闻学研究者当

时正聚焦于如何引进几乎等价于大众传播研究的

传播学，[83-84]自然忽视了被想象为人际交往研究的

跨文化交际。而传播学作为被引介的学科，碍于

当时部分新闻研究者仍持较强阶级斗争意识，传

播学当时也自顾不暇，更何况强调西方文化的跨

文化研究，其本身的研究领域合法性在此时期于

根源上就被否定了。而且，新闻学研究者当时引

介传播学过程里，最关心的是受众研究、效果研究，

但这些研究当时在国内的开展仍饱受争议，[85]强调

异国文化的跨文化传播研究在此时显然无法给它

带来丝毫帮助。进一步而言，居延安在 1986年发

表了关于跨文化传播的文章后，足足过去了将近

10年，才由刘燕南于 1995年在学界重提跨文化传

播。[86]有趣的是，虽然间隔了这么长时间，两者在

研究路径上却呈现了较高相似之处，二者都与外

语研究中的跨文化交际截然不同，不拘泥于微观

层面的异文化间人际交往，更像金克木的路径。

两者都聚焦于宏观层面上的跨文化传播现象探讨，

以及文化因素对于传播学的启示。而这种断裂的

延续，其实反映了当时的传播学研究，基本把传

播等同于大众传播，并不涉及人际传播，而非今

日作为话语形式复杂多样的“传播”一词。这种

对于“传播”的片面理解自然导致了，早期跨文

化传播研究较为宏观抽象、缺乏实质指导，[87]而这

种特点又导致了，此时的跨文化传播研究很难驱

使当时希望得到实质指导的新闻学学界产生浓厚

兴趣。

就当时社会意识形态而言，如前文所言，随

着改革开放政策，国家需要应用型人才，当时的

新闻学研究者在寻找着能服务于新闻研究的西方

理论。 [88-90]而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奠基者霍

尔专注于应用研究，出身于外事培训机构，而且

其后期基本偏重外事人才培训，由此观之，Inter-

cultural Communication没有引起当时新闻学学界兴

趣不在于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本身缺乏实用

属性。而确切原因其实在于，如前文所言，新闻

学界当时接触到的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已经

被外语学界驯化为跨文化交际，无法给予当时聚

焦于报刊大众传播的新闻学学界实际指导，而后

面像居延安、刘燕南他们引介的跨文化传播，[91-92]

虽然回到了大众传播，但却偏重于宏观现象探讨，

这显然与当时鼓励实务、重实用性的社会意识形

态不符，这类研究难以给政府在对外传播上提出

有效建议。而且，80年代整体社会意识形态仍偏

左，[93-94]这种意识形态倾向深刻影响当时的传播学

研究。即便 80年代初，不少学者致力于引进偏行

政学派的美国传播学，但从当时的期刊刊登文章

可知，其实早期新闻传播学学术期刊主要刊登的

仍然是偏左的批判主义范式的论文，[95]因此，偏向

于去政治化引入的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显然

无法与这些批判主义范式的论文同日而语。

所以，综合上述两方面的论述，我们可以发

现，本土新闻传播学研究者对 Intercultural Commu-

nication的早期引介形成了一种“交错的误会”。在

80年代早期，居延安引入时，Intercultural Commu-

nication因为不符合当时偏左的新闻学学界的口味

被抛弃了，而到了 90年代，Intercultural Communi-

cation已经被外语学界驯化为强调人际交往的跨文

化交际，此时关注大众传播的新闻传播学研究者

自然对此没有太大兴趣。

五、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在华不同驯

化结果的成因

如前文所言，本文无意横向详细对比跨文化

交际和跨文化传播，只希望能深入探讨这两种 In-

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在华驯化结果的成因。经

过前面三部分的讨论，文章基本理清了前文提出

的若干问题。结合这些问题的答案，本文尝试解

答“为什么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在中国会被

外语学界和传播学界分别驯化为跨文化交际和跨

文化传播”。

对于此问题，已有本土学术史研究存在两种

态度，一是基本无视此问题，视这种差异为理所

当然，另一种态度则是视此问题有着无需深思的

答案：外语研究和传播学研究存在差异，因此 In-

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在华的驯化自然有着不同

的结果。这两种态度无对错可言，然而，结合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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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学界和传播学学界对于 Intercultural Communica-

tion接纳历程的分析可知，放弃此问题的追问显然

有可能遮蔽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在华理论旅

行的灰色地带。对此，本文希望基于知识社会学，

结合社会意识形态和学术场域动向，来分析此问

题。

就社会意识形态而言，务实化和左倾思想的

矛盾贯穿了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初入中国的

80-90年代。在此社会语境下，学界在引介西方理

论时，需要一方面考虑其实用性，另一方面考虑

其思想涉及的意识形态，例如新闻学学界对于传

播学隐含的西方新闻思想曾存在顾虑， [96-98]早期引

介的传播学经典其实也以批判主义学派为主。[99]

相比之下，如前文第二部分分析所示，外语

学界除了语言优势外，其实拥有着传播学不可比

拟的合法性去引介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就

像何道宽和胡文仲的文献所示，Intercultural Com-

munication几乎完美地为当时的外语教学、外事人

员培训提供了广阔且新颖的研究依据，因为国家

改革开放浪潮逐渐成型，各类外事人员，如何道

宽一文提及的外交家、外贸人员、海外留学生等

都迫切需要比外语更为丰富的内容，也就是跨文

化交际内容。因此，外语学界在对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的驯化之初，就主要把目光放在了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对于外语教学、外事人

员培训的有用之处，而当时 Intercultural Communi-

cation已经在西方发展起来的抽象理论则在很大程

度上被忽视了。这一点可以从胡文仲当时编撰的

两本论文集《跨文化交际与英语学习》《跨文化交

际选读》洞悉到，这两本论文集属于早年外语院

校了解跨文化交际的重要教学材料，里面各论文

主要由国外跨文化交际研究者撰写，并没有进行

翻译，而在这些论文里，关于外语教学的占多数，

仅少数论文涉及抽象理论。

就学术场域而言，如前文第三部分分析所示，

传播学当时尚自身难保，对于 Intercultural Commu-

nication早期的驯化其实主要由新闻学研究者进行。

然而，当时新闻学尚且对传播学拥有意识形态层

面的顾虑，枉论更加强调西方文化特性的跨文化

研究。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新闻学同样有着务

实方面诉求，新闻学研究者在引入传播学时，也

是打着拓宽学界对于大众传播认识的旗号。当时

新闻学其实引入的“Communication”就是“Mass

Communication” [100]，和今天已经具多重话语形态

的“传播（Communication）”不能直接通约。鉴于

当时新闻学研究者外语水平在总体水平上不如今

日，其对于西方理论的认识一方面依靠旅外新闻

学研究者引介，另一方面恰好源自外语研究者的

引介，例如何道宽推动了麦克卢汉在中国新闻传

播学界的研究浪潮。把上述两点联系到何道宽和

胡文仲等外语研究者对于 Intercultural Communica-

tion的驯化结果可知，强调人际交往的跨文化交际

显然不能引起新闻学研究者的兴趣，缺乏实际的

指导作用。

鉴于新闻学和跨文化交际关联度并不高，跨

文化传播的早期研究要么是由新媒介带动，例如，

卫星电视的跨文化传播研究，要么是地域特点推

动的，例如早期研究者韩强、阎建设都属于新疆

地区，对于文化差异比较敏感。[101-102]库恩（Kuhn）

曾指出，某种学术传统想要得到接纳，就需要给

相应的研究群体提供一个有确定答案的谜题。[103]

而结合前面第二部分的论述可知，跨文化交际显

然给予了外语研究者一个有着确切答案的谜题，

而且这个谜题，一方面与外语教学研究范式变化

相关（交际法转向），另一方面，与外语研究者的

跨文化交际体验密切相关。然而，被新闻学研究

者理解为跨文化交际的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却无法起相同功效，因为研究问题“如何做好跨

文化人际交往”并不在当时新闻学研究者的问题

域内，后者需要探讨的是大众传播问题。即便后

来的跨文化传播，在初期也未能奏效，形成不了

系统研究 [104]。直至其融入进全球传播领域、结合

了新媒介、全球化话语在社会盛行，才真正形成

了谜题，即“全球化时代下，大众媒体如何做好

跨文化传播”。

六、余论

如文章开头所言，本文虽然聚焦于 Intercul-

tural Communication在华理论旅行，但无意效仿已

有跨文化交际或跨文化传播学术史研究，以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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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关键事件为向导来重新书写这段历史。与

之相反，本文尝试重新追问一些目前被赋予理所

当然的答案的问题，甚至是一些被目前学界认为

不值一提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有助于我们重

新挑战被目前学界视为理所当然的叙事，而这些

叙事很可能遮蔽了一系列灰色地带，若不加批判

地接纳它们，一些跨文化交际或跨文化传播的学

术神话或将不断地再生产。

进一步而言，通过回答文章开头提出的问题，

本文借助知识社会学，烛照了主流叙事之下的灰

色地带，挖掘了一些新发现，例如金克木早期引

介的再发现、外语学界快速引进 Intercultural Com-

munication 背后的原因、外语学界对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的早期驯化、跨文化传播的根源再

发现、跨文化交际与跨文化传播差异的根源。这

些新发现，一方面可以为跨文化交际或跨文化传

播的学术史研究提供新视角，另一方面，或可帮

助研究者打破一些长期以来的主流叙事所生产的

迷思，例如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与外语学界

的天然联系、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在华自然

分化成跨文化交际与跨文化传播等。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新发现并非为了

重新竖立起新主流叙事，也非为了否定主流叙事，

而是为了提供更多解剖当前主流叙事的新视角，

激发更多学者从更为多样的截面去解剖跨文化交

际、跨文化传播的本土学术史，透析其背后隐藏

的权力机制，打破目前单维度的叙事模式，因为，

作为一种外来理论，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的

在华理论旅行的历史，绝非自然发生史，注定充

满各种场域的争斗。

此外，文中涉及一些对早期研究者的讨论与

勘误，这些讨论皆出于学术探讨之意，只为建构

一种本土跨文化交际或跨文化传播学术史研究的

新视角，并非对早期研究者怀有不敬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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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ge, endeavors to explore the grey zone obscured in the mainstream narrative through the reflect on the early intro-

duction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 Chinese academic community. After the rediscovery of the introducer of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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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guages held different attitudes to the introduction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 Chinese academic community,

the article finds that the difference between‘Kuawenhuajiaoji’(跨文化交际) and‘Kuawenhuachuanbo’(跨文化

传播) is not a natural result, but a result caused by the combination of the conflict in the academic filed and social ide-

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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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兴媒介技术系统的发展，移动社交媒体运应而生，这种新传媒形态极

大地提升了人类社会“传媒化生存”的物态条件，深刻地改变了并仍在持续改变

人类社会的思想和行为，为此展开的对社交媒体的研究迅速成为国际学术前沿。

自中国互联网发展以来，博客、人人网、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递次登场，中国

迅速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社交媒体市场，如今社交媒体已经全面嵌入到中国社会

的各个层面，给当代中国带来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中国社交媒体在短短的时间

里所取得的惊人发展并在丰富的实践中所积累的独特经验引起了全世界的注目，

而此时的以英美为主导的国际学界自 2007年以来围绕英美国家的社交媒体平台

展开的研究虽然不断取得突破，但在研究视野上却有相当的局限。为了适应全球

社交媒体发展生态的变化，英美学界逐渐将注意力转移到域外，自然越来越多地

把中国社交媒体纳入到其研究视域中，他们对中国社交媒体的研究因其政治、经

济、社会、文化背景等差异而成为当今新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社交媒体参与全球治

理实践的一个“他者之鉴”，成为国内进一步深化和拓展本土社交媒体研究，在

国际学界获得应有的话语权的一个学术参照。故本文试图以历时性纵向考察为逻

辑起点，以其中某一议题研究为例证依据，对英美学界中国社交媒体研究轨迹做

一个简要的梳理和分析。

一、英美学界中国社交媒体研究总体概况及本文研究的主题选取

笔者在Web of science核心数据库中对英美学界中国社交媒体研究的发表论

英美学界中国社交媒体研究的现实
功利性轨迹
———以商业营销功能研究为例

曹漪那

摘要 基于中国已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社交媒体市场的现实袁 对中国社交媒体的研究迅速成为国际学术前
沿遥 本文根据被Web of Science核心数据库收录的研究文献袁 并以对中国社交媒体商业营销功能研究为例
分析得出如下观点院 英美学界从 2009年至 2021年上半年对中国社交媒体研究经历了涉入尧 拓展尧 深化三
个阶段袁 其现实功利性特征贯穿于这十余年研究历程的始终曰 英美学界中国社交媒体研究既有为跨国公司为
主的商业资本服务的目的袁 也有维护其在国际社交媒体研究领域话语主导权的意图曰 英美学界对中国学研究
的一贯立场和趋向充分体现在这些研究中袁 故国内学界非常必要对之投入更持久的关注和反思性再研究遥
关键词 英美学界曰 中国社交媒体曰 商业营销功能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简介 曹漪那袁 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袁 四川成都 610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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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进行检索，检索条件为：标题内含有“Chinese

Social Media”或“Chinese Social Network”或“Social

Media in China”或“ Social Network in China”或

“Weibo”或“Sina Microblog”或“Chinese Microblog”

或“Weixin”或“WeChat”或“Renren”；被 SCIE

（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 或 SSCI（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或 A&HCI（Arts & Humani-

ties Citation Index）三种权威论文索引数据库收录；

作者或作者之一所属国家为美国、英国；文献类

型为 Article；语种为英语；发表时间为 2007年至

2021年 8月 20日，共检索到文献 15,290篇。通过

浏览文献摘要，发现其中有 14,435篇文献的内容

与“英美学界中国社交媒体研究”无关，因此将

这 14,435篇文献排除后，共得到 855篇相关文献。

（图 1）

需要说明的是，英美学界中国社交媒体研究

成果不仅限于本文所检索的三大数据库的范围，

也不仅限于本文所限定的检索条件的范围，在此

之外，还有若干发表于其他期刊、会议的相关论

文，或本文检索条件中未能涵盖的三大数据库论

文（如标题、关键词中未明确指出其研究内容的

论文等）以及以中国社交媒体为研究对象的博士

论文和专著，等等。笔者通过在 Web of Science、

Google学术、ProQuest学位论文数据库、EBSCO数

据库中对相关文献进行检索，共搜集到 200余篇

此类论文和著述。但笔者发现，这些文献的观点

在检索到的文献中均已有所体现。因此，笔者将

以 SCIE、SSCI和 A&HCI三大权威数据库中检索

到的相关文献作为审视英美学界中国社交媒体研

究发展轨迹的最重要依据，对英美学界中国社交

媒体研究的发展脉络做一归纳和梳理。

从文献数据统计来看，英美学界涉入中国社

交媒体的研究比对一般社交媒体的研究（英美学

界对社交媒体的一般研究始于 2007年） [1]要稍晚，

始于 2009 年，2009—2012 年底发表文献 19 篇。

自 2013年之后，英美学界中国社交媒体研究呈现

出逐年上升的趋势，2013年—2017年底，发表文

献 121篇。如果说 2009年至 2012年底的英美学界

中国社交媒体研究尚处于涉入期，那么 2013年至

2017年底的英美学界中国社交媒体研究则进入了

拓展期；2018年—2021 年 8 月 20 日，发表文献

716篇，可称为英美学界中国社交媒体研究的深化

期。

由于以上三个时期涉及的文献资料数目较大，

内容繁杂，为使论证更加聚焦，本文仅选取了关

于中国社交媒体商业营销功能部分的重要文献作

为本文的研究对象依据 （其他主题将另文论之）。

之所以做如此的选取，理由在于问题意识是一切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起点，只有带着明确的问题

意识，研究才能够有序向前推进。有学者认为，

问题意识“并非来自于概念或理念层面，更多的

是来源于真实世界的经验”[2]。正如思想史学家斯

金纳所言，对“特定言论”的理解离不开“更为

广泛的语境”。[3]亦即是说，问题意识是研究者在

其所处的实际社会环境和生活中感知和提炼出来

的，具有明确的指向性、现实性。中国作为全球

发展速度最快的经济体，在短短的时间里，社交

媒体的用户人数呈爆炸性增长，对中国社会各领

域的影响日益深入，社交媒体不仅成为管窥当代

中国政治、社会和文化的重要渠道，更是业界开

展商业实践的工具，甚至成为新经济发展的策源

地。事实上，最早吸引英美学界兴趣的恰恰是从

社交媒体平台如何营收，怎样找到盈利模式，跨

国企业如何利用中国社交媒体、应对中国用户所

好和需求、实现商业价值更大化这一重要的问题

意识出发的，一开始便具有极其明显的现实功利

性。由于中国社交媒体的商业营销功能以及与之

相关的吸引用户策略从始至终都是英美学界研究

渊数据来源院 Web of science核心数据库冤
图 1 英美学界中国社交媒体研究文献历年发表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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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热门议题之一，基于此，本文将围绕这一议题

展开对英美学界中国社交媒体研究三个时期代表

性文献的再研究。

二、涉入期（2010-2012年）：初探中国社交媒

体商业营销功能

随着“中国的网络人口已在 2008 年超越美

国，而亚洲网络人口已占据全世界网民总数的将

近一半”[4]，英美学界敏感地开始关注中国社交媒

体。通过浏览早期阶段相关文献，笔者认为，2009

年至 2012年是英美学界中国社交媒体研究的涉入

期，这一阶段研究的独特表现即是直接聚焦到对

中国社交媒体商业营销功能及特色等实际问题上。

Guo Chengqi等发表于 2010年的文章《中国的

社交网络服务：中心性、信任和技术接受的集成模

式》（Social Network Services in China: An Integrated
Model of Centrality, Trust, and Technology Acceptance）
是英美学界研究中国社交媒体的开始。Guo

Chengqi等对中国社交媒体的商业化潜力进行了初

步探讨。作者认为，社交媒体使人们的交往能够

跨越地理界限，用户体验和社交活动是社交媒体

的核心业务。通过对中国社交媒体用户的调查，

作者认为中心性、技术接受度、熟悉度和用户信

任度对于社交媒体的市场渗透至关重要。据此，

社交媒体运营者应当重新审视他们的整体策略，

在多个方面对其产品做出调整，如社会关系的数

量、服务推广的渠道、网页界面设计，等等。[5]

针对当时微博作为炙手可热的中国社交媒体

产品，Zhang Lixuan 和 Iryna Pentina 在 2012 年的

《微博的动机与使用模式》（Motivations and usage
patterns of Weibo）中对其用户的潜在使用动机进
行了考察。作者发现微博用户的使用动机除获取

信息和社交之外，还包括促进职业发展、满足情

感需求和提高社会地位等。微博用户的使用动机

如此广泛，与微博多样化的产品功能不无关系。

与此同时，作者还指出微博用户使用微博的驱动

力源于自我呈现动机。基于以上发现，作者认为

其研究结果有助于专业人士通过微博的用户使用

动机和使用模式将微博用户细分，从而推进相关

商业活动或社会活动的有效开展。[6]

从上可见，英美学界中国社交媒体研究从一

开始就具有鲜明的实用主义倾向。与此同时，英

美学界也认识到，要理解中国社交媒体，就不能

脱离中国社会具体的用户与特定的社会环境，因

此，这一时期从起步时仅仅将中国社交媒体视为

与英美社交媒体相对照的参考对象而逐渐转向将

之作为一个长期的研究领域来推进，不再是最初

“蹭热点”式的泛泛之谈。

三、拓展期（2013-2017）：研究吸引用户营销

策略的多个面向

自 2013年以来，中国社交媒体迎来更为迅猛

的发展：同年，微信用户数量破 6亿，日活跃用

户超过 1亿，微博注册用户则超过 5亿；2014年，

更多功能细分化的中国社交媒体平台涌现，如阿

里巴巴集团开发的企业社交媒体“钉钉”、陌陌科

技专为陌生人社交打造的社交媒体“陌陌”等；

2015年，视频社交媒体“快手”用户数量达到 3

亿，与此同时，微信、微博等中国社交媒体平台

的主导者不断进行功能创新以吸引用户，如微信

推出微信红包，微博取消 140字发布条件限制等；

2016年，微信、微博继续在功能创新上发力。而

在细分市场，新兴的社交媒体平台逐渐崭露头角，

如主打视频社交的“抖音”便是其中典型代表。

在中国社交媒体平台迅猛发展的背景下，英

美学界中国社交媒体研究不仅发表的论文数量显

著增加，而且研究视角更加多元，涉及议题也日

益广泛，特别是在方法上取得了突破。但研究无

论怎样拓展，对社交媒体的商业营销功能和吸引

用户策略的研究始终都是其中的一条主线。

（一）多维度探讨用户情感心理

在这一时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英美学界从

提升企业营销的有效性出发，从非西方视角开始

多角度认识和分析中国社交媒体用户的情感需求

和消费心理。有针对性地把研究重心转向对中国

用户或华人研究。

随着情感分析方法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广泛

使用，相关研究开始尝试将情感分析方法应用到

对中国社交媒体用户心理和情感的考察之中。Fan

Li等于 2013年发表的《中文Web 2.0社交媒体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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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情感分析：商业和营销相关的中文网络论坛实

验》（Analyzing sentiments in Web 2.0 social media
data in Chinese: experiments on business and market原
ing related Chinese Web forums）便对商业类中文网
络论坛这一所谓“Web2.0”时代的社交媒体及其

用户数据进行了情感分析。该研究认为，社交媒

体数据中包含着丰富的用户情感信息，通过对这

些数据进行分析，能够窥见用户对产品、服务乃

至社会事件的态度，从而帮助企业判断用户需求，

制定更有针对性的营销策略。据此，该研究开发

了一个对中国社交媒体用户数据进行情绪分析的

综合框架，试图通过该框架帮助企业搜集、处理

从社交媒体中获取的用户数据，识别用户在其发

布信息中或正面或负面的表达，观察用户情绪的

变化与表现。[7]Yan Gongjun等在发表于 2014年的

论文《中英文社交媒体情感分析的双语方法》（A
bilingual approach for conducting Chinese and Eng原
lish social media sentiment analysis）中提出一种对
中英文社交媒体进行情感分析的双语方法，以期

从中英文社交媒体信息中获得更加一致、准确的

观点。这一方法将中英文社交媒体信息作为同一

文本流进行分析，对其词汇列表进行调整，随后

通过使用 SVM和 N-Gram两种文本挖掘工具，完

成对中英文社交媒体信息文本流的分析。该论文

认为，基于这一研究方法，未来能够开发出用于

多语言处理的情感分析工具，这对跨国企业而言

是一大利好。[8]Wua Fangzhao等在 2016年的《构建

高质量的微博专用汉语情感词典》（Towards build原
ing a high-quality microblog-specific Chinese senti原
ment lexicon）一文中还提出，传统情感分析的情
感词典对中国社交媒体的研究并不完全适用，因

此，作者试图为中国社交媒体的情感分析方法创

建高质量的定制情感词典。作者纳入了三种创建

情感词典的情感知识框架，包括从带表情的信息

中提取的词汇———情感知识、从所有信息的词汇

关联中提取的情感相似性知识，以及从现有情感

词典中提取的先验情感 （Prior Sentiment） 知识。

同时，该论文也将中国社交媒体流行词添加进定

制情感词典中，由此而形成一个为中国社交媒体

量身定制的情感词典，方便跨国企业营销使用。[9]

Peng Yuzhu在 2017年发表的论文《情感网络：微

信如何增强腾讯的数字商业治理》（Affective net原
works: how WeChat enhances Tencent's digital busi原
ness governance）中认为，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已
是无处不在的社交媒体产品已经成为互联网公司

获取利润的重要工具。但英美学界对中国社交媒

体商业管控和盈利模式的研究却还很少，因此，

作者借助情感理论，对腾讯公司的社交媒体业务

进行调查，分析了微信如何通过融入用户生活来

为腾讯公司创造巨额利润。[10]

（二）针对性吸引用户的营销策略

这一时期在有针对性地吸引用户营销的策略

研究上涌现出一大批成果。

1.口碑营销关系模型。成功的口碑营销是企业

维护与用户黏性的重要手段，Linjuan Rita Men和

Wan-Hsiu Sunny Tsai于 2013年发表的文章《点赞

或关注之外：理解公众在中国社交网站上的参与》

（Beyond liking or following: Understanding public en原
gagement on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in China） 将中
国社交媒体视为连接企业与中国用户的重要渠道，

提出了一个融合社交媒体依赖性和几个社会关系

因素（包括准社会交往、感知源可信度和社区认

同）的口碑营销关系概念模型，该模型显示以上

因素影响着中国用户与企业社交媒体的互动效果，

除了感知可信度之外，中国社交媒体的用户使用

和关系导向因素在诱导公众参与方面发挥了重要

作用。[11]Edward Kasabov在 2016年的《未知的、令

人惊讶的、经济意义重大的：中国社交网站上的电

子口碑传播的现实》（Unknown, surprising, and eco原
nomically significant: The realities of electronic word
of mouth in Chinese social networking sites）中认为，
社交媒体已成为中国消费者获取企业及其产品口

碑的重要平台。在较多使用社交媒体的中国消费

者中，电子口碑已成为其购买产品的驱动力之一。

消费者获取电子口碑的来源可分为首要和次要两

类，首要来源为消费者在社交媒体上的好友，次

要来源则为社交媒体上的专家大 V。因此，企业与

其为提升口碑烧钱，不如想办法打通消费者获取

口碑的首要来源环节。对消费者来说，电子口碑

的有效性和来源等变量才是关键，而不是口碑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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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积累的庞大信息量。[12]

2.微电影营销模式。Shao Jun等在 2016年的论

文《中国旅游目的地的社交媒体微电影营销：以

绍兴为例》（Social media micro -film marketing by
Chinese destinations: The case of Shaoxing） 中考察
了中国旅游目的地的社交媒体微电影营销模式。

他们认为，旅游目的地微电影营销已成为旅游营

销的常用手段之一，但旅游研究对此还不够重视。

通过调查，他们发现旅游目的地营销的成功因素，

包括营销者与粉丝之间的积极互动，线上、线下

活动的联动机制，等等。如果能够找到合适的旅

游主题，那么就算旅游景点本身缺乏特色也能吸

引游客。同时，微电影营销良好的成本—收益比

也是其值得旅游业尝试的一个重要原因。[13]

3.网页设计的营销效度。Sung-Eun Kima等在

2017年发表的《社交媒体旅游信息质量对目的地

形象形成的影响—以新浪微博为例》（Effects of
tourism information quality in social media on destina原
tion image formation: The case of Sina Weibo） 中，
考察了旅游信息质量对旅游目的地形象形成的影

响。作者对从微博用户中搜集的数据进行实证分

析，发现一些网页设计作为非内容线索与用户的

认知和情感图像呈正相关关系，从而使旅游信息

形成一个可信图像。因此，作者认为高质量的网

页设计有助于从业人员更全面地理解旅游信息质

量的构建，并帮助他们在实践中建立合适的营销

策略，提高社交媒体吸引更多的游客的效度。[14]

4.不同文化风格包装效果。Li Cong在其 2014

年的论文《两个社交网站的故事：Facebook网和

人人网的使用如何影响中国消费者对不同文化符号

的产品包装的态度》（A tale of two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How the use of Facebook and Renren influences
Chinese consumers’attitudes toward product packages
with different cultural symbols）中，以 Facebook和人

人网作为比较对象，考察了在美华人对这两个社

交媒体的使用强度会如何影响他们对待含有中国

文化元素或美国文化元素的产品包装的态度。该

研究从文学心理学中吸收了文化适应和文化学习

理论，根据这些理论，移民者需要掌握所在地文

化以减少和克服跨文化交流的困难，使用社交媒

体是在美华人进行文化学习的重要途径，使用

Facebook较多的在美华人可能更容易接受包含美

国文化元素的产品包装风格，而使用人人网较多

的在美华人则对包含中国文化元素的产品风格具

有更强烈的认同感。[15]

5.实时自拍的营销潜力。随着自拍成为一种全

球现象， Jenny Weichen Ma 等在 2017 年的论文

《自我理想的窗口：英国 Twitter和中国新浪微博自

拍者的研究及其对营销者的启示研究》（A window
to the ideal self: A study of UK Twitter and Chinese
Sina Weibo selfie -takers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marketers）中对 Twitter和微博上热衷于自拍的用

户进行了研究。通过调查，作者发现消费者希望

从自拍中获得完美自我的形象，且英国消费者和

中国消费者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布自拍的诉求也

有所不同，但营销人员很少意识到实时自拍的营

销潜力。作者认为，尽管消费者从自拍中得到的

象征意义和社会资本实际上微不足道，但在对自

拍行为进行批判性分析的同时，商业营销者应该

多利用自拍，将自拍与社交媒体营销创造性地联

系在一起。[16]由此可见该研究为商业资本服务的目

的。

6.奢侈品牌线上活动营销。Chen Huan和Wang

Ye在 2017年的论文《连接还是断开：社交媒体上

的奢侈品牌与中国女性消费者的解读》（Connecting
or disconnecting: luxury branding on social media and
affluent Chinese female consumers’interpretations）
中，对西方奢侈品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开展的品牌

宣传活动进行了研究。作者认为，由于文化差异

和中国社交媒体的特征，西方奢侈品在中国社交

媒体上开展的品牌宣传活动面临许多挑战，通过

对微信奢侈品营销活动的内容分析，辅以对女性

奢侈品消费者的深度访谈，作者发现西方奢侈品

牌推崇使用丰富的媒体活动建立社会在场，进行

自我展现，并允许低层次消费者参与，而消费者

则认为西方奢侈品牌的媒体广告保守、距离远且

不主动。因此，作者建议西方奢侈品牌应通过线

上广告提供更具创造力也更有娱乐性的营销活动，

表现形式上更具个性，更可与消费者产生共鸣，

从而吸引更多消费者。[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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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线上产品公关及危机管理对策研究

对于跨国公司来说，开拓中国市场的关键便

是作好产品公关，特别是要作好在面临突发事故

时的公关工作。Zhu Lin等在 2017年的论文《危机

传播中的社交媒体与文化：麦当劳和肯德基在中

国的危机管理》（A Social media and culture in crisis
communication: McDonald's and KFC crises manage原
ment in China）中，以麦当劳、肯德基在中国的危
机公关活动为案例，考察了中国社交媒体在危机

传播中扮演的角色。作者认为，中国社交媒体对

跨国公司来说既是机遇亦是挑战。跨国公司在利

用中国社交媒体进行危机公关时，应当对事故责任

做好评估，并要考虑到跨文化差异的潜在影响。[18]

此研究提醒跨国企业针对热点事件应该快速做出

回应，在特定的中国市场环境中，这对于跨国企

业而言无疑具有重要的实际价值。

以上研究可以在一定层面上折射出这一阶段

的特征：随着英美学界对中国社交媒体研究话题

的深入，在广度上几乎涵盖了英美学界社交媒体

研究的诸多面向，在方法和理论上均已达到一定

水准，成为了英美学界社交媒体研究的重要组成

部分，甚至可以称为是独立于（仅关注英美国家

社交媒体的）英美学界社交媒体研究的一个新兴

的交叉领域。

四、深化期（2018-2021）：深耕和开发显性与

潜在的商业价值

2018年以来，中国社交媒体平台进入稳步发

展期。一方面，各细分市场基本已被各个代表性

社交媒体占据，微信、微博这两个较早问世的中

国社交媒体平台继续保持着对中国人网络社交生

活的巨大影响力，抖音等短视频平台崛起；另一

方面，中国社交媒体暴露出的道德、伦理、隐私、

安全等问题，逐渐为用户所重视，来自政府机构

的管理和社交媒体自身的审查大大加强，中国社

交媒体平台建设逐渐走向秩序化治理的轨道。

2018年至 2021上半年可称为英美学界中国社

交媒体研究的深化期。尽管这一时期中国社交媒

体发展趋于平缓，但以问题意识为导向的研究则

依然出现了井喷似的增长，这不仅仅从论文数量

（716篇）上可见研究保持着更加旺盛的势头，从

论文内容上看，这一时期的研究深耕与前瞻相结

合，并越来越多地运用跨学科理论，采用数据计

算等新方法，研究对象也更加明确、集中，特别

是围绕热度不减的商业营销议题，在挖掘开发中

国社交媒体的潜在商机，深耕厚植其商业价值方

面，出现了一批值得关注的研究成果。

（一）助推开发新型营销模式

1.智能算法营销渠道。随着各种使用智能算法

推荐的社交媒体 APP大行其道，国内外许多企业

都开始利用这些社交平台进行相应的营销活动。

Qiyan Chen的《论计算机技术下社交媒体营销渠道

的拓展》（On the Expansion of Social Media Market原
ing Channels under the Computer Technology） 一文
描述和分析了在计算机技术系统不断发展下，智

能算法精准推送越来越普遍使用，认为这对企业

未来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网络营销渠道。[19]

2.营销价值共创的操作要素。在互联网经济时

代价值共创的概念早有提出且实践前景广阔，但

之前学术界对社交媒体营销（SMM）活动在加强

消费者价值共创和品牌参与意图方面的重要性的

关注不多。Man Lai Cheung等在《调查社交媒体营

销在价值共创和参与中的作用：中国大陆和香港的

实证研究》（Investigating the role of social media mar原
keting on value co-creation and engagement: An em原
pirical study in China mainland and Hong Kong）中基
于对中国大陆和香港地区 392名智能手机用户的调

查，分析了社交媒体营销在建立价值共创和消费者

品牌参与中的作用，以及对作为行为反应的用户回

购意向和持续搜索行为的影响，并使用偏最小二乘

-结构方程模型（PLS-SEM）来对假设进行检验。

结果表明，有效的社交媒体营销 SMM策略会促成

价值共创、驱动消费者品牌参与（CBE）、加强回

购意愿和持续搜索行为。[20]这个研究验证了社交媒

体营销 SMM结构中的五个层次要素：即娱乐、定

制、互动、电子口碑（EWOM）和时尚，阐释了价

值共同创造是 CBE的前提，为社交媒体营销 SMM

如何推动价值共创和消费者品牌参与提供了依据。

（二）调整深化目标用户策略

随着中国社交媒体用户几乎全覆盖了所有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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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这一时期英美学界对用户的研究越来越精准化。

1.针对青年用户。中国的年轻消费者是中国社

交媒体的主要用户。Qi Xiao-lie在《社交媒体对中

国年轻消费者购买决策的影响》（The Influence of
Social Media on Buy Decision-making of Young Chi原
nese Consumers）一文中提出：中国年轻消费者使
用社交媒体获取信息，社交媒体信息是他们的主

要信息来源；社交媒体信息影响着中国年轻消费

者的购买决策；社交媒体负面信息数量调节社交

媒体信息信任与购买意愿之间的关系。[21]

2.针对男性用户。英美学界在之前的关于奢侈

品公司营销策略研究中多将目标用户锁定在女性

消费者群体，较少对男性消费者有涉及。近年来，

由于混合型男性主义在中国的流行，Jiani Jiang，

Bruce A. Huhmann，Michael R. Hyman 在 《中国奢

侈品社交媒体营销的男性化趋势》（Emerging mas原
culinities in Chinese luxury social media marketing）
一文中聚焦男性消费者，比较了以视觉为导向的美

国（Instagram）和中国（微博）社交媒体上全球奢侈

时尚杂志品牌（如《Vogue》《Cosmopolitan》《GQ》

和《Esquire》）的男性身体特征，发现由于中国女

性职业和消费能力的增长以及男性就业从蓝领到

白领的转变，影响了对男性气质的认知，对男性

形象的描述更多地与新兴的东亚混合男性特征相

关，如“小鲜肉”（LFM） 和“老腊肉”（OGM）

等，而不是与全球或地区霸权的男性特征相关。

由此提出中国的奢侈品时尚营销更应该像其他东

亚市场的男性化营销，而不是按照西方市场的模

式，一些奢侈时尚品牌如果要争取中国年轻人的

认可，营销人员更应该融入混合的男性风格而不

是霸权的男性气概，这样在中国消费者，尤其是

年轻的女性目标市场才能引起更有利的反应。[22]

3.针对 C2C卖家。需要强调的是随着中国社交

媒体使用人数的快速激增，社交媒体已成为一种

广泛使用的营销工具，如何来开发和吸引潜在客

户成为这一时期英美学界研究的新热点。Xu Wang

等在《C2C卖家在社交媒体中的最佳营销攻击性

水平研究：来自中国的证据》（On the optimal mar原
keting aggressiveness level of C2C sellers in social
media: Evidence from china）一文中提出，由于社

交媒体营销成本较低，这一营销方式对客户与客

户（C2C）互为卖家特别具有吸引力；此外，单纯

的客户也可以从社交媒体营销中受益，通过了解

产品和卖家实时互动；另外，在社交空间占据主

导地位的卖家微博营销有时也可能会获得适得其

反的效果。由此，该文将营销流行度定义为每个

营销相关微博的平均点赞数，为了找到并确证最

大流行度的临界点，作者通过新浪微博收集 C2C

网上购物平台淘宝样本数据，分析得出营销进取

程度和营销流行度之间的经验关系遵循倒 U形曲

线，其中最高水平在 30%左右，实证量化了社交

媒体中营销攻击性的最高水平。此外，该文的研

究还发现粉丝数量在达到 100,000左右后对营销流

行度的饱和效应，进而指出社交媒体营销不应忽

视客户的社交需求。[23]该文的实际价值在于对营销

进取性的衡量为营销者提供了一个动态的业务指

标，这一指标可用以动态改进他们的营销管理决

策过程。

（三）提升公司自营媒体的作用

随着社交媒体越来越成为重要的企业推广品

牌、营销产品的渠道，英美学界对其营销效用，

尤其是不同类型营销内容的效果研究也不断深化。

Lijuan Bai Xiangbin Yan在 《公司生成的内容对公

司绩效和消费者参与的影响：来自中国社交媒体

的证据》（Impact of Firm-Generated Content on Firm
Performance and Consumer Engagement: Evidence
from Social Media in China）中基于动态能力理论，
使用新浪微博的公司自媒体营销和消费者参与数

据，分析了以公司生成的内容衡量的社交媒体营

销与公司绩效和消费者参与度之间的关系。该研

究结果表明，企业社交媒体营销对企业绩效有显

著的正向影响。企业自媒体生成的信息性、说服

性内容通过影响消费者参与，对企业绩效产生了

直接和间接的显著影响。

从以上深化期关于商业营销的这些研究中可

以说明，英美学界对中国社会语境的认识更加深

入，其研究水准明显提升，这标志着英美学界中

国社交媒体研究经过十余年的自然成长过程，作

为一个融汇包括中国学在内的多学科研究视野的

独立领域业已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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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语

本文通过以上对英美学界中国社交媒体关于

商业营销功能研究的具有代表性的文本事实的甄

别和阐释得出以下几个结论：一是纵观英美学界

中国社交媒体研究三个时期的发展轨迹，可清晰

看到至始至终其研究目的更多的是为跨国商业资

本服务，具有显而易见的现实功利性特征；二是

英美学界长久以来占据国际学术界的主导地位，

但随着近些年来国际政治经济局势的风云变幻，

英美学界遭到英美国家之外的他国学术界的不断

冲击，在国际学术界的话语主导权也受到挑战，

英美学界如要维持并扩张其学术权力，就必得涉

足他国研究的学术领域，试图在这些实践性极强

的研究领域里抢先一步，以便有利于在与他国本

土学者的竞争中占据优势，因此，英美学界中国

社交媒体研究不可否认也有维护自身学术霸权，

维护在国际社交媒体研究领域话语主导权的意图；

三是英美学界中国社交媒体研究到目前为止，还

难以与他们对一般社交媒体的研究相平衡，更不

可能与中国本土的中国社交媒体研究成果相抗衡，

但由于英美学界快速将前沿研究方法和成熟理论

框架运用于研究中，又对中国社交媒体有“隔山

观火”的观察距离，自然“横看成岭侧成峰”，具

有“他者镜鉴”的独到视角，特别是围绕社交媒

体商业营销的研究相对来说有一定的实际借鉴价

值，可以为发展互联网经济、实体经济利用社交

媒体进行有效的营销提供较为广泛的参考；四是

英美学界对中国学、中国问题研究的一贯立场和

趋向也充分体现在这些研究中。由于英美学界所

处的社会语境及研究的现实目的不同，他们研究

的许多结论与中国的实际情况有相当的差异，甚

至有南辕北撤之嫌，更遑论其中还有一些研究丧

失了客观、公正的基本学术立场（笔者将另文专

论）！故非常必要对之投入更持久的关注，希望本

文能起到一点抛砖引玉的作用，期待更多的国内

学者对之反思性的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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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al Utilitarian Trajectory of Chinese Social Media
Research in Anglo-American Academic Circles
要Take the Study of Commercial Marketing Function as an Example

Cao Yina

Abstract: As China has developed into the world' s largest social media market, the research on Chinese social media

has quickly become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frontier.Based on the research literature included in the Web of Science

core database, and taking the research on the commercial marketing function of China's social media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draws the following point of view: From 2009 to the first half of 2021, the research on Chinese social media

in Anglo-American academic circles has experienced three stages of involvement, expansion and deepening, and its

practical utilitarian characteristics run through the research process of more than ten years. 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al

media in the Anglo-American academic circles not only aims to serve the commercial capital mainly of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but also aims to maintain its dominant discourse i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social media research. The

consistent position and trend of The Anglo-American academic circles on Chinese studies are fully reflected in these

studies, so it is necessary for the domestic academic circles to devote more sustained attention and reflexive re-study to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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